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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如何杜绝管理上

的官僚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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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企业随着发展日趋成熟，无一例外会陷入金字塔式结构的科层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势必会助长官僚作风，也是造成管理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经营环境的快速发展，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已日趋严重：决策缓慢、跨部门协调困难、整体责任划分不清，等等。再者，为了使专业化领域的复杂性得到控制，企业不得不继续增加管理层级，如此一来，机构管理变得更加繁杂，效率低下，很难在自发性创新层面有所作为。创新已成为当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公司领导者清楚地知道，公司需要提高创新性。但他们在这方面一直持矛盾心理。他们担心除非领导层愿意放权，让公司下层参与决策，分配更多资源给下层，否则创新不会出现。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他们放松控制，公司会陷入混乱。处于如此管理困境中的领导者也很清楚，现在已不是推崇命令和控制型领导方式的时候了，但他们又苦于没有完全成型的替代方式。



本期封面文章《机敏领导力》针对这一矛盾，给领导者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作者德博拉·安科纳（Deborah Ancona）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伊莱恩·贝克曼（Elaine Backman）和凯特·艾萨克斯（Kate Isaacs）均为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研究员，他们采取不同做法，深度研究了两家创立很长时间的公司，在几轮量化数据收集及之后采访中发现，创业型、赋能型和架构型这类不那么熟悉的领导模式可以让领导者在创造性和混乱之间寻求平衡。



创业型领导者会“感知和抓住”增长机遇， 寻求初期资源，他们通常集中在公司的较低层，通过新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价值，带领公司进入新的领域。赋能型领导者，通常在公司中层，他们专注于帮助项目负责人的个人发展，帮助公司克服障碍，与他人沟通，密切关注行业趋势。架构型领导者则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需要改变公司文化、结构和资源的宏观问题上，他们更靠近公司高层。



这三种领导力模式再加上公司创立初期就已确定的文化规范，令两家公司实现惊人程度的自我管理。即使在官僚规则最小化的情况下，公司也可以高效运转，同时保持着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它们都认为，领导力应赋予最具备行使领导力能力的人，无论他们的头衔是什么。这类领导角色、公司文化和系统制约使这些公司在员工中获得了优势，这些优势很难定义，但却非常明显。这种管理体系是创新和再创造的强大驱动力，改变公司文化是改变公司命运的关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即将展开的一个项目。为了发掘更多中国本土的优秀案例，让后来者汲取更多商业智慧，即日起，《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发起HBRC最佳案例的征集以及后续评选活动。本次活动中，企业/组织/团队自我推荐也是案例征集的一条通道。如果你们的身边有创新的商业实践，向善且有效的管理创新，我们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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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哈里森（Spencer Harrison）
 小时候有个盒子装着“非常重要的纸片”，里面是他画好之后剪下来的超级英雄、电影里的怪兽，以及其他虚构角色。他小时候从来没有买过漫画书，但他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想去迪士尼做动画。现在他是INSEAD教授，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制作系列作品的创作公司（包括本期文章的主题漫威公司）如何平衡新颖性和连贯性。他还在继续画画，而且依然把自己画的画当作“非常重要的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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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安科纳（Deborah Ancona）
 喜欢做研究。用她自己的话说，“拥抱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然后进入组织，从实践中学习。”在本期的文章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安科纳与另一位作者一起收集了来自会议、采访和团队评论的数据，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她说，优秀的定性结构化研究，可用于调整理论和实践，但很难提供易于理解的启迪。“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成果必须了解整个体系之后才能理解。要从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精髓，但又不能过度简化，这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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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跳槽误区


即便经验丰富的管理者也可能判断失误，导致换工作失败。或许，规避职业发展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







哈佛商学院副教授 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哈佛商学院助理研究员

罗宾·亚伯拉罕 |文


那些热衷跳槽的年轻人，其实往往更上进

布兰登·里戈尼 、艾米·阿德金斯｜文

跳槽，才是你最不必着急的事儿

乔丹·斯塔克、凯蒂·史密斯·米尔维｜文

如果老板真把你当盟友，你就别跳槽了

本·卡斯诺卡、克里斯·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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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司远离丑闻

尽管政府强令企业投资遏制白领犯罪的制度，但数据和轶事证据显示，这类犯罪的数量仍在上升。大量研究表明，真正的罪魁祸首并非制度，而是低下的领导力和漏洞百出的企业文化促使员工不惜一切创造业绩。



当同事经历丧亲之痛，我们该如何做

第一时间理解生命的逝去，不提出任何要求，是管理者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在悲伤的员工返岗后，管理者应耐心对待他们绩效和态度的落差。当员工最终走出悲痛，管理者应视之为成长的机会，并予以支持。



职场父母生存指南

职场父母并不容易。这是一场规模宏大、复杂的、情感上的长期斗争，有时甚至要耗费全部精力。但是，与任何挑战一样，你分解得越多，它就越不令人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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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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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决策者

应先做什么


凯西·柯兹科夫 (Cassie Kozyrkov)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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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学先驱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曾说过：“除了上帝，其他人请用数据说话。” 作为一名统计学家，我很赞同这一说法。但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又不得不提醒大家，许多决策者都太过热衷于追逐数据，想要借此远离无知，却从未改进自己的决策。有没有办法让决策恰到好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我们需要培养一个简单的决策习惯：事先选定默认决策。



在搜寻数据之前预先构建决策背景是决策的关键，而数据科学课程通常不教这项技能，要通过社会和管理科学才能学到。不幸的是，作为指导和管理数据科学项目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却没能得到充足的教学。即使在统计学这样一门需要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决策的学科中，学生遇到的大多数练习也都预先设定了背景。教授通常会为你做出假设，框定问题，最后留下一个正确答案。有正确答案的地方，决策者都已经刻下相应记号。



很多决策者会觉得，他们观察数字、形成观点并执行决策时是数据驱动的。不幸的是，这种决策充其量只能算是“数据启发”。数据启发式决策是指，徜徉在数据中，最终达到一个情感临界点并做出决策。这样的决策确实是跟数据有关，但并非是数据驱动产生，而是来自决策者一直存在的无意识偏见。



在尝试利用数据进行决策时，如果没有经过训练，那么你的方法就会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



数据启发式决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确认偏见，这种偏见会影响到决策者如何根据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来感知事实。如果你可以在发现数据的落点以后移动“球门柱”，你将会不自觉地这样做。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提前定好球门柱，然后顶住诱惑，不去移动它。



正因如此，行为经济学家才会受训在搜索信息之前先设定决策标准。这是消除确认偏见最好的“解毒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买票，在查询价格之前，我们会忍不住先问自己最多愿意花多少钱。



在没有事先确定好决策标准的情况下，你会自由地与数据选择性地交互，从而确认内心深处已经做出的选择。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意识到，使用数据只是想让自己觉得心安。



另外，人们需要避开 “宜家效应”。如果你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结果却发现自己高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那么就会感受到这种效应。简单来说，当人们在一个项目上投入时间时，哪怕自己造出来的只是一堆有毒垃圾，也很有可能会爱上这个项目，并改变自己的认知。他们会开始和自己讨价还价：“哦，但是新原型的表现还不错，我还是可以发布这个东西的。”就这样，这个世界被强加了诸多可怕的事物。



为了避免成为此类效应的牺牲品，真正做到数据驱动，确定顺序很重要。你需要预先构建决策背景。整个过程的第一部分是：在没有进一步数据的情况下确定你计划做什么（默认情况下，你是会购买/启动/修正/继续，还是不购买/启动/修正/继续？）。这就是所谓的默认操作，选择的标准则是，在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哪种操作不那么有害。



对那些不习惯这样做的决策者而言，很难去选择一种默认操作。你会问自己：“如果除了已经看到的没有其他额外的数据，那我该怎么办？”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性格的力量——你不能推卸责任给数据。你必须考虑商业问题，并如实回答：“如果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会做何选择？”



举例来说，“这是一种新药或是新的机器学习系统，我不知道是否管用。默认情况下，我是该发布还是不发布？”（大多数人很可能会说不该发布，除了那些认为机器学习系统会让简历看起来很棒的人。）



一旦指定了默认操作，就可以开始考虑数据问题了。但即便如此，第一步也不是去收集或分析数据。在决定如果没有新信息该如何默认操作以后，就需要考虑新数据到来时该如何反应的问题了。什么样的数据会让你放弃默认操作？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具备强大的想象力，确定默认操作是否对每个状况来说都是正确的，然后制定一个标准，来判定你身处于哪种状态。最后，你要考虑需要多少证据才会让你放弃默认操作，以及你的风险容忍度有多大。做完这一切再让我们开始关注数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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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柯兹科夫
 是谷歌的首席决策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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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为全部时，

职业失败带来的

伤害更大


蒂莫西·奥布莱恩 (Timothy O'Brie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三
 岁的杰克感觉很累，想让人抱着。“坚持住，亲爱的，”妈妈凯特一边唱歌一边伸手去接他。在电梯中，杰克扭来扭去，摇头晃脑，一不小心一脚踢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凯特知道她不应该把这次意外当成孩子在针对自己。尽管偶尔也会这样想，但大多数时候她知道当“妈妈”的会被踢：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当凯特在工作中受到挫折时，她会很在意。比如有人在开会时批评她的报告。此时，她很难将自己和自己“高级分析师”角色区别开来。当你把工作中所受的批评当成有人在针对自己时，会妨碍自我恢复的能力和大局意识。你不会将其视为更大组织动态或挑战的征兆。



正式组织角色如同船锚一样重要: 它是你工作的基础，帮助你了解如何与他人和组织建立联系。但当把自身经验、训练、能力、知识、努力、怪癖和激情等大部分特质融入角色时，你会发现这绝非只是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当你总是在工作，而又无法走出工作状态时。你很快就会忘记，你只是在担任一个角色，代表组织或团体完成某项任务。视工作和角色为庞大组织中的一小部分，让你无法冷静地思考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把自己困在那些看似针对“你”的职场问题中，而不是俯瞰全局。这会削弱你的判断力，使你更有可能以自我的身份去接受批评与评论。当你把角色和自我价值混为一谈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你会认为只有扮演正式角色的自己才有价值，才对他人有帮助。



因此，学会把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迷失在角色中，而不能以超然的方式思考别人如何看待这个角色，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将所有的学识、训练、才能和激情投入到我们的工作角色中，或许对我们大有裨益，但是别忘了，组织中的其他人在工作生活中，只是在对我们的角色做出反应，而不像我们会认为自己是有趣、有思想的人。在这里，我将分享从哈佛肯尼迪学院课程中获得的一些见解，我试图帮助那里的学生们走出自己的角色，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做出他们想做出的改变。



你所担任的角色属于你的组织、机构、团体或家庭。其他角色发出者对你的角色抱有期望，这些期望可能是合理的(比如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比如你要代表所有女性发言，代表你的少数群体，或者你总是做记录会议纪要的那个人)。满足那些正式的期望并处理好那些非正式的期望对于保留你的角色至关重要。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发出者，通常不同角色发出者（如你的老板、你的客户）对你的期望可能会相互冲突。不要在意你在某个特定时间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积极应对，当你对不同角色失去自己的看法时，很有可能是你正在错误理解组织动态。



当忽视自身角色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异，会让人感到很受伤，凯特（我曾帮助过她）分享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可问题在于凯特过分认同自己的角色，当其他人在与其正式角色相处遇到困难时，她就会把别人的反应看得过于个人化。



试想: 作为一名分析师，凯特努力以同事能够快速理解的方式整理复杂的销售数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有时分析师必须分享一些不理想的信息；在这个角色中，不可避免地会令同事失望。当同事不喜欢她的发现时，他们往往会反驳并质疑凯特的方法。他们的抗拒经常让凯特感到愤怒和不安。



凯特需要提醒自己，同事抗拒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而非她本人。在上司面前，成绩糟糕的团队成员会感到尴尬，于是便会采取防御措施，将分析师及其工作作为替罪羊。同事的反馈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而非针对凯特。但在无法将自己与自己的角色区分开来时，她很难看清这一点。



凯特被提升为主管，昔日的同事成了她的直接下属，她在工作中的社交互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被邀请参加团队欢乐时光，过去友好的同事变得谨慎起来。这些不断的变化提醒我们，人们通过你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你联系。凯特的职位发生变化时，她在同事工作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如何与高级分析师凯特相处的问题上感到头疼。凯特自己也很头疼，因为她把这些不断变化的关系当成了自己的事情，抱怨同事看她的身份行事，而没有保持他们温暖坦诚的关系。



凯特不知道如何同时既做老板又做朋友。起初，她加倍重视朋友的角色，坚持对同事说什么都没变。但当她对管理挑战有了新的认识，当团队成员抱怨老板时，她又不能坐视不管。尽管她很想成为同事中的一员，但角色已经不同了。作为主管意味着她需要指导自己的团队。凯特和同事都在纠结该如何与彼此相处，让她再次感到身心疲惫。



一旦凯特接受了角色赋予自己的责任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权威，她就能够(通过不断思考)在角色和自身之间划清界限。少认同自己的角色能让她更充分、更快乐地融入角色。也能够让自己获得一定的适应性，既能使自己拥有良好的工作表现，同时又能保持健康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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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奥布莱恩
 是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讲师、21世纪领导力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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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零售商已经平庸地经营了几十年了。它们把重点放在尽量降低劳动力成本上，从而直接导致工作差劲，员工离职率高，出勤率也不靠谱。这种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总部各部门相互独立的决定，使得店铺经营很糟糕。产品、引导员、工具和调整都太多了。员工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被赋予任何权力。门店经理为了培训员工和实际管理业务而忙得不可开交。门店运营问题多，客户购物体验差，这些都不足为奇。所有人都觉得倍受打击。但如果公司无法量化这种平庸行为的真正成本，以及建立更好的机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几乎不会有公司相信它们应该先需要堵上漏洞。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进行这种计算的方法。



打破平庸往往意味着提高工资和福利，改进排班以及建立员工发展和升职机制。同时还需要改进员工的工作——比如，将某些工作标准化，并赋予员工权力，以便他们在出现客户问题时予以解决。这样的工作改进是一种投资，它确保员工具有高效益，可以带来更高的销售和更低的成本。结果是，这样的措施会推高成本，但价值甚至更高。我们称之为赋予人们经营选择权的组合投资，它可以给有动力和能力的员工团队带来好工作策略。



零售企业高管通常不会优先考虑这样的策略，虽然策略本身听起来不错，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公司负担得起这样的成本。提高工资或福利等措施带来的高成本很直接而且易于量化，而最大的收益则需更进一步才能看到，也更难量化。此外，维持现状的成本往往隐藏了起来。最高管理者没有意识到每天的损失有多少以及公司的竞争力损失有多严重。



量化收益

为从经济角度证明公司增加对人的投资并改进其工作的合理性，零售企业高管可以量化三类收益：



1. 改善员工流失率、经营执行情况（如损耗）、加班以及计划外的劳务、法律与合规费用带来的成本下降。



2. 更好的经营执行（如缺货以及弃购现象减少）、顾客单次购物增多以及购物体验改善（客流上升后）使购物次数增多带来的收入增长。



3. 更好的工作量管理（如员工交叉培训和熨平工作量）、因在糟糕的工作分配和物流系统（如递送时间长）及频繁和最后关头的调整方面减少了时间浪费而带来的生产率提升。



基于对多家零售商的观察，我们估算员工浪费的工作时间约为25%，经理甚至更多。



对改善或提升幅度做出不同假设后，高管可以就良好工作机制对利润的影响进行情境分析。除了给出整体“收益”范围，量化这些收益还有助于他们判断要实现哪些目标，比如离职率、损耗和顾客单次购物规模等指标的具体改善，才能为创造良好工作机制的既定投资正名。

为具体说明高管可以怎样量化上升空间，我们假设有一家名叫GroceryCo的食杂店连锁公司，它有500家门店，年收入90亿美元，利润2亿美元。该公司员工离职率（60%）和经营执行情况（损耗率3.6%、缺货率4.0%、弃购率0.5%）属行业平均水平（弃购率由我们和零售企业共同估算。我们没有计算GroceryCo的加班以及法律成本，原因是我们无法进行恰当估算而且我们认为许多零售商在这些方面的成本很低）。



对GroceryCo来说，员工离职率、损耗率、缺货率和弃购率改善25%可对经营业绩产生近1.2亿美元的营销，其中近60%为当期总利润。这还不包括更好的服务（如了解情况、可以提供帮助的员工、清洁的店内环境和满满的货架以及较短的结账队伍）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带来的收入增长，这往往是良好工作机制带来的最大提升。举例来说，日成交量及成交额增加1%，每年的毛利润就会上升4520万美元。而利润增长1.65亿美元则足以抵消所有小时工薪水增加20%（平均时薪从13.5美元升至16.2美元）的影响。此外，我们估算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后，GroceryCo每年可重新分配的员工工作时间可达700万小时。



改善工作机制

这些估算同时考虑了小型与大型零售商的经验。以Mud Bay为例，这是一家连锁宠物店，在美国西北部有45家店铺。2014年该公司开始改进工作机制。到2017年，它已将工资提高30%左右，每周工作超过30小时（并因此获得津贴）的员工比例也从65%升至82%。它还在简化分类、熨平工作量以及流程标准化等方面做了多项经营调整。结果令人瞩目——Mud Bay的员工流失率下降了35%，每平方英尺销售额从317美元增至394美元，单员工每小时销售额从133美元升至149美元，库存周转率从6.8倍提高到了7.5倍。2011-2013年，也就是改进工作机制前，该公司的平均同店销售额增速为6.5%，而2015-2017年，这个数字为9.3%。



沃尔玛也在改进工作机制。它一直在进行人员投资，比如将过去四年的起步工资提高了一半，改进了排班并增加了培训投入。同时，沃尔玛还在设法改善联营公司的工作。比如建立新的工作标准（沃尔玛称之为“one best way”），借助技术来提高联营方的生产率，并且简化了部分店铺的分类。这些举措正在取得成效——2019年第一季度沃尔玛的同店销售额增速达到九年来的最高点。正如CEO董明伦评价的那样：“我们的门店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好工作在竞争方面也很有意义。平庸的经营很难适应如今竞争激烈的零售环境，这些竞争来自电子商务、更高的顾客预期、吃紧的就业市场、不断上调的最低工资、排班立法以及拥挤的零售行业（美国的人均零售店面积居全球首位）。为了与同行竞争，许多零售商都在设法通过数字化、推出新商品以及并购来增长，从而在薄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复杂性。



然而，已经建立良好工作机制的零售商发现自己的竞争力要强得多。在其他宠物连锁店因电子商务而流失客流之际，Mud Bay的销售额仍在增长，而且顾客通过写感谢信来表达他们的忠诚。此外，更好的经营以及有动力和能力的员工让如今的Mud Bay适应顾客需求的速度远超以往。更为坚实的店铺基础对沃尔玛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来说也很关键。



要想在今天以及今后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繁荣发展，零售商就必须提供更好的顾客体验。而如果不改善员工的体验和经营，发展就是空谈。改善零售工作的道德理由很清晰。量化现状成本则可能有助于管理者从经济角度意识到值得把改善工作机制作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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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家族企业中，领导者有时会根据关系和义务还有能力和经验来决定聘用和人员配置，毕竟这些公司的存在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家族成员都有良好表现，其中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享有特权或高不可攀，于是作风懒散或拒绝合作，有时他们的错误或行为也未被追究。偶尔，他们甚至会搅乱业务的平稳运营。



无论你是否家族成员，对于这些表现不佳的员工，作为经理你将如何处理？



好消息是，即使你并非总是有机会像对待外聘雇员一样自主管理家族成员，也不必隐藏你的顾虑。以下几种有效方法可以让你扭转不利局势取得最佳绩，同时减少那些不再有效创造业绩（或者可能从未创造过业绩）的人所带来的干扰和风险。




从公开讨论责任制开始。
 对家族成员表示尊重是好的，但仍有必要坦诚阐述商业需求。在与家族成员的最初谈话中，应深入探究和倾听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自身贡献的评估。作为回应，你需要以友善清晰的方式描述自己和其他领导层对他们的期望，在随后的电子邮件中也要重申这些期望并感谢他们参与谈话。将上述内容记录下来，在以后有关绩效的对话中用起来就更容易。



借助中立第三方来传达反馈。如果事关他们的历史或人脉，或者你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反馈可能带来风险或不适，不妨考虑用这个办法来传达反馈以确保信息切中要害，同时，确保他们已经理解。如果家族成员经理担心伤害亲戚之间的感情，或者当一位外聘经理害怕成为坏消息的传达者，从而与家族交恶时，我经常扮演这种短期角色。




改变他们的角色或职责。
 在家族企业中，他们是独立贡献者，还是行业专家？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和形象。例如，他们可以保留副总裁的头衔，但是，你可以将他们安置在一个没有下属员工的领域，或者不让他们直接与客户互动，如果这并非他们所长的话。比如，在我的一个客户那里，重新评估一位高级机构主管的技术能力后，发现他与外部受众和客户的合作比与内部团队合作更成功，于是，他被重新任命为销售主管。而在另一家客户公司，一位家族成员被调到一个与其个人兴趣和风格相吻合的岗位，在那里，她不必切实与他人打交道，只需充当技术专家。




将家族成员重新分配到非家族领导手下。
 家族成员之间的内部竞争是司空见惯的，如同绩效和职责问题容易产生糟糕的感受一样，这或许是源于所有权和等级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对于必须向另一个家族成员汇报工作的家族成员，你可以将其安排在一位强有力的非家族主管手下，而后者无需在感恩节晚宴上考虑如何维持家族平和。而对于非家族领导，关键在于确保他们已得到包括家族在内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在一家客户公司，我受聘指导新的非家族领导和被重新指派的家族成员。我安排他们共同参与早期讨论，强调业务变更对企业的好处，并确保他们走上正轨。




必要时，提前铺好后路。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选择，以维护个人尊严，同时为更有效率的员工扫清道路。有的家族成员可能意识到他们不再适合担任高级职位，但还不打算退休，或者因为自知在公开市场上找不到类似工作而倍感挫折。你可以考虑为资深员工设计一套休假流程，或者让他们尝试兼职、弹性或远程工作。我的一家客户为一位家族成员创设了一个“随叫随到”的导师角色，让他充当“火焰守护者”和历史学家，负责讲述公司的背景和使命以激励员工，但不用天天上班。



创造机会，让非核心家族成员在社区或行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帮助他们维持身份和人脉，发挥名义上的领导作用，同时为企业服务。他们可以领导家族委员会，举办社区活动，或者效仿我的一位客户，主持家族基金会，这些做法能够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曝光机会更少，承受压力更小，但仍可享受提供决策、公共领导的乐趣。如果家族成员经由上述任何一条路径干到退休，那么，一定要加以庆祝，表彰他们的忠诚、长年服务和家族身份，使其感到被爱和被认可。准备牌匾、纪念品和适当的演讲，以保证过渡流程顺心如意，并尽量减少干扰。

被排斥的家族成员怀有怨气，但他们可能仍然拥有一些所有权。因此，如果你必须雷霆手段开除一位家族成员，请确保人力资源专家或法律顾问预先检查你计划和措辞中的所有细节。不过，通过综合使用上述四种方法，有可能避免强制辞退，代之以帮助家族成员成为公司富有成效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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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基斯利克
 曾帮助《财富》500强、国有非营利组织及家族企业等诸多组织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她曾在纽约大学和霍夫斯特拉大学任教，最近在TEDxBaylorSchool做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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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连接


尼可拉·斯格科（Nicolaj Siggelkow）、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Christian Terwiesch），《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5月刊








新技术已经让7×24小时客户关系成为现实，是时候对你的商业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了。




本文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发展框架——很明显，连接策略最后一环节的“重复”阶段是最重要的变革。



人们应该尝试将商业活动视为重复游戏，即商业模式从以前的零和、交易导向模式转变为双赢、自我强化的持续收入模式。有人称之为“订阅经济”，而我倾向于称其为“关系经济”。由于连接和以计算机为媒介的关系的存在，商业模式的变革正在加速。



文章第二段到最后一段阐述了此变革潜力，即将其视为一种自适应大规模定制的重复游戏。该定制不仅可以为客户提供服务，还可以对服务本身进行自适应大规模定制，包括产品、包装和定价。



这将使企业能够基于其对客户需求的适应程度去竞争，并提供客户想要的价值。企业将寻求相互合作，以适应供需要求（并确定价值主张）。若企业和客户学习应用连接策略，对于如何共同创造价值展开深入、透明及基于信任的对话，就能建立本文所提及的稳固而忠诚的关系。


——里查德·莱斯曼

读者





很棒的文章，尼可拉和克里斯蒂安！世界已经从松散连接变成了永续连接，未来的赢家是意识到这种转变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人。



我喜欢不同用户画像之间的微小区别。公司往往倾向于概括用户画像，再加上自动化被滥用，几乎所有人都试图将画像单一化。如文章所解释的那样，这行不通。


——哈什·辛格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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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革命


罗伯特·埃克尔斯（Robert G. Eccles）、斯维特拉娜·基里门柯（Svetlana Klimenko），《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5月刊








股东开始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即人们在市场角色中，会更喜欢那些更好地平衡了所有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利益的产品及服务生产者，信托义务拓展到各个方面。利润、财富创造和公司长期金融价值会随这种对外关注而最大化。



这篇文章不过是确认了大家潜意识知道的事情，但多数人还是需要这种确认。


——杰克·哈菲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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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专业”蒙蔽双眼


西德尼·芬克尔斯滕（Sydney Finkelstein），《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5月刊








研究表明，管理者容易陷入“专业知识陷阱”，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１.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在Ａ领域的才能同样适用于Ｂ领域。２.失去好奇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容易让管理者失去好奇心，即便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对某个领域很了解、很擅长，还很会告诉别人自己擅长，可能会让周围的人觉得你是权威，不能也不该质疑你。集体思维不管以怎样的形式出现，都会对组织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阻碍组织蓬勃发展。


——玛戈·福斯特

读者





看了这篇文章，我想起一个说法，在面对压力或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采取自己熟悉的行动。我喜欢这篇文章里给出的挑战习惯和癖好的问题以及训练方法——我要说，大家少花点时间思考，多花时间根据固有模式和反应行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的全脑启发法）。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策略，帮助大家后退一步，启动头脑中的思维机器。


——戴维·格拉德

读者





好观点，好文章。总有一些公司领导者害怕做任何决策，甚于做出糟糕决策。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做决策时对情况了解不够全面。


——罗素·克罗明

读者







众说 | Interaction



不听问题、只想要

答案的领导在想啥？


《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7月1日微信文章《不听问题、只想要解决方案的领导，究竟在想什么？》







对于文中的观点并不十分认同。听方案在实际中可能并不是阻碍探究性的因素，相反，还会促进探究性的发展。听方案是让员工对问题本身有自己的思考，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和建议，领导采用建议，或者在此基础上优化并实行，对员工的探究性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和认同。而文中所说的因为领导听到问题而发脾气，并不是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本身，而是领导者个人特质的问题了。


——游磊

读者





创新型解决方案有时尽管来源于灵光一闪的“啊哈时刻”，但正如文章所言，最为重要的业务、战略、组织与文化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由于涉及高昂的机会成本与时间成本，这一活动高度依赖于决策团队不同专业视角下的观察、思考与观点的碰撞——看似普世价值观的另一面，值得每一位管理者品味、思考。


——杨冬

读者



每个人向上级提出问题的同时，他确实应该提出解决方案，否则他与上级的交流将毫无建设性。但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员工单打独斗。他事先完全可以与团队、跨团队的伙伴商讨，然后把成熟的几个选项提交上司考量。公司应该鼓励这样的文化。




——熙熙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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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刊聚光灯


如何经营双职工家庭

选择伴侣是你最重要的职业生涯决策之一

两方都挣钱的夫妻（dual-earner）的数量正在上升，其中很多都是双职工（dual-career）夫妻， 这里特指双方都是高学历，全职工作，身居高要求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并且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会继续发展。双职涯夫妻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紧密交织，因此面对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从谁提前下班去学校接生病的孩子这样的日常小事，到谁配合另一半调动工作这样的人生重大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懊恼和不平衡将会迅速积累，可能影响职业发展，或导致关系破裂，甚至两者皆有。Petriglieri 研究了全球100对夫妻，发现双职涯夫妻会经历三次转变——在这三个时期，他们的关系十分脆弱，但这也是建立美满生活的最佳机会。第一次转变是第一次学会作为夫妻合作，第二次转变是经历职业生涯中期和人到中年的重塑，第三次转变是职业生涯走到最终阶段。在每次转变时讨论深层次的工作和个人问题，如价值观、界限和恐惧，夫妻二人可以一同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双方关系和各自的事业上都获得满足感。

猎头公司光辉国际咨询师与候选人讨论可能的就业机会时，首先会问到对方家庭中是否有需要了解的情况——家庭是否会让候选者不愿为工作而改变住所。候选人的另一半如果工作繁忙，可能会影响候选人的就业选择。




[前沿]


要警惕 #MeToo运动的反作用

2017年秋季，#MeToo运动在一连串的媒体报道中呼声高涨，许多评论者盛赞这场运动，将之视为一股能够帮助女性在职场获得更多积极体验的力量。一群研究人员则很快担心起它的反作用。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都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1/6的男性说，他们现在不太愿意录用有魅力的女性作为同事。15%的人说，对于一些要求与男性进行密切人际互动（比如出差）的岗位，他们现在会避免聘用女性员工。44%的女性说她们预料到会被男性同事排除在工作之余的社交互动之外。41%的男性说他们不愿意和女性同事开一对一单人会议。




[实战复盘]


加拿大鹅CEO如何建立一个加拿大制造的奢侈品牌

丹尼·瑞斯（Dani Reiss）从未想过要接手家族的外套生产公司。但与父母共事几年后，他逐渐意识到加拿大生产的高档羽绒服可以转型为奢侈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他首先针对欧洲消费者，将该品牌引入欧洲市场，然后采用新颖的营销方式，比如为极地探险者和城市里站在时髦夜总会门外受冻的保镖提供服装。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致力于打造本国生产的品牌，只在加拿大境内开设工厂，并配备裁缝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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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顾客

哪种类型的本真性，

消费者更愿意为之埋单

THE KIND OF AUTHENTICITY CUSTOMERS WILL PAY MORE FOR

凯伦·欧康纳（Kieran O’Connor） 大卫·雷曼（David W. Lehman） 格伦·卡罗尔（Glenn R. Carroll）| 文

陈战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王婆卖瓜或过度谦虚都不是本真性的核心。因此，管理者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消费者要求本真性，但管理者必须谨慎地塑造出真实的形象。








现在我们似乎
 很关心本真性。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经验，甚至我们的产品，我们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本真性。



但是，当人们看到本真性时，会如何回应呢？他们愿意为此支付更多费用吗？他们是否做出积极评价呢？新的研究表明，人们如何做出反应取决于所引发的本真性的类型。



本真性的两种不同含义

即使“本真性”这个术语越来越受欢迎，但它为一个组织及其产品所传达的意义，比如餐馆及其食品，可能会有根本的不同。



例如，考虑一下纽约的食物场景。评论家和消费者赞赏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场所是“真实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的DiFara’s Pizza和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Blue Hill。然而，DiFara与Blue Hill在“真实”的含义方面存在不同。



在纽约寻找最正宗比萨的游客可以在线阅读数百条评论，位于布鲁克林的DiFara’s Pizza被认为是“和原来一样正宗”。这里“本真”的意思是，它代表了特定的社会范畴或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纽约的比萨店。比萨师多梅尼科·德马科（Domenico DeMarco），从那不勒斯（Naples）附近的一个小镇移民到美国，自1964年以来一直在制作传统的薄皮比萨饼。



另一端是位于Stone Barn的Blue Hill。福布斯旅行指南（Forbes Travel Guide）称其为“真正的哈德逊山谷（Hudson Valley）烹饪体验”，专注于从农场到餐桌的原料，专注于创造“更具持续性的食物系统”。本真性的这个含义源于价值观，其根源在于存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基于价值观的本真性涉及某人或某事是否真实地表达了核心信念。



本真性的这些含义之间的区别早已得到认可，但很少有研究考虑消费者是否会根据所引发的含义做出不同的反应。我们的四项研究结果表明它们确实如此。



消费者如何重视本真性

我们首先开始衡量人们称一家机构真实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开发了两个本真性量表。其中一组问题是关于一个机构在特定社会类别中的适合程度，另一组关于它表达其核心信念的程度。然后，我们对参加夏洛茨维尔餐厅（Charlottesville’s Restaurant）周活动的24家餐厅进行了这些调查，要求数百名食客根据对本真性的这两种解释评价他们的用餐体验，然后报告他们是否会再次光临这家餐厅。我们通过他们的在线评级（即“你对餐厅的总体印象如何”，从1星的表示“差”到5星的表示“优秀”）以及他们的支付意愿（即“如果不是餐厅周，你愿意支付多少费用享受完全同样的美食”）来衡量他们对体验的重视程度。我们总共分析了172名食客的完整调查回复。



本真性的两种含义都预示着餐厅的独特价值形式。当食客因为一家餐厅符合某一特定类别（例如，“意大利”或“烤肉”）而评价它更加真实时，他们也更有可能给它更高的星级评分——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在这家餐厅用餐。另一方面，当食客因为餐厅符合某种价值观而评价餐厅更真实时，他们表示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在那里就餐——但有趣的是，他们并不一定更愿意给该餐厅更高的星级评分。（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我们在统计时控制了几个因素，包括价格、食客对餐厅质量的看法、聚会规模、餐厅的先前体验、年龄、性别、平均每月外出就餐的次数，以及外出就餐时的一般餐费。）



在另外三个实验631名受访者中，其中一项研究是关于音乐背景下的价值和本真性，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与我们之前的调查结果一致，我们发现，如果乐队和音乐家属于某一音乐流派，人们更愿意给出更高的星级评分；如果乐队或音乐家表达他们的真实信仰或核心价值观，人们更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去体验专辑或音乐会——但反之则不然。



在所有四项研究中，证据表明，消费者在不同的组织中可以识别和区分本真性的不同含义，并且他们将独特的价值类型归于本真性的各自特征。适合某一个类别的本真性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社会评价，如星级评分，但不会增加消费者支付更多费用的意愿。与此同时，传达坚持个人的核心信念的本真性可能会说服消费者为这些产品支付更多费用，但不一定给出更高的社会评价。



为什么会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对社会类别的忠诚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赞誉——这种情况下表现为很高的在线星级评分；然而，坚持核心价值观会吸引消费者探寻自己的价值观，导致他们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另一种理论认为，在线评级的目的是企图说服他人或者分享信息，以便加强某一社会类别中的本真性；同时，更高的支付意愿可以奖励那些生产者，尽管可能会有更高的成本，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我们没有测试这些特定的机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澄清哪些解释在起作用。



在尝试吸引客户时，管理者应该考虑这些模式。管理者可能需要认真考虑他们的机构想要表达哪种类型的本真性，而不是假设任何对于本真性的提及都会带来更好的声誉或更多的收入（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于因为举例说明了特定的类别或类型而传达本真性的机构，他们可能会专注于通过赢得更高的星级评分来创造价值——这样可以增加销售量——而不是试图对产品或服务收取更多的费用。（例如，研究已经发现，对于一些生产者来说，Yelp评论中增长一个星级相当于收入增长了5%-9%）。通过坚持核心信念来唤起本真性的机构可能会对更具选择性的客户收取产品和服务的溢价，从而获益更多。



当然，我们团队的其他研究表明，消费者倾向于惩罚那些只是吹捧自己本真性的机构。王婆卖瓜或过度谦虚都不是本真性的核心——仅仅提出这些说法表明他们首先就缺乏对“真实”的理解。因此，管理者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消费者要求本真性，但管理者必须谨慎地塑造出真实的形象，因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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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欧康纳
 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麦坚泰商学院（the McIntire School of Commerce）管理领域的助理教授。他研究组织行为的社会和认知心理过程，包括对本真性、伪善、气候变化和道德反叛等的判断。大卫·雷曼
 是弗吉尼亚大学麦坚泰商学院的管理学副教授。他研究了机构如何制定本真性的声明，以及观众在遇到本真性时如何进行回应。格伦·卡罗尔
 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亚当斯杰出管理学教授。他的研究涉及组织、战略管理和工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他最近的项目主要研究社会建构的本真性——消费者和其他人如何评价本真性，消费者如何在产品和服务中寻找本真性，以及消费者如何解释反映本真性的组织行为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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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公司的短期主义，毋须惊慌

丽赞妮·托马斯（Lizanne Thomas）| 文




与流行文化中
 的一些主张相反，董事会和高管们本质上并非冰冷无情，在社会价值层面也不短视。虽然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则肯定可以通过一些更新来实现，但几乎所有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决策者都是有责任心，而不是鲁莽者。



在上市公司如何平衡长期价值规则与短期业绩规则这个问题上，情况尤其如此。实际上，大多数机构在大部分时候都认为这些原则是相反的，这就形成了错误的二分法。诚然，存在着合理的担忧——一些公司未能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但是，经验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开上市所带来的要求实际上并未妨碍用于提高长期绩效的资本配置。



最近的分析表明，与所谓的“短视假说”（myopia hypothesis）的支持者进行的推测相比，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长期绩效。去年，与美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有联系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2004年至2015年的美国国税局（IRS）数据的相关研究。研究表明，实际上，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在研发上投入的资金比私营企业高出48.1%（不同规模和行业可能略有调整）。除此之外，根据美联储研究人员的报告，在私营公司上市时，其研发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率飙升了34.5％。（而且，在上市公司私有化时，分配一般会转向相反的方向。）



研究人员总结说：“上市公司不仅会对与其资产基础相关的业务进行更多投资，超出了私营公司的投资范围，他们还将更多份额的投资组合用于长期资产。”



监管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这些倾向。在美国，公司法（corporate laws）要求董事会谨慎而忠诚地（并且没有利益冲突）为股东行事。与此同时，联邦证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laws）要求公司的领导者必须实事求是，并且不能利用内部消息。更广泛地说，市场会回报那些同时致力于长期价值创造和短期业绩的公司。如果公司的领导者企图逃避这种双重要求，后果自负。



如果出现了一些参与者短视的局面，那么很多提议（例如季度报告或收益指导）虽然令人钦佩，但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因为分析师仍然会发布他们自己的期望，公司的领导者仍然希望超过这些期望。（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一个区别是，公司的领导者不太可能参与到过度承诺和交付不足的自我伤害中。）



换句话说，虽然潜在的目标值得赞赏，但是那些改革最多只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随之而来的不透明甚至可能造成更大波动。



因此，让我们接受公司法和证券法所规定的义务，主要是回报良好行为并阻止不良行为。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欢迎投资和创新的环境，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负责了。



然而，尽管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大多数公司的领导者制定了长期战略并尽力坚持下去，但是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鼓励所有股东优先考虑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以下是一些建议。




遏制维权投资者。
 股东中的积极分子通常是短期主义的有力贡献者。但监管机构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我们敦促美国的监管机构考虑对基金经理和机构投资者采用类似英国的管理守则。但是，采用守则应该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维权主义改革并驾齐驱，例如当出现积累所有权等维权主义前兆时，要求投资者更加透明。




奖励长期投资者。
 立法者可以对资本收益税率进行分级，以奖励真正的长期股东。现行制度往往奖励“交易证券”，而不是“拥有公司”。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说服资产管理人支持复兴或保留交错的董事会，以增加领导力的连续性，否则这种连续性很容易被驱散。在监控运营时钟和战略日历方面，这些调整将促进形成一个“金发姑娘”激励结构——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要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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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长期薪酬。
 投资者应该支持与上述目标类型相关的高管薪酬——制定战略计划，向股东阐明这些计划，以及建立基于长期绩效和价值创造的目标。同样在这方面，股权的授予通常应该很缓慢。另外，是否应该要求高管在股票回购后的一段时间内持有股票，也值得商榷。


最后，未来消除对高管优先事项的误解，让股东了解所有这些很重要。
 公司可以建立由员工、客户和相关社区成员组成的常设联络委员会。这些群体可以识别那些可能无法出现在损益表中的外部效应——安全问题或员工满意度。为了确保效果，这种安排必须是持续而反复的，投资者关系部（以及CFO）需要直接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在营收电话会议期间，可以预留一些时间来分享那些长期战略、公司的总体目标和管理安排。这样，公司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答案并不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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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赞妮·托马斯
 是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的合伙人，负责事务所的公司治理团队。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和看法，不代表与她有关的律师事务所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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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办公室设计要兼顾隐私和安全

帕龙·怀尔兹（AJ Paron-Wildes） 克洛伊·西蒙（Chloe Simoneaux）| 文




作为室内设计师，
 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通过装饰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办公室设计方面，我们更关注如何通过空间设计来影响员工的行为。我们的目标是鼓励良好行为，防止不良行为。



在后#MeToo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为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创造安全的空间？空间设计是否有可能帮助减少工作中的性骚扰和其他不当行为？于是，这个目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下面，我们要提出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作为设计师会去考虑，那些有兴趣为员工创造安全空间的人也可能会考虑。



何谓隐私过度？

隐私也有优劣之分。一方面，我们希望员工有安静的空间来有效地完成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会过于暴露（比如不得不给医生办公室打个私密电话）。另一方面，过多的隐私也会导致人们感到不安全。



可以想象一下，一名员工是流言蜚语的主角。如果这些流言发生在其他人都无法听到的地方，那么当事人可能会想，没有证人，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些流言。不过，大多数人会试图确保自己不再单独与那个人呆在一起，但是，如果空间排除了那一点该怎么办呢？



在南加州大学（USC）社会工作学院任教的安娜丽莎·恩里莱博士（Annalisa Enrile）告诉我们，“在涉及工作场所时，每个人脑海中都会想到骚扰问题”，她考虑设计一些区域，让人们不会感到受束缚，或者说不会被逼到绝境。例如，可以为一些公共空间（例如复印室、储藏室、午餐室等）提供两个出口。在这些空间中，太多的隐私可能对某些人产生不利。



私人办公室通常是引入视觉和声学隐私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要考虑隐私程度。一位高管可能会在他们巨大的封闭办公室里感到高效，但如果封闭的空间内几乎没有透明度，他们的直接下属在一对一的会面中会有何种感受？如果那个员工问自己，“我在这里安全吗？”他们的自信、成效或表现力如何？恩里莱博士认为，一些女性更喜欢在开放的区域与高管会面，这些区域里的等级感不是很强，而且透明度也较高。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透明度太高是一件坏事吗？

简而言之，是的。我们都听到过对设计糟糕的开放式办公室的抱怨。这些办公室里的隐私极少，人们会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同事吃饭、睡觉、咳嗽和大声交谈，被打断更是家常便饭。这些空间会侵蚀掉人们的注意力和生产力。而且，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安全。



透明度过高会使员工感到暴露和脆弱。想象一下有人被同事盯上的感受……在透明的工作空间中，可能没有逃生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们会抱怨同事们“整日盯着他们”，他们是否会感觉舒服呢？



IA San Francisco的建筑师黛安·罗杰斯（Diane Rogers）解释说，设计办公室时要找到开放性与适度私密性间的平衡。“我们看到，空间中的墙壁变得更少，转而依靠家具为个人增加更多隐私，以便他们在需要视觉隐私时能够正常工作。”她说，“当人们的情绪无法控制时，或者当他们需要接打一个高度私密的电话时，他们需要空间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那么，如何为组织机构找到合适的透明度呢？“我发现，分层方法的效果良好。”HDR室内设计总监利亚·鲍尔（Leah Bauer）说，“从私人空间到半私人空间，再到开放空间，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变化过程。”



诀窍是要有足够的多样性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完全私密的区域可能包括可以锁上的浴室、私人飞地和健康养生室。部分隐私可以这样获得：办公室具有通向开放空间的窗户或靠近门的横梁，或者通过带有磨砂或部分磨砂玻璃的会议室和电话室，显示某人在那里但不一定显示他们的面部表情。



更轻松的氛围会鼓励员工不遵守规则吗？

许多公司，即使是在法律和银行等更为传统的行业，也希望拥有更多的休闲空间，包括鼓励频繁交流和互动的乒乓球桌或视频游戏机。上面提到的那些社区空间看起来更像一家酒吧或咖啡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人们更加放松，他们更有可能分享自己的观点，逻辑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人们感觉工作就像一系列偶然的互动——而且人们在办公室花费了大量时间——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导，以便确定在那些空间中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恩里莱博士认为，“政策、实践和培训应该与空间设计齐头并进。工作时间之后或之前的规程——谁可以进入这些空间，谁可以在非工作时间独自留在这些空间里——都是与安全密切相关的需要考虑的重要政策。”



杰夫·莱特纳（Jeff Leitner）以前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居所创新者，主要研究社会规范。他说：“对于设计师可以用空间所做的所有事情以及所有领导能够用政策所做的事情，社会规范能够胜过一切。”例如，某家公司可能会传达一项政策——禁止上午6点之前和下午7点之后在办公室工作，但是可能存在一个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实际上你可以随时工作，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要这样做。”工作到很晚的愿望可能是无辜的，但缺乏对政策的遵守可能会打开通往潜在不安全环境的大门。



我们已经完全意识到室内设计不会完全阻止骚扰，就像政策不会一样。但是，制定保护措施来阻止工作场所的骚扰和攻击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带来我们可以承受的独特技能。对我们而言，这就是设计，我们致力于向自己和客户询问问题，以便为每个人创造健康而安全的工作环境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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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龙·怀尔兹
 是办公家具制造商Allsteel的建筑与设计全国总监。她还是一位演讲者、作家，曾是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设计学院的兼职教师。克洛伊·西蒙
 是Allsteel工作场所咨询团队的工作场所策略师和研究员，帮助组织机构改善人们的工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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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反馈无果，员工无奈做出假设

黛博拉·格雷森·里格尔（Deborah Grayson Riegel）| 文




反馈是我作为
 高管教练的主要日常工作。我经常向与我合作的领导者提供直接反馈，来源是他们同事的360度反馈，然后帮助他们处理并反思这些反馈。



我所指导的高管从他们的直接下属那里反复收到的一条反馈意见是：“她没有提供足够的有用反馈。”



当我问到这些直接下属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时，我发现，在尚未弄清楚为什么得到反馈如此少的情况下，高管们经常会做出自己的解释。



以下是三个最常见的故事。员工们告诉自己，当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有用反馈时，他们的管理者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些故事对他们（以及对你）而言是一个问题，作为管理者你可以做什么来重写这些故事：



故事1：

“只要我没有给经理制造麻烦，我就做得很好。”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虽然有些人只要能够远离麻烦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但大多数专业人员更愿意知道他们能够产生什么影响——无论好的还是不太好的。如果满意绩效的标准为“不是问题员工”，那么你的标准就太低了。因此，你就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内容。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一大堆“非麻烦制造者”，而不是高绩效、忠诚而敬业的专业人士。



此外，（公开或隐蔽地）传达这种心态可能会使一名员工不愿意把重要的问题告诉你，并引起你的注意，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制造麻烦”——然后就会失去他们可以从你那里获得的唯一反馈。




应该怎么做：
 “不制造麻烦”应该成为你的最低期望值，而不是你为员工设定的最高目标。在改变期望以后，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在员工达到或超出预期时，让他们明确了解你对他们的欣赏和重视；在他们存在不足时，跟他们分享你的看法，告诉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另辟蹊径。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麻烦”（比如发表不当言论、反复迟到、执行任务不力），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麻烦”（例如难以获得资源、不知道如何做某事，或者需要个人住所）。



故事2：

“我的经理认为我不擅长接受反馈。”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提供反馈以帮助员工获得更好的业绩，这是管理者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样，创造一种心理安全的氛围（这是一种信念，在犯错时你不会受到惩罚），以便直接报告能够获得良好的反馈，这也是她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提供反馈的原因是，你实际上担心它不会被广泛接受，那么说明你在三个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你没有帮助你的直接下属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意味着，通过扩展，你没有支持管理者更好地帮助团队、客户和组织）。其次，如果你因为担心反馈将如何落地而没有提供反馈，那么你就不会建立可以问责的行为模型。第三，如果你没有为直接下属创造机会来体验支持而不是惩罚，可能会导致缺乏心理安全。




应该怎么做：
 将这个故事与你的直接下属如何收到反馈的事实分离开来。如果你因为假设或担心同事不会很好地接受它而没有定期给出反馈，那么可以扪心自问，“我做出这个假设是基于哪些具体而显著的证据？”如果包含下面的行为，例如，“当他听到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话时，就会愤然离开会议室”，或者“她经常问，当我提醒她注意顾客的关切点时，‘我会因此而遭到解雇吗’”，那么，你可能有理由存在这些担忧。在我的文章《如果你的员工不接受反馈》中，我建议管理者们开始就员工如何收到反馈给予反馈（或者在相似的情况下，你认为他或她可能会如何收到反馈） 。



如果事实证明，你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或她不擅长接受反馈，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像耐克（Nike）建议的那样，“就这么干吧。”为你的员工们提供他们渴望得到的反馈。



故事3：

“我的经理认为我不能改变。”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确实认为你的员工无法改变，那么你就不用为他提供资源或机会去这样做。这将会让你不犯错，但却是以员工目前取得的成功和未来的职业发展轨迹为代价。正如UNC执行发展项目主任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其白皮书《期待创造成果：组织中的成长心态》（Expectations Create Outcomes: Growth Mindsets in Organizations）中所写：“具有固定思维模式的管理者往往无法认识到员工绩效中的积极变化。他们也不太可能指导员工如何提高绩效或提供建设性的反馈……这将导致组织中的人才流失。”




应该怎么做：
 为员工和自己采取成长心态。正如米勒所写，“具有成长心态的员工欢迎挑战，工作更加努力，也更有成效，面对困难时会坚持不懈。因此，与具有固定思维模式的员工相比，他们能够成为更成功的学习者，并为组织做出更大贡献（Briceno，2015）。”如果你对员工抱有成长的心态，那么你将会提供更多的反馈，因为你相信他会认可并迎接挑战。如果你对自己抱有成长的心态，那么你将会更自在地提供反馈，因为你相信你会欢迎挑战的到来。

正如布林·布朗博士（Brené Brown）在《崛起的力量：重置的能力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爱情、父母和领导》（Rising Strong: How the Ability to Reset Transforms the Way We Live, Love, Parent, and Lead）中所写的那样，“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编造故事。”通过提供更多有用的反馈，你将为员工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数据，以便他们能够更多地去做正在开展的工作，少做仍未开展的工作，更少地拥有编造自己故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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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里格尔
 是领导力和团队发展公司博达集团（Boda Group）的负责人。她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讲授管理沟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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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构建反脆弱体系：

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

于晓宇 吴祝欣 | 文 李全伟 | 编辑




20
 19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先后打出两记“组合拳”，一是签下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外国对手”的电信设备和服务；二是将华为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华为从美国企业处购买技术或配件。华为当天发布内部信，表示公司已在研究开发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17日凌晨，海思公司（前身是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总裁何庭波表示，海思曾经打造的“备胎”（芯片），能确保公司大部分产品战略安全。21日下午，任正非针对央视专访“华为是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问题时表示：现在公司全体振奋，整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不是最危险时候，而是最佳状态……一个月后，华为事件迎来转机。6月29日，在大阪G20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华为禁令危机暂时解除。



为什么有的企业在突发危机面前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为什么有的企业能有效应对危机并从中受益？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企业如何构建反脆弱体系？



企业越来越脆弱

华为事件等教科书式的危机表明，当今商业环境越发不确定。面对频繁并且突如其来的危机，许多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企业也无法免于被冲击。




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高。
 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万物互联互通，大数据技术可以赋能企业更精准地分析客户需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满足客户需求的成本，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在不断模糊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模糊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界，重新定义行业的运行法则和企业的竞争规则。企业很难判断竞争者究竟是谁，和竞争者相比的优势和劣势也很难作为下一步战略决策的依据。企业发展的轨迹被这些底层技术不断冲击，企业也因此越发脆弱。



另一个不确定性源于市场的快速变化。客户认知升级持续加速，远超产品、技术、管理等更新的速度。企业就像试图讨好一群需求多变孩子的家长，时常慨叹身心俱疲、力不从心。最后，经济全球化与大国博弈加剧了国际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令企业更脆弱的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缠绕。企业猜得出“蝴蝶效应”这个结局，但是却无法预判蝴蝶究竟在哪里。




经验作用的式微。
 与外部环境越发不确定相比，成功企业的内部改变非常缓慢。企业家会沉湎于成功经验埋设的陷阱，对不确定性激增的无知、无视和傲慢，令企业在不确定性引发的一系列突发事件面前，显得手足无措，异常脆弱。



市场表现较为成功的企业通常会陷入思维定势，组织结构、流程、文化等多年保持不变，简单地复制着过往的成功经验，忽视动态变化的用户需求。而依靠经验累积形成的能力往往是单一且具有选择偏见的。企业原有的经验很难用于理解和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需求。

经验的作用在逐渐弱化，并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重大阻碍。例如，柯达、诺基亚、黑莓、朗讯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这些企业由于过度依赖成功经验、沉湎于满足既有客户的需求，将大量资金用于既有技术和既有客户的身上，挤占了对新技术和新市场的投资，陷入成功陷阱，顷刻之间被那些新客户所抛弃或被新技术所颠覆。



如何反脆弱？

面对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企业如何提高危机应对的能力？如何免受危机冲击并从中受益？



黑天鹅之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认为，最成功的企业就是懂得接受事物的内在不可预测性并利用它的企业，启发企业建立反脆弱体系，确保企业与持续变化的环境一起进化，来享受黑天鹅现象带来的好处。



借鉴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的思想，我们从意识、结构、机制、策略四个方面为企业构建反脆弱体系提供思路。




拥抱不确定性和变化
 。“风会熄灭蜡烛，却能让火越烧越旺”。塔勒布指出，消除波动和压力源会导致稳定但十分脆弱，而反脆弱的事物喜欢波动和变化，并在不确定中建立了一种超越“强韧性”的机制，能够见机行事、自我改造和自我进化。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反脆弱的事物不但能免受冲击，还能从冲击中受益，从而茁壮成长和壮大。因此，构建反脆弱体系的重要一点是要有“拥抱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意识和观念。



华为对不确定性和变化保有“向死而生”的危机意识。任正非反复谈到危机，他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写道：“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正视、敬畏和拥抱，才会使其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难以预料但一定发生的危机中体现出反脆弱。




打破僵化。
 塔勒布借用管理学者威廉·斯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的观点，指出“规划使公司无视选择权，因为其行动方针已经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如果企业机构臃肿、机制僵化、文化保守、缺乏活力，企业不仅无法把握成长的机会，而且会孕育更大的风险，处于脆弱和危险的边缘。塔勒布认为，建立组织内部淘汰机制和流动机制是企业打破僵化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反脆弱体系的构建。



海尔张瑞敏具有很强的“自以为非”意识，以用户为是，以自己为非，反复把自己逼回零点，实现内部变化与用户需求的动态匹配。这种“与其让别人打倒你的产品，不如自己先打倒自己”的创造性破坏，打破了组织僵化，让企业充满活力和流动性，能够有效应对不确定性挑战，从波动和压力中受益。




允许冗余和犯错。
 “反脆弱性偏好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偏好错误”。塔勒布发现，冗余是自然生态系统管理风险的有效方式，因此他认为一定程度的冗余能够提高反脆弱性。同时，塔勒布指出，个体越脆弱、越容易死亡，整体则越高效、越长久。如果能理性地进行试错，将失败和错误当作探索不确定性的手段和方法，那么每次试错都能让企业了解到什么是行不通的，逐渐地，企业更可能逼近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防止遭遇极端事件造成高昂的机会成本或学习成本。



不论是马化腾还是任正非都相信“没有浪费或失败就没有成功”，因此在创新或研发的过程中都允许适度的浪费，即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允许多个团队同时研发一款产品。这种竞争机制有效地激发了企业活力、提高了可选择性、保证了充足的安全冗余，从而帮助企业免受极端伤害，实现反脆弱。




具有凸性特征和选择权。
 试错的过程会犯小错误，但却能从连续的、细小的、局部的错误中获得潜在的大收益，这种积极的不对称性就是凸性。塔勒布认为，采取杠铃策略、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是打造凸性业务的关键。所谓杠铃策略是由两个极端条件组成，一个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一个是极端的风险偏好，中间空无一物。这种结构使得企业从不确定性的积极面受益的同时不受消极面的严重伤害，从而具备选择权和反脆弱性。



任正非曾说，“当公司决定在某一战略方向发展时，要在相对的方向，对外进行风险投资，以便在自己的主选择是错的时候赢回时间。”这种对冲思想和杠铃策略使得华为的业务具有凸性特征，在保证通信、手机等主营业务良好经营的同时，提前做好了芯片和系统等方面的准备和布局，具备拥抱不确定性的勇气和底气。



当今的不确定时代，企业必须把精力放在准备和自我完善上，从意识、结构、机制、策略等方面构建自身的反脆弱体系，打造更为有机、灵活、生态、自适应和自我进化的组织，才能更坦然地拥抱不确定性，并从各种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压力和冲击中受益，转危为机，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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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雪松控股：

世界500强的故事续篇怎么写

孙迩溪 | 文




一
 家一战成名的实业型民营企业要背负起怎样沉甸甸的新期待？从广州一路崛起的雪松控股也许最有发言权。

今年已经不是雪松首次跻身财富500强榜单，而是蝉联。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2019年世界500强名单，雪松控股以406亿美元（约合2688亿元人民币）营收位列第301位，排名比2018年大幅跃升60位。

在风波诡谲的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之下，以雪松为代表聚焦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领域的企业，愈发受到各方关注。大宗供应链是贸易气候和经济态势的晴雨表，而以这类跨国实体业务为主的企业群体，也在现行压力的荆棘丛林中不断调整生存策略，故事虽然常讲常新，各家最近的日子却也都属实不太好过。在供应链上下游生态的多方激烈角力中，一些顾不上“晴天修屋顶”的企业已经纷纷倒下，而回防加固主业、继续稳步推进国际布局的雪松，在这场“硬战”中彰显出的攻坚能力更显可贵。

攻艰靠的是战略，执行与内外协同的品牌力。在走向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的巨头进击之路上，雪松的战略布局与行进风格，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丰富面貌。



“大象”的灵敏起舞：大宗商品产业里的雪松哲学

以大宗商品供应链起家的雪松控股，现如今正不断加大推进全球化布局，聚焦核心主业，构建全球顶尖综合性产业集团，不断对抗着国际市场困境和外部风起云涌的诸多不确定性挑战。

事实上，雪松最擅长的就是在严峻多变的困境中创造新机遇，找出“翻手为赢”的制胜之道。雪松大宗商品产业”的扩张之路即为一例。

在2017年齐翔腾达新增化工供应链业务之前，雪松控股的供应链业务被统称为“雪松大宗”。而早在2009年，国际金融风暴蔓延，雪松大宗随之对传统贸易业务做了商业模式的全新升级，在国内铜杆市场率先引进点价交易模式，并创造了利于生态链企业共同操作的模板，这套精准发力的策略被证明大获成功。借助于此，雪松大宗开始突破了简单的点对点贸易，真正向大宗商品贸易服务商升级。

2014年，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进入下行周期，各大能源、矿业巨头业绩均受较大影响，中国大宗商品领域哀鸿遍野，各家银行对金属贸易收缩贷款，大量贸易商倒闭或退出市场。在严峻的环境中，“雪松大宗”谨慎迈进，牢牢把握期现套保的风险对冲策略，稳健管控节奏，适时瞄准收购，反而将寒冬期的蛰伏转化为新一轮的扩张机遇。

而在国内大宗商品市场逐渐饱和的2017年，借助上市公司齐翔腾达，雪松控股的供应链业务开始走向海外，另辟产业生态的新蓝海，成为了多个行业细分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

步步为赢的背后，是基于行业深耕的战略眼光，杀伐决断的快速执行，全面整合的人才团队，和严谨自律的风险管控。从有色金属到覆盖大宗商品全领域，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金融服务、仓储与物流运输、大宗商品附属产品生产、产品分销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从雪松每一步的资源、渠道、品牌和产业链扩张进程中，都能读出两种并存的策略哲学：A面是稳健务实，B面是锐意进取，看似鲜明冲撞的风格，既是是左右互搏的平衡，更是一体两面的圆融。在不断起伏的市场脉动中，雪松维持着粤商基因中特有的灵敏嗅觉与微妙洞察，让快速成长的“大象”保持起舞脚步。



度势而动，驭势者赢

“纯粹贸易早就不挣钱了，我们不是贸易商，我们是服务商。”在内部会议上，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对大宗商品产业的商业模式做了如此定调，“我们是通过全链条每个服务环节上的交易，完成对客户的各种服务。”

随着中国由投资和重工业驱动型经济体转向消费和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大宗价格粗放型飙升的时代已经过去。而雪松核心业务一路以来的战略规划，深谙“察势者智,顺势者赢,驭势者独步天下”的道理：强化生态整合、强化数字化赋能，依托行业洞见和智能技术双轨并行，打造出智慧供应链生态企业的新名片，善于驭势的雪松又迈出了比同业更早、更完整的升级一大步，构建出自身更加完整的差异化价值。

这样的转型也与宏观政策的新方向不谋而合：从2016年以来，国务院和各部委连接三年出台了十几个相关的文件，其中2017年《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供应链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和《关于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通知》等政策，明确提出要建立、建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体系，到2020年，要力争形成一批适合国情的供应链发展新技术、新模式的企业，用供应链的优化促进降本增效、供需匹配，成为供给侧改革步伐中的重要支撑。

如果说供应链是保障经济运转的神经元，那么配套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则成为了经济肌体加速运转的鲜活血液。

事实上，对于上下游环环相扣、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交易来说，供应链金融都是产业闭环运转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加速器”。而雪松最近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大动作也频获业界瞩目：

2019年3月，雪松增资23077万元入股大金所成为控股股东，占增资后总股本的69.77%。2011年6月成立的大金所，是国内成立最早的金融资产交易所之一。2012年，在全国对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后，全国以“金融资产交易所”命名的金融资产交易机构仅剩九家，市场称“老九家”，大金所便是其中之一。

5月31日，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与雪松控股达成全面金融服务战略合作签署协议，前者宣布将为后者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服务支持额度——包括融资、债券、租赁等业务，协助雪松控股完善内部资金管理、优化财务配置、提升运营效率，实现发展战略目标。这个量级的金融服务资源对于一直“融资难，难于上青天”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针具有指标意义的强心剂。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此次签约意味着雪松在广州打造国际一流综合性产业集团获得了更加充足，并向着“中国嘉能可”的方向不断迈进。

6月25日，曾经以黑马之姿杀入业界却在其后“暴雷”不断的中江国际信托公告称，经监管层审批核准，自2019年6月25日起，变更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又一重大金融资产被重新整合，收编进雪松囊中。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收购中江信托的目的之一就是供应链金融。

一系列精准定位的“组合拳”之下，是正在不断实践的“以实业为根本、以金融守实业”的雪松式发展理念：促进降本增效，激活实业发展。

如今，依托对产业的独到洞见及深厚积累，雪松大宗已经完整打通了从上游矿产资源到产品分销再到供应链金融的全产业链条，互为支撑与助力，完善了大宗商品生态上下游的全线建设和润滑机制。客户通过一次性对接即可集中式完成产业链各环节全方位综合业务。在强大的战略聚焦能力之外，雪松用完善的生态力构建起了核心业务持续领先的护城河，将创新与整合能力加速落地，为国际大宗商品这一传统的战略性行业不断带来转型升级的新面貌。



价值观铺就基业：构建洞察力与生态力之上的品牌力

在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互补的生态整合力之上，是长期的品牌力积淀过程。从“一朝成名天下知”，到基业长青的国际化企业，雪松正在一点点把品牌构建的脚步伸向业务之外，建设真正内外协同的品牌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早在2008年成立的雪松公益基金会，就提出“微公益、直接慈善、尊重受助者尊严”三大公益主张，持续开展扶贫济困、捐赠助学等公益行动，致力于为这张广州的民企名片持续增色。

当下，雪松公益基金会以“可持续的绿色未来”为核心主题，不断建构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CSR体系，在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供应链、文化保育、社区关爱、教育等领域不断发力，一点点描画出和世界500强企业声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高度。

而品牌精神与内涵更多的要义在于企业自身的脚步。良好的市场信誉，多年的合作承诺，长期的口碑坚守，是业内合作商对于雪松大宗多年来的共识。

“在大宗商品现货市场，雪松大宗能保持‘零违约率’的口碑。而很多与其同期成立的公司早已经被市场淘汰。”华南地区一家与雪松大宗合作多年的国资电缆厂负责人曾经对《财经》记者这样表示。

这样的实干精神被不断延展，成为了雪松今天站在浪潮之上的核心归因，也成为了品牌要义中不可或缺的主旨：担当与责任。对产业的独到洞见及全产业链、全球化运营的眼界之上，雪松用灵活、创新、公开、透明的行动方式，持续诠释着担当与责任的集团理念：以负责任的态度维持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的平衡，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为中国实业夯筑基石。

在全球贸易气候多变的大环境下，行路难，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拓展的现状，也是民企走向真正现代化国际企业品牌管理的过程。从隐藏在产业深处，到被看见，被聚焦，被观察，雪松控股是中国民企三十年的一面镜子：有变化，有挣扎，有调整，有前进，也在变得更成熟，更多元，更广阔，更复杂，融合进日益开放的视野格局和愈发坚定的品牌价值观。

寒冬环境里逆势而升的表象之下，是雪松严密的发展策略和完善的组织管理在不断平衡着这艘巨轮的前行节奏。而审时度势、学会驭势、主动拥抱和引领变化，也成为了头部民企“突围战”里的必经路径。在不断变幻的国际风云中，这样不断成长与成熟的中国民企品牌，已经准备好了书写下一段完整的财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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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改革美国医保

TRANSFORMING HEALTH CARE

莉萨·伍兹（Lisa Woods） 乔纳森·斯洛特金（Jonathan R. Slotkin）

鲁思·科尔曼（M. Ruth Coleman） | 文

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半数美国人通过自己供职的公司获得医保。美国公司每年为此花费近7000亿美元，员工获得的医疗质量却参差不齐。能否找到更好的医保解决方案？





[image: ]




[image: ]




[image: ]




公司如何改进医保

HOW EMPLOYERS ARE FIXING HEALTH CARE


为提升医保质量、降低成本，沃尔玛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成效惊人。


作者是莉萨·伍兹、乔纳森·斯洛特金、鲁思·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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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9年里，莉萨·伍兹
 在沃尔玛担任过多个有关福利的职位。现在她负责管理美国福利相关战略与设计，包括与Health Design Plus、Geisinger及其他提供方合作的COE项目。“启动COE这样的项目，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幕后的创新科学家。”她说。现在相关的有价值数据出来了，她希望公开讨论沃尔玛从中获得的启示。“并不是说我们知道了所有的正确答案，但我们希望分享经验，提供指导，”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医保领域做出积极改变。这是一项重要的使命。”


乔纳森·斯洛特金
 是一名神经外科医师，负责管理Geisinger神经科学院脊椎外科，并且是Geisinger Health医学信息学副主任。换言之，他不仅从事临床治疗，还关注数字化转型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式的改进，以及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创新。斯洛特金表示，Geisinger与沃尔玛、Health Design Plus的合作说明，医疗提供方不必拘泥于先付款后报销的定额理赔（fee-for-service）模式，也不必与企业和第三方争执。“Geisinger围绕在本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开展创新，”他说，“沃尔玛的医保改革同样是以员工和客户为核心。Geisinger和沃尔玛各自的尝试，在文化上完美契合，结成了真正的同盟。”


鲁思·科尔曼
 曾是一名护士，于1988年创立Health Design Plus（简称HDP）。她的经验说明，让公司与医疗提供方直接合作，是实现优质医保的好方法。她说，30年来这种方法获得了非凡的发展。“我是60年代的人，”她说，“因此创立了HDP。用合适的方法照顾病人，是降低医保成本、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最佳方式。”说到HDP与沃尔玛和Geisinger合作的潜力，科尔曼毫不迟疑：“这种方式可以掀起医保革命。”






56岁的比尔在沃尔玛工作。他脖子轻微作痛已有几年，前不久疼得更厉害了，妻子还注意到他双手颤抖。MRI检查结果显示，比尔脊椎收缩，椎间盘退化。当地一名外科医生建议他接受脊椎手术。




比尔有两个选择：在当地社区医院接受手术，可以用医保报销部分费用；参加沃尔玛的异地就医项目，跟妻子一同飞往另一个州的顶级脊椎治疗中心，全部费用都可以报销。他选择了后者。



两周后，比尔夫妇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丹维尔，在Geisinger医疗中心接受检查。医疗团队很快注意到比尔双手颤抖、走路蹒跚的症状，怀疑问题不在脖子上。一位神经科医师看过他的状况后证实了团队的猜测：比尔得了帕金森症。



团队与比尔在本地社区就诊过的医生交换意见，制定了护理计划。第二天上午，比尔与妻子乘机返回家乡，开始接受治疗，治疗费用由沃尔玛的标准医保计划承担。比尔没有花一分钱，就获得了正确的诊断，免于接受毫无帮助且有一定危险性的手术，而沃尔玛也因此省下了约3万美元。经过治疗，比尔的症状大大缓解，精神抖擞地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



. . . . . .



提供高质量医保，是提升公司竞争力的良方，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员工非常重视医保这项福利）。员工获得自己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保障，工作满意度和效率会有所提升。然而，医保成本高昂，且仍在攀升。2007年至2016年，美国公司每招收一轮新员工，医保成本就增加44%
 ，2017年美国医保总支出近7000亿
 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国防部当年的国防投入。仅沃尔玛一家公司，一年为员工投入的医保成本就达到数十亿美元。



医疗保险牵涉甚广。医疗生态系统中存在多方因素，一些大保险商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利润来源是管理成本和赔付额方面的额外费用，而非医疗本身的价值。公司承担着高昂的医保成本，医疗质量却参差不齐，这种状况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和医疗提供方须敢为人先，改变现状，矫正各界对于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的错误期待。为寻找更好的医保解决方案，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以下介绍其中一种。



沃尔玛和Lowe’s、McKesson、通用电气、波音等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正在尝试绕开保险商这一中间环节，直接与顶尖医疗服务系统开展合作，以此彻底改变公司的医保成本结构。这些公司与Geisinger、Mayo Clinic、Johns Hopkins和Virginia Mason等医疗服务提供方合作，在专业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打包付费计划，可以为员工承担某些特定治疗的全部开支（如膝关节置换手术或背部手术所需的全部治疗、设备、化验、药物及服务费用）。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还为员工承担治疗过程中患者本人和一位随行照料者的出行、住宿和餐饮费用，让普通员工也可以获得一直以来被视为管理者福利的异地就医服务。沃尔玛的医疗卓越中心
 （Centers of Excellence，简称COE）项目运营六年，承担了多项普通手术和癌症评估（确定诊断和治疗），以及与之前一个项目共同实现的器官移植费用，惠及多名员工——比尔就是其中一员。



COE项目是美国公司尝试在控制医保成本的同时提供高质量医疗的先驱，获得的成果令人瞩目。本文作者与各自的团队，在沃尔玛与Geisinger及其他医疗供应商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莉萨是沃尔玛美国福利战略与设计高级主管，乔纳森是Geisinger神经科学院脊椎外科负责人，鲁思是第三方管理者Health Design Plus创始人。多方合作打造的医疗保险方案为公司及其员工节省了几千万美元，且效果优于传统医保，下文将详细展开叙述。就我们所知，以下提供的有关雇主购买医保的数据，是所有公开信息中最全面、最透明的。我们总结了自己以及其他公司和医疗提供方的经验，提供一些建议，对于包括中型企业在内的许多公司皆有参考意义。



公司的动力

在美国，医保大部分由公司承担。公司负责49%美国人的保险，政府组织（主要是Medicare和Medicaid）只覆盖了35%，剩余美国人自购保险或无保险。世界最大的私营企业沃尔玛，为110万美国人及其家人提供了医保。



企业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开支。不同的医疗提供方，服务价格和质量参差不齐，花样繁多，令购买者深受困扰，公司也不例外。沃尔玛员工分散在各州，同一项服务在不同地区（乃至在同一社区内部）的价差可能达到50%以上，而且往往与质量无关。极端状况下，医疗费用差异超过十倍：2011年至201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髋骨置换手术的费用，在美国不同地区从1.11万美元到12.6万美元不等。



这样的差异，让公司难以准确把握医保预算。而且虽然医疗费用的增长大部分由雇主承担，但员工负担的费用也很可观，且仍在增加。全美范围内，员工的额外医疗开支（保险以外的开支）与雇主负担的医保成本同步增长。医疗费用研究所（Health Care Cost Institute）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员工负担的医疗费用高达每人5600美元。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提供方统一流程的结果大相径庭，沃尔玛也像其他很多企业一样难以控制员工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这是个老问题。有一段近30年前的影像，是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高管会议上痛斥医保欺骗付费者，比如沃尔玛，更具体而言，就是沃尔玛员工，包括沃尔顿本人。沃尔顿要求团队针对此现象采取措施。他说：“这些人在活剥我们的皮。不只在这里，到处都是这样。……他们让我们交的钱比正常应该交的多出五六倍……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项目，让客户和员工去医院看医生不用花那么多钱。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假如今年还做不好这件事，我会非常生气。我说真的。”



这段激昂的讲话，至今仍被视为沃尔玛的一个决定性的节点——沃尔玛从此开始运用其强大的采购能力，购买价格实惠的优质医疗服务。当然，那一年沃尔玛并没有完成这件事，而是启动了长达几十年的项目。沃尔顿1991年的呼吁，与沃尔玛现在的COE项目有直接联系。



长期以来，公司采用控制成本的传统方式，如提高员工支付比例、限制专门医师看诊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也令员工不满。直到最近，才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积极地改善员工医保，运用其采购能力甩开保险商，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直接合作。根据Willis Towers Watson的一项调查，2017年虽然只有6%的企业采取这种措施，但22%的公司表示有计划在2019年开展直接合作，或会考虑这样做。




沃尔玛的ACO项目

ACO是医生、医院和其他服务提供方之间的临床综合合作。各方致力于协调合作，消除重复操作和误诊，采用最佳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变化，强调预防，以达到降低成本、提升医疗质量的目的。AOE通常涉及共同承担风险协议，在一段固定时间内按照人数收费，也可以为达到治疗与成本目标的医疗提供方提供奖励，达不到目标则会受到处罚。



2016年，沃尔玛开始将可信赖医疗计划（accountable care plan，简称ACP）加入医保福利，供员工选择。现在沃尔玛在不同市场共有11个ACO合作方，包括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的Mercy，休斯顿的Memorial Hermann Health System，以及新奥尔良地区的Ochsner Health System。其中一部分也是沃尔玛的COE项目服务提供方。ACP为许多医疗服务提供共同支付（基本治疗和行为医疗35美元，专家门诊和急诊75美元），没有减免。参保人选择ACO提供方承担所有常规基本治疗，可以报销网络以外的急诊费用，但非急诊的治疗要自行付费。ACP参保人还可以参加沃尔玛COE项目。





直接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采用不同的支付方案，如在固定周期内按参保人数收费（每人每年付费）、共同承担风险合约（如可靠医疗组织，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简称ACO）模式，该模式为达到质量和成本目标的医疗服务提供方提供奖励，处罚没有达到目标的提供方，节省的开支和增加的额外费用都由支付者和提供方共同承担，以及打包付费——沃尔玛与专项医疗服务提供方合作的捆绑式医保就属于这一种。



沃尔玛不仅制定了捆绑式医疗支付计划，还与精挑细选过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开展ACO合作。这两种合作的首要原则始终是，确保以最实惠的价格提供最高质量的医疗。我们看到，捆绑式医疗支付适合异地就医手术项目，ACO则适合更大范围的医保，包括本地看诊，如45分钟车程范围内的社区医生。



本文主要讲解异地就医手术项目的运营，以及目前取得的成果。



准备开始

企业都想控制医保成本，但若只关注成本控制，就过于短视了。沃尔玛从一开始就跟合作的医疗提供方一样目标明确，追求医疗价值，即低价格、高质量。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倘若无法帮助员工恢复正常生活、回到工作岗位上，那么也没有多少意义。



此前沃尔玛一直通过多个保险公司管理医保福利，但这些公司规模巨大，创新能力有限，且难以代表沃尔玛与医疗服务商谈判获得高质量医疗。2012年，沃尔玛在与Mayo Clinic合作器官移植项目多年的基础上，着手与其他更多专项医疗服务提供方开展类似合作。讨论初期，福利计划管理集中关注改善医保的最佳机会：价格昂贵（平均超过两万美元）、不同提供方之间成本和医疗效果差距很大的常见手术。符合这些条件的是心脏手术和脊椎手术。另外，这类手术风险很大，假如质量不高，可能会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举例来说，有证据表明许多脊椎手术并非必要。2013年，沃尔玛开展心脏和脊椎手术项目，2014年增加了关节置换（髋关节和膝关节）手术，2015年增加特定癌症评估，2016年增加治疗肥胖症的减重手术。



医疗福利团队知道，制定和管理这些复杂的项目计划，以及运营异地就医手术项目，都需要专业人士，即第三方管理者（third-party administrator，简称TPA）。TPA提供医疗管理、赔付管理以及福利构建，费用视具体职责而定，一般是项目管理总成本的2%到4%。这类组织虽然提供全面的医保项目管理，但通常不承担保险风险，而且规模小，可以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灵活制定计划。




医疗提供方获得的价值

我是主导Geisinger异地就医项目的医师之一，有时其他医疗服务提供方会问我，医疗中心为何要跟企业签订服务费用比传统的按服务收费更低的合同。简言之，因为医学研究、患者和医院经营都会受益。（更多信息，参考《详解Geisinger的异地就医项目》）

从医学角度来讲，制定和运营高效率、高层次、涉及多门学科的捆绑式医疗项目，可以改进治疗流程，惠及整个组织的医生和患者，以及项目以外的患者，这是一种重要的“光环效应”。此外，与其他为企业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中心频繁合作（包括每年举办的峰会），鼓励了相关治疗方法及成果的信息分享，各方表现都得以提升。数据表明，患者也可以受益。

从经营角度来讲，与企业签订异地就医合同，特别是像沃尔玛这样的大企业，会有医疗中心所在地以外的新患者前来就诊。这部分患者能够带来业务增长。另外，与企业直接合作，通常可以获得稳定的固定服务费用，而Medicare和传统按服务收费模式的费用经常变化，通常会减少。最后，参与这类项目可以提升医疗中心在其他企业中的知名度，有助于吸引新的合作。

有关这类项目对Geisinger等医疗中心的影响，可参考HBR.org文章《为什么通用电气、波音、Lowe's和沃尔玛直接为员工购买医疗服务》（"Why GE, Boeing, Lowe's, and Walmart Are Directly Buying Health Care for Employees"）。

乔纳森·斯洛特金，医学博士





本文作者之一鲁思·科尔曼于1988年创立的TPA公司Health Design Plus（简称HDP），协助沃尔玛制定和管理项目，包括其打包医疗项目。



选择医疗提供方

依赖传统保险的公司，一般只把诊所和医院当作出售医疗服务的地方。沃尔玛合作的COE提供方并非如此。沃尔玛和HDP团队寻找的是真正的合作伙伴——能够理解公司对该项目的期待、以团队方式提供医疗、让患者及其家人共同参与决定的医疗提供方。



首先，整理医保数据，选出过去为沃尔玛员工提供了大量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提供方。有关提供方服务质量的公开数据也可以用于评估。根据这项分析的结果，沃尔玛与可能开展合作的医疗提供方联系，根据员工需求和所在地域，在全美各地挑选合作医院。沃尔玛关注综合性的医疗中心，这种中心的医疗服务由提供方和医生紧密配合完成。公司设想（这个设想已在大范围内得到证实），该体系里的医院配合程度更高，与沃尔玛医疗使命的共鸣程度更高，也更适合实行捆绑式定价。与2012年相比，现在参与捆绑式定价的服务提供方准备更加充分，但许多医疗中心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实行这一模式，不得不从备选项中剔除。



我们发现，整体性和打造捆绑式医保的意愿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成为COE提供方，患者数量会突然激增。一些提供方以为主要的难题是确保手术能力充足，其实还必须解决支持团队的问题——要拥有足够多的护理及高级护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治疗过程中管理患者。一些医疗中心尚未做好准备，我们不得不暂停向这些提供方输送患者。



捆绑式定价医疗的成功，是医院及其服务提供方的能力和特征的良好指标。这个指标说明该提供方有动力、有能力根据患者需求整合多样化临床团队的工作，设置相应的鼓励措施以提升价值，并跟踪治疗成果，了解后续发展。沃尔玛和HDP发现，与其他提供方相比，具备这些能力的提供方更有可能达到以下的关键选拔指标：



●高质量指标，如复杂程度低，患者安全指标良好，以及包括医生个人水平在内的质量评估体系

●以实证为基础的一体化医疗服务

●以患者为中心、以团队为基础的协作决策制定

●愿意构建有竞争力的捆绑定价



捆绑式定价对于项目而言至关重要，但我们有意将其置于列表最后。沃尔玛坚信，如果医疗中心未能达到前三项标准，无论定价多么诱人，都不会入选。



捆绑式定价

提前确定价格并在每个治疗阶段结束后收费的前瞻式捆绑定价，通过确定一个治疗阶段内的所有要素并为其定价，实现了成本控制，并能够提升质量。仅凭这些特点，捆绑式定价就足以吸引企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势。这种定价方式鼓励整合式医疗，减少催生不必要治疗的因素，并让企业得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医保成本。而且，企业与提供方的合作一旦谈成，价格多半就不用再讨论了。这样一来，各方都能够关注患者利益。



如前所述，企业很少配备可与医疗机构商讨捆绑式医疗合同的内部专业人士，于是沃尔玛向HDP寻求帮助。举例来说，为髋关节置换手术制定捆绑式计划时，HDP找出治疗过程中的标准收费要素（包括拍片、检查、设备以及手术前后的住院照护），与提供方协商总价格。协商后的总价格平均比普通保险和按服务项目报销的价格低10%至15%。在部分情况下，捆绑式医疗的费用可能略高于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总价，因其提供的医疗质量更高；COE项目实现财务目标的最大驱动力并非降低单位成本。高质量、有节操的提供方，提供的服务复杂程度更低，不必要的治疗更少。



治疗过程透明，意味着每位患者都清楚自己要接受什么治疗、支付什么费用。例如，Geisinger和其他医疗中心为沃尔玛员工提供的捆绑式脊柱手术项目，包括了与治疗阶段配套的住院治疗，但不包含出院后护理和复健。捆绑式医疗支付可能包含回访，取决于治疗类型（比如减重手术一定会有回访）。而且即使医疗提供方在患者出行前很久就开始与患者沟通，捆绑式医疗费用仍是从患者到达医院时开始计费，通常在患者出院时结束。



从一开始就明确收费项目，可以避免后续有关哪些治疗是否报销的纠纷——这正是提供方与保险商合作时的主要问题。当然，预测所有意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合同要留出一定的余地。患者可能需要接受计划外的检查，或者出现意外的并发症，如之前未诊断出的癌症，或在到达后、治疗前不慎摔倒。合同条款要规定意外的支出，并确保医疗提供方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不要把意外支出转移到患者身上）——这样能够巩固一个印象：企业和提供方是合作治疗患者的伙伴，不是只顾各自降低成本的对手。所有流程都有一项保障：如果患者出现并发症，须在30日内接受进一步治疗，提供方不会为此收到额外补偿。



为企业管理捆绑式收费项目时，HDP负责监督治疗全过程，从最初的患者转诊，到出院和支付费用。具体需要何种治疗由提供方决定，如果在捆绑费用以外发生其他预期费用或实际费用，则由HDP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批准。COE经过严格审查，而且被当作团队成员对待，因此很少发生费用纠纷。HDP和沃尔玛经常回访各医疗中心，获得的临床反馈有时会用于扩展（偶尔是移除）捆绑式项目包含的服务。



一个已知的捆绑式付费策略风险是，提供方可能倾向于加入更多治疗项目。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纠正，如制定严格的治疗指标，以及只选择在临床决定及一体化治疗方面有良好记录的提供方。



正在进行的项目

沃尔玛的医疗福利，多数与大保险商管理的传统自费保险项目相同，但沃尔玛用奖励及多种渠道鼓励员工通过COE项目接受前文介绍的几项手术。公司通过内部网络、开放式登记材料、宣传视频、返利入口及其他渠道宣传COE项目的优点：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全额报销患者及随行照料者的出行、住宿和餐饮费用（减重手术除外），没有共同支付额、共同保险和自付款（一些情况例外）。



符合COE项目参与条件的员工可以选择不使用该项目，但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自2017年，员工若选择在COE项目以外接受脊椎手术（比如不愿前往异地就医），则必须自付一半治疗费用，2019年变为必须自付全部费用。这条规定同样适用于COE判定不需要手术但仍希望接受手术的员工。2018年，沃尔玛规定不通过COE项目接受关节置换手术的员工必须自付一半费用（病情严重急需治疗者可免去这项费用）。这样的规定使得COE项目利用率大幅度上升。关节置换手术的规定出台后，选择在COE合作机构接受手术的人数增加了113%。



员工通常在确定要接受手术时参与项目。首先联系HDP，HDP客服团队会进行初步分诊，将符合COE项目基本条件的患者转给专门的护理管理团队。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体性治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有一位本地医生（一般是初级保健医生）同意在患者完成手术返回居住地后提供后续治疗，患者才能获准参与COE项目。护理团队会向患者讲解治疗过程，评估患者自述的临床特征及症状，将符合更详细项目要求的患者转给相应的医疗服务提供方。之后，由COE项目协调人员和专科医生接手，评估患者病历，确定要采取手术治疗或医疗评估（脊柱手术和减重手术的情况下）。随后提供方会向HDP提交一份治疗计划，安排患者外出接受手术或非手术治疗。



HDP负责安排后勤与财务事宜，并与患者及其随行照料者沟通治疗细节。照料者必须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符合特定的支持要求，能够在患者离开医院后提供协助，帮助患者回家。HDP会在给予患者最终许可之前确定照料者符合要求。



患者及随行照料者在手术前一到两天搭乘飞机（或选择自行驾车前往），到达提供方所在城市的机场后，被送往有过接待手术后患者经验的酒店入住。次日，患者与照料者前往医院，与将在治疗期间提供引导的项目负责人及护理协调人员沟通，还要与治疗团队见面，接受医疗评估。若无意外，手术将在后一天进行。住院时间依具体治疗和患者状况而定，通常都是几天。患者返回医院，等到治疗团队确定没有问题后，就可以与照料者一道前往机场，乘机返家。



治疗团队与患者居住地的本地医生取得联系，了解患者体验、临床状况及后续治疗。这个阶段COE仍然可以提供患者需要的服务。多数医疗中心频繁与患者及其本地医生联系，跟踪术后恢复状况。此时费用恢复为患者标准福利水平。由HDP指派的护理人员会将患者状况和所需治疗告知患者医保提供方，由后者安排所需的额外治疗（需要接受额外治疗的情况十分罕见）。



参与沃尔玛异地就医项目的员工超过5000人，其中绝大多数给出了高度评价。尽管异地就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但HDP调查显示，95%以上的患者对治疗及整体体验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一位员工表示，“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次就医体验。这是在沃尔玛工作最重要的福利。”沃尔玛及其COE合作伙伴获得了许多类似的患者自发好评。



当然，不是所有患者都这样激动。少数患者感到“不满意”，主要是由于提供方决定不进行手术。多数情况下，这些患者被本地医生告知可以经由手术恢复健康，因此在得知无法手术治疗时会感到沮丧失望。还有一种情况是患者由于肥胖、吸烟等健康问题无法接受手术。我们协助这部分患者进行必要的生活方式改变，但无法手术并被建议减重或戒烟的体验难免会引起患者反感。



其他难题既有异地就医患者由于旅游观光而错过术前就诊这样的小问题，也有重大问题：有一年由于飓风和大火，我们不得不转移一些地方的患者。为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是这个项目中不太明显但不容忽视的关键部分。



积极的成果

多数患者对自己的COE体验表示满意，部分原因是服务周到。但良好的治疗效果和低廉的价格也是令患者满意的因素。在COE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在一系列临床指标上平均水平优于其他患者，而且多数情况下不必自付医疗费用。下面我们依次给出三个异地就医项目的数据（若无说明，给出的数据均为平均值）。



一、脊柱手术

自2015年至2018年，沃尔玛接受脊椎手术或相关的非手术医疗评估的员工中，约有半数是在COE医疗中心接受的治疗。这部分员工共2300人，男女各占一半，多数为50至64岁。



之所以能够取得好的成果，部分原因如前所述，该项目取消了不必要或不当的手术，提倡采用效果更好、危险度和价格更低的治疗方法。COE项目取消了一半由非COE提供方推荐的手术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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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手术的员工中，参与COE项目的员工住院时间比项目以外的员工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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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再入院的可能性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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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患者术后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因此只有0.6%需要送往专业护理机构接受检查和复健。非COE项目患者的这个比例则为4.9%。



[image: ]




COE患者回归正常工作的速度比非COE患者更快，离岗时间少20%。



[image: ]




沃尔玛通过COE项目进行的手术，成本比非COE手术高出约2400美元（8%），但如上所述，COE项目的回报十分可观：患者出院早、再入院比例低、需要专业护理的可能性低，且能更快回归工作。而且，COE项目避免的手术和取得的成果足以抵消高出的这一点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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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节置换手术

自2015年至2018年，接受关节置换手术的沃尔玛员工中，18%（1836人）参与了COE项目，其中约2/3是女性，多数人年龄为50至64岁。



在关节置换方面，COE项目同样叫停了不必要的治疗，确定许多病人接受手术并不会取得比理疗等保守治疗法更好的效果，或有不适合手术的健康问题。



[image: ]




在接受手术的员工里，COE项目参与者住院的时间比其他人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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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患者术后并发症较少，再入院的可能性比非COE患者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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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患者术后健康状况较好，出院后没有人需要专业护理。非COE患者有5%出院后前往专业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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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患者出院更早，恢复更快，与非COE患者相比能够更快地回归工作，离岗时间比后者少一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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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通过COE项目进行的每次关节置换手术成本比非COE医院低15%，通过避免不必要手术和提升治疗效果节省的成本也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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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重手术

如前所述，肥胖可能导致或加剧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公司和员工都花费大量金钱：每人每月的医疗和药品费用可能超过一万美元。减重手术，即减小胃容量、让食物不通过胃部或限制食量，可以帮助减重并保持。沃尔玛报销75%的费用，其余医疗费及异地就医花费由患者自付。该手术只通过异地就医项目提供，因此没有与非COE项目对比的数据。初期取得的成果相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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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300多名员工接受了减重手术，其中3/4是女性，平均年龄46岁。手术前这些员工的平均体重指数（BMI）超过50，术后六个月，接受手术的女性体重平均减轻了17.7公斤，男性则为20.4公斤（备考：身高1.62米、BMI 50的女性体重约132公斤，身高1.75米、BMI 50的男性体重约153公斤）。



目前尚无法确定通过手术实现的减重是否会降低缺勤率和“出勤主义”（即使生病也要工作），不过初期数据表明的确如此。我们知道，减重使得医疗和药物费用大幅度降低，反映了手术对患者健康的深远影响：肥胖造成的并发症大大减少，药物需求随之减少。




如何降低成本。
 为了实际了解COE如何节约成本，HDP分析了直接减少的成本、医疗质量提升和并发症减少对成本的影响，以及避免其他治疗（如其他医院推荐手术但COE不建议手术的情况，以及再入院率、额外治疗以及专业护理需求率降低）对成本的影响。2017年一个保险受益年内，我们估计，沃尔玛、Lowe’s和McKesson通过脊柱和关节手术项目一共节省了1940万美元（接受手术的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沃尔玛员工）。节省的这部分成本中约1/3是直接成本减少，其余则来自避免不必要治疗以及减少并发症的影响。



沃尔玛和美国医保的下一步发展

本文主要关注沃尔玛，不过，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推出或正在准备类似的重视医疗价值、直接与提供方合作的项目，有时与HDP或其他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的有能力的TPA共享模式、合作伙伴和资源。



随着这些项目的出现，帮助公司与大型医疗服务提供方建立联系、提倡开展基于价值的合作的商业联盟应运而生。为此，沃尔玛与HDP以及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旧金山非营利组织Pacific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合作，建立了“杰出网络企业中心”（Employers Centers of Excellence Network，简称ECEN）。华盛顿州通过医疗卫生局（Health Care Authority）选择了两个医疗中心，为员工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以及脊柱医疗提供保障，与Bree Collaborative合作提供临床标准和捆绑式收费。美国有几十个采购者联盟，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服务可供选择；美国医疗采购联盟全国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Healthcare Purchaser Coalitions，简称NAHPC）集合了近40个采购者联盟，为1.2万采购者服务。这些联盟的共同点是，协助公司运用其影响力，提升员工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联盟规模如此之大（仅NAHPC成员公司就覆盖了4500万美国人），充分说明公司将会在美国医疗转型中成为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医疗服务提供方和商业保险商应当给予关注。



这些东西看上去可能很复杂——第一次接触时的确很复杂。我们建议，有意转为企业直接采购医疗服务模式的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在评估可行性、临床价值和投资回报率时不要白白等待；我们与ECEN等联盟已经完成了评估工作。传统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风险越来越低（而盈余一般相当高），医疗服务采购者和提供者理应直接合作，而且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有效的合作方法。合适的医疗提供方和有经验的第三方管理者，可以为企业减轻负担。虽然合作前需要费力完成很多工作，但项目一旦成型，工作复杂程度就会降低，而且更多的负担由TPA和提供方承担。这种项目的回报，在金钱和员工健康及满意度两方面都很高。



沃尔玛CEO董明伦（Doug McMillon）公开表示，现在医疗是公司两大创新重点之一（另一个是数字化转型）。那么未来将会如何？沃尔玛的COE项目，为员工提供了高质量医疗保障；不过，公司不可能要求员工的一切医疗都异地完成，异地就医也不一定永远是最佳途径。沃尔玛的医疗项目，在设计时主要关注急性、偶发性的外科治疗。但一般来讲内科和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更加常见，而且在金钱和员工健康两方面总体成本更高。这类疾病的治疗，一般最好由患者所在社区的顶尖医疗服务提供方负责。沃尔玛的最终目标是，将COE级别的体验带到员工生活的社区，提供便利、优质的服务和透明、合理的价格。这样做也能让公司评估并不断改进其项目对健康的影响。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企业应当承担大部分医疗成本。不久以前，企业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只得将增长的成本转移到员工身上，想方设法削减成本。这样根本无法阻止成本上升，而且对医疗质量毫无助益。但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已经发现，高质量医疗是最可靠的节约成本方式。沃尔玛和其他企业，通过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直接合作，成功提升了医疗价值，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参考，解决成本与质量的两难问题，并推动全国性的变革。在此我们也呼吁其他公司响应萨姆·沃尔顿的号召。







聚光灯 SPOTLIGHT



解析公司新医疗手册

INSIDE EMPLOYERS’ NEW HEALTH CARE PLAYBOOK

现在大大小小的组织都在尝试与提供方直接合作，实现捆绑式医疗和其他服务。

作者是乔纳森·斯洛特金、南希·杰斯特（Nancy Jester）、莉萨·伍兹、鲁思·科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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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美国企业为员工医疗服务花费近7000亿美元，且成本仍在攀升。为控制成本、提升医疗质量，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尝试绕开商业保险商，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直接合作。这种方法避免了保险商赚取的利润，有助于控制成本，而且如果设计得当，还能够大幅度提升医疗质量。沃尔玛、通用电气、波音和Lowe's等公司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与精心挑选的医疗提供方合作，为员工设计医疗项目。这类项目，如可报销全部费用的捆绑式手术，为公司节约了数百万美元，且让员工得以更快地返回正常生活和工作（见《公司如何改进医保》一文）。

不是每家公司都具备沃尔玛的规模、资源和影响力，但小公司同样能够与提供方直接合作。关键在于明确公司要寻求怎样的合作，以及如何高效合作。以下介绍两大类方法：



●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简称COE）战略，企业向采购者联盟寻求帮助，寻找某一类型内最好的提供方，针对某项治疗构建捆绑式医疗支付项目。

●可信赖医疗组织（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简称ACO）战略，企业与提供方合作，制定医疗费用报销方案，为每位员工支付特定阶段、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而且向提供方支付的费用通常与该提供方的医疗质量和成本指标相关。



随着项目进展，与第三方管理者（third-party administrator，简称TPA）合作会带来好处。TPA在构建和管理以企业为基础（特别是企业自付费）的创新型医保福利计划方面具备专业知识。如今大多数这样的计划都由TPA管理。TPA可以协助企业与提供方建立合作关系并维持下去，还时常在员工与企业选中的提供方联系时充当联络点，为员工提供指导。



起步时选择合适的TPA是很重要的。利用以下问题评估备选TPA的能力：

●如何遴选有资质的医疗服务提供方？询问TPA如何以专业方式寻找重视医疗价值、具备与企业直接签订风险合同经验的提供方。

●是否既评估医生质量又评估提供方总体系统的质量？正确答案应该是“是”。

●是否具备管理与提供方签约过程以及直接与提供方合作项目的经验，包括管理捆绑式医疗支付费用，以及其他类型的风险定价？TPA须给出肯定的答案，并进一步介绍细节。

●在本公司的目标区域，有没有已经与TPA签订过协议的提供方专精于本公司寻求的医疗服务？本公司能否与这些提供方直接合作？找一个对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的TPA。

●在员工患病时，如何帮助他们找到项目选定的提供方并接受治疗？找一个能在治疗全过程中为员工提供全方位帮助的TPA。



不管你采用COE还是ACO，都要记住，与提供方直接建立合作是一个战略决策，必须由高层领导者全程参与。



以下是关于决策评估方法的指导，以及有关如何起步、如何寻找合作伙伴的建议。显然，这个过程十分复杂（寻找一个提供方并签约可能要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但必须完成这些工作。



第一步：收集资料，设立目标

首先，要为医保计划制定清晰的管理目标。你大概希望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维持或提升质量（根据我们的经验，高质量医疗即使包含一些更加昂贵的要素，但就长期而言，总体成本效率也很高），而且希望让现在的员工满意，同时吸引新的人才。



要记住，COE和ACO两种战略都涉及你选中的医疗服务提供方组成的小范围网络。思考一下，提供多个医疗服务提供方，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员工招聘和保留（可以通过员工问卷调查了解）。如果员工感到给定的医疗选项太少，过度限制了自己的选择，企业也许节省了成本，但代价是员工满意度降低。



倘若真想建立直接合作，公司应当对投入在医疗项目上的成本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样有助于评估各种选项。公司还需要了解，目前的医保计划有哪些地方成本过高。将自家公司每位员工的医保成本与行业平均值进行对比。如果公司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则要了解每个地区的医保成本，首先关注成本最高的地区。接下来，找出花费成本最高的疾病类型。根据主要治疗方式将年度医保成本分类，找到员工医疗支出最集中的类别，然后与应对这类疾病的医疗服务提供方直接合作，采用可能的最佳治疗方案。成本较高的类别，通常有心脏病、骨科、癌症、消化系统疾病和神经内科。如果这几类疾病是你的员工福利计划中成本最高的，那么提供特定手术捆绑式治疗的COE项目也许是最佳选项，因为这些疾病往往需要手术治疗。如果成本大头在常规管理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方面，那么ACO可能更适合你。沃尔玛等企业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案。



第二步：考虑规模和所在地区

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公司规模和地域。公司规模影响其能够调用的资源，以及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吸引力；具体采用何种模式则要根据公司所在地区而定。




公司规模。
 多数以风险溢价为基础的医疗保险计划为员工提供全额保险，但不负责安排医疗服务提供方，因此直接与提供方合作通常需要公司自行付费。然而自付费有一定的财务风险。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有能力承担此类风险，实行自付费医保，可以增强对员工保险的控制。研究表明，规模在50人到199人之间的公司只有20%是自付费，200人至999人规模的公司这个比例是50%，5000人以上的公司则是91%。因此，与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有能力与医疗提供方直接合作，构建创新项目。



要记住，公司与医疗提供方谈判的筹码，部分在于公司现在或将来能够送过去的病人数量。因此，公司必须确定，在一个地区的员工人数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个成本效益高且能让公司和医疗提供方双方受益的医疗项目。



另外，这类项目通常由一个TPA管理，作为标准福利计划的外延。换言之，员工依然享有标准福利，但某些特定疾病是通过标准福利以外的项目获得治疗。这种情况下，管理标准福利计划的复杂程度增加了。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能很难让传统保险商配合这样的自付费项目。



尽管如此，自付费与医疗提供方直接合作依然在许多中小型公司的可负担范围内。有几种已经经过检验的策略，可以提供帮助。协助企业与本社区内医疗提供方直接建立合作关系的区域性联盟正在兴起。这类联盟代表成员公司支持或直接购买最佳医疗服务，商讨有竞争力的捆绑式定价，或其他为重视价值的提供方提供奖励的风险定价。联盟成员公司的员工总数量，加上这些公司集合起来产生的影响力，在与医疗提供方的谈判中是十分有利的筹码。这类联盟通常还提供行政管理支持，帮助各成员公司简化项目管理。



美国有几十个这样的采购者联盟，其中40个结成了美国医疗采购联盟全国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Healthcare Purchaser Coalitions）。采购者联盟提供大量形形色色的资源和服务。它们的共同点是，帮助公司运用其影响力，提升员工获得的医疗价值（更多细节见《公司如何改进医保》一文）。



此外，为大公司制定项目的TPA已经完成了一些工作，小公司可以从中受益。TPA设计的合作项目通常简化了吸纳其他公司加入的过程。举例来说，本文作者之一鲁思创立的TPA公司Health Design Plus与COE建立的直接合作项目，小公司也可以加入，获取项目提供的利益。一家中型企业曾向Geisinger Health System寻求帮助，想要建立这样的项目；有了沃尔玛和Health Design Plus的合同基础，目前该企业与Geisinger共同进行的合作项目设计已经顺利进行到最后阶段。



TPA是这个市场上新出现的模式，为规模在100人至2500人之间的企业提供一个新的选项。TPA中最好的是为客户、流程和医疗费用报销承担保险责任和风险的独立TPA。独立TPA通常提供高于传统公司基本医保入口的数字工具，提升成员体验。例如专精于帮助企业与医疗服务商直接合作的Apostrophe Health，以及预计在2019年第二季度提供此类项目的WellNet Healthcare。




所在地域。
 只在一个地方开展业务的公司适合ACO模式，位置更为分散的公司则更适合COE——不过前者也有一些采用了COE模式。ACO几乎都是与某一地区的医疗提供方合作，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区域内（30分钟到45分钟车程范围内）。ACO提供方通常可以保障成员的全部治疗，即公司员工及其家属。COE提供异地就医项目，可以覆盖更广阔的地域，一些大公司只有一个COE提供方，为住在多个不同州的员工提供医疗保障。例如Geisinger，为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纽约和其他12个州的沃尔玛员工及亲属提供脊柱手术项目，为缅因州、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其他15个州的员工提供减重手术项目。在异地就医项目里，虽然公司要承担员工出行费用，但因为这类项目让医疗提供方获得了更多就医患者，COE提供方会更愿意与公司协商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第三步：选择提供方

现在可以开始选择提供方了。首先，评估公开的成本和质量数据（好的数据来源有Leapfrog Group、CareChex和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Hospital Compare）。这样的分析可以迅速缩小选择范围。



如果当前员工已在使用的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服务质量符合要求，也可以考虑选择这些提供方。这样做有两个潜在优势：一、很多员工可以继续使用原本的提供方的服务，减少混乱，提高接受度；二、增加企业谈判的筹码，因为提供方希望保留目前正在服务的公司员工。



选定合适的提供方之后，必须与提供方公司的最高级别管理团队——最好有CEO、总裁、首席战略官和首席财务官，加上一位服务负责人（通常是首席医师）——进行一次初期讨论。让这个层级的管理者接受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没有多少直接合作经验的医疗提供方而言，这样的合作项目可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提供公司需要的服务，提供方组织必须进行必要的内部调整，需要高管团队支持。



为评估提供方与公司直接合作的能力和意愿，先提出下列问题。与具备此类合作经验的TPA合作，可以更轻松地完成这一步。



●提供方是否对与公司直接合作感兴趣——无论是作为某项具体疾病捆绑式治疗（如手术）的COE合作伙伴，还是包括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管理在内的ACO？

●提供方是否具备相应的结构和能力，通过这类重视价值的风险项目接收患者？

●提供方以前是否承担过捆绑式定价，或医疗保障合同中其他形式的财务风险？（可以包括接受固定价格，或同意在特定时间内达成特定财务目标。）

●提供方是否有相应的系统，可以提供成本和质量相关数据，包括患者安全，乃至具体到每位医生的治疗效果？

●提供方是否有相应的人员和系统，可以提供重视价值的治疗，如对应具体项目的护理引导，以及让患者参与和自己健康、治疗及效果相关的决定（例如在生活质量和临床指标相互冲突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初期阶段对上述基本问题明确给出肯定答案的提供方数量可能还不到一半。提供方对任何一个问题含糊其辞或直接承认“做不到”，公司都应当重新考虑，乃至放弃该提供方。如果这个初期讨论进展顺利，公司和提供方对彼此都很满意，通常就会签订保密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简称NDA），相互共享信息。公司应当提供特定区域的员工数量及个人信息，员工希望接受哪些提供方的医疗服务，以及员工寻求的具体服务；提供方则必须提供成本和质量相关信息。NDA还能够初步表明提供方的合作方式。如果提供方迟迟无法确定NDA，或在签下NDA后不肯提供相关信息，企业就应当加以留意。成本和质量方面的透明度，是高效合作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下一步是核心。公司TPA团队要与提供方的首席医师及其团队沟通，进一步了解提供方管理患者的方式，并细化项目目标和公司期望。此时要进一步探讨上文给出的问题，并加以衍生，把握提供方组织的文化，及其建立和运营COE项目的能力。如果进展顺利，公司可以让提供方完成一份需求提案，内容包括详细的质量信息、项目进展与支持、金融稳定性、所有权与结构、潜在利益冲突、捆绑式定价及其他信息。



我们强烈推荐公司在做出最终决定前，派几名代表（通常包括一位员工福利管理者）和TPA一同亲自前往提供方组织。这样可以让公司确认提供方是如何应对及评估安全和质量，更清晰地看到提供方解决问题、进行合作的方式，并进一步评估提供方组织文化，包括员工（从前台到临床治疗领导者）彼此沟通、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的方式。我们推荐公司代表在医院亲自体验一下患者前来接受治疗时的全过程，并在没有医院管理层在场的情况下，对直接参与治疗过程的医院员工进行采访。



如果提供方顺利通过了以上测试，公司就应当着手起草正式合作合同了。正式合同里要确定功能、期望和要求，而且与普通的委托医疗协议大不相同。要想确保相关各方都明确项目的使命和目标，在做出最终承诺、将患者送往提供方医疗中心之前达成这样的协议至关重要。



后期步骤

与某个提供方开展新合作时，围绕一种治疗开展试点项目（如心脏手术或糖尿病管理），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在开展试点项目之前，我们建议公司先跟提供方讨论项目拓展机会，因为多个项目逐渐扩大规模才能真正创造价值。合作应当分阶段发展，一次增加一到两个新项目，并在优化项目运营的过程中进行规划，逐步改进。



最后，要记住，此类医疗项目成功与否，取决于员工和管理层是否愿意接受。员工要获得足够的激励——比如提供当日预约、免费异地就医，或在部分报销项目中减少乃至免除自付金额和共同担保金额——才会选择这类创新项目，而非传统医保。而管理层希望看到明确的投资回报，以及长期的员工表现提升。如《公司如何改进医保》一文所述，目前企业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直接开展合作的效果相当好，有数据为证。好的合作可以让员工欣然接受创新医疗项目，还可以大幅度提升管理层对项目的信心——这两项都是项目扩大规模、实现发展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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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年，美国人投入医疗的开支是3.5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经济产出总量，人均医疗开支是其他富裕国家的两倍。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求医的人，也困扰着这些人供职的公司。目前约有半数美国人通过就职公司获得医保，近年来，医疗成本攀升，公司不堪重负。许多公司无计可施，将负担转移到员工身上，2013年以来，员工年均自付医疗费用增长超过50%。这种趋势不可能长期持续。于是，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摩根大通和沃尔玛等企业着手为员工打造新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沃伦·巴菲特甚至表示，医疗成本对经济竞争力的损害大于课税。



美国为何发展出了这样一套昂贵的医疗体系？不同于其他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或政府资助医疗保险的国家，美国医疗体系涉及企业、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方、消费者以及政府，这些相关方之间相互作用。要了解如今美国医疗费用之谜，必须先了解这个体系的起源，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的费用和技术进步如何造成了新的压力和动力。



20世纪初期：

最早的医疗保险计划逐渐成型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医疗几乎毫无效率。很多医院是慈善机构，为无法在家中获得护理的人们提供栖身之地，而不是治疗受到急性损伤和患有疾病的人。医生通常在家里为付钱的患者治疗，因为医院容易发生感染和传染病。这些医生提供的都是基础治疗，因此患者家庭不会面对超乎意料的高额医疗费用，也不需要医疗保险提供的经济保障。1900年一年的人均医疗开支是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50美元。



一些欧洲国家医疗保险的发展比美国早，但不是因为医疗费用高。1883年，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为巩固统一政权，建立了医疗保险体系，巩固统一政权。德国医保体系使得员工在生病时可以看医生，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我们今天看作伤残保险的保障：员工如果由于伤病而无法工作，会得到保障金。在英国，1911年国民保险法为英国员工提供疾病补助和免费医疗。同一时期，美国也开始出现类似的伤残保险项目，名叫“疾病保险”（sickness insurance），大多由工会和共济社团组织。进步时期（Progressive Era）曾有过要把强制保险制度推动到国家层面的初期尝试，但从未获得充分支持，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欧洲情绪蔓延，这项工作彻底失败。



20世纪头十年，医疗走出了医生的家门。医学教育方面的改革，让医生可以在医院里进行培训和练习；医院配备了最先进的无菌手术室和X光等新技术设备。在医院寻求治疗的人数增加，医疗成本开始增长。到1929年，一年的人均医疗费用是108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550美元。住院费用达到了中产阶级家庭无法负担的水平。



当时的火灾和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医疗保险，认为健康风险太大，无法承保，而且担心只有需要治疗的人才会购买这种保险。对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保险市场而言，这种“逆向选择”是一大问题（现在依然是）。要想使医疗保险价格合理且行之有效，必须让健康的人和容易生病的人全部参与保险。

因此，企业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

医院开始制定付费计划

雇佣保险之所以在美国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向员工团队提供保险可以缓解逆向选择。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保险公司想出来的。1929年，贝勒大学医院管理人员贾斯廷·福特·金博尔（Justin Ford Kimball）设法减轻未支付的医疗账单给医院造成的财务压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金博尔在达拉斯的学校当管理员时，曾为学校教师开设了疾病补助项目。到了贝勒大学医院，他根据保险学原理制定了一套简单的方案，帮助人们支付医疗账单，并请达拉斯的教师测试他的理论。按照金博尔的方案，贝勒大学会以6美元的预付年费向每位教师提供21天的医院治疗。向健康状况良好、可以正常工作的教师团队出售医疗保险，确保了风险分担团体的规模，足以负担更容易生病的人们的医疗费用。



贝勒大学的医保方案获得成功，消息迅速传开，此时医院正处于关键时期。随着大萧条席卷美国，医院使用率下跌到了50%。许多医院急于改善盈利状况，开始自行制定预付费计划。最终，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简称AHA）为这类计划确定了一个标志，“蓝十字”（Blue Cross）计划应运而生。



在减轻逆向选择的同时，蓝十字还通过限制道德风险（人们因为有了医疗保障就频繁利用医疗服务造成的风险）间接控制了医疗成本。蓝十字最初只负责医院账单，在一定期限内向医院支付固定费用，避免患者滥用医疗服务。另一个向医生付费的蓝盾（Blue Shield）计划则是另一种模式：支付一部分固定费用，由患者支付剩余部分。（也许读者更熟悉的说法是“差额负担”。如今在医保范围内寻找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消费者可能不常遇到，这种模式会让向医保范围外提供方或内部医院的范围外医师求医的消费者承担高额费用。）



最初不愿提供健康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看到蓝十字蓝盾计划成功克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很快开始为企业员工群体提供保险，与蓝十字计划竞争。1940年，约9%的美国人拥有了医疗保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代医保出现

20世纪40年代，一连串大事件推动医疗保险市场扩大，巩固了雇佣保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和资源流动性极高，失业率大幅度下降，1944年降到了1.2%。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订9328号行政命令，限制公司通过提高薪水来吸引日益稀缺的劳动力。然而，提供医疗保险并不受这一法令管辖。于是，公司开始提供医疗补助以留住员工。工会也代表员工争取医疗保险——1948年和1949年，在两起涉及医疗保障的相似案件（其中一起案件后来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肯定）中，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钢铁工人的判决，这项权利得以保障。当时加入工会的费用达到最高点，法令对于推广雇佣保险和其他补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企业补助医疗保险的税金优待，也促进了医疗补助的快速发展。政府允许公司将医疗保险投入作为与员工薪水性质相同的业务成本，抵消税金。但与薪水不同的是，公司对员工医疗保险的投入始终被划在员工应税所得之外，这是1954年美国《国内税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规定的。医疗保险的税金优待，使得更多的美国人享受到医疗保险，保险额度也更为慷慨。1952年，税法变更之前，只有47%的家庭享有企业集体医疗保险；到了1957年，享有雇佣保险的家庭接近66%。



1946年至1965年：

医疗费用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经济强健，医院开始把重点放在扩大规模上。1946年通过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建设新医院。这些医院配备了更好的实验室、手术室和医疗设备。有了盘尼西林等战争中出现的医学奇迹，医院和医生十分希望提供治疗，美国人也同样渴望为医疗消费。



不过，即使医疗保险发展得更加丰富也更加昂贵，但因为有蓝十字蓝盾的报销体系，消费者依然不受医疗费用的影响。



1960年至90年代：

引入Medicare后，医疗费用再度攀升

可惜，医疗保险体系并未随着价格增长做出相应的改变。1963年，AHA和蓝十字协会组成特别工作组，确立了“成本加成”（cost-plus）的报销体系，让医院获得治疗患者的费用报销。医院由此获得了任意定价的权力，账单由保险商和患者就职的企业支付。



1965年通过的Medicare更是火上浇油。为确保医生参与该项目，Medicare根据给定地区“通常、普遍且合理”的费率为医生提供报销款。由于项目承担了医生开出的所有费用，医疗费用增长又翻了一倍。医疗提供方开出的价格升高，加上获得医疗保险的患者数量增加，保险项目开支大幅度攀升。Medicare实施四年，医疗开支增加了37%，其中一半源于新医院进入市场，另一半是因为服务范围扩大。1970年至1980年，医疗开支年均增长12%，总体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



1983年，为设法阻止医疗费用继续膨胀，Medicare将根据费用提供报销的体系转为固定预付费模式。这种新模式是根据诊断预先确定收费项目，然后提供相应的报销，继Medicare之后，许多商业保险公司纷纷效仿。在这个体系中，医院收入由入院患者数量决定，患者数量遂成为医院关注的重点。



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保险扩大了医疗面向的市场，也推动了技术发展。一些新技术对当下的治疗方式起到了极大的改进作用，还有一部分技术创新，如治疗前列腺癌的质子射线疗法，疗效不如现有方法，而且报销价格高得多。



到了1990年，Medicare转型只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从70年代的12.1%降到了80年代的9.9%。至此，61.3%的美国人享有私人医疗保险。企业开始感到不断增长的医保成本带来的压力，开始设法减轻这种压力。



这时企业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管理医疗。此类方法纷纷涌现，从综合了财务和医疗两方面的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简称HMO），到较为松散的首选供应商组织——参与这种组织的提供方同意接受评估，并提供折扣。可是，美国医疗体系不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保险公司和企业须承担的医保成本依旧高昂。医疗行业的团结根本无济于事。



2000年至今：

团结，更加团结

过去20多年里，医疗提供方和保险公司的团结协作，减少了医疗行业的竞争。2016年，90%的都市地区被评估为医院高度集中地区，65%为专科医生集中地区，39%为基础医疗医生集中地区。美国医学协会前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称，69%的市场为保险公司高度集中。



市场竞争减少，导致价格攀升。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垄断型市场中医院的定价比有更多竞争者的市场高出12%。药品市场也存在无数的竞争管制壁垒，定价透明度对医患双方都很低。保险公司不与药厂直接商谈，而是依赖充当中介的药品利益管理商（pharmaceutical benefit manager，简称PBM）。PBM代表保险商，与制药商协商药物价格和折扣，并在幕后制定保险范围内药物列表。这样不透明的市场，使得消费者几乎无法进行比价。另外，PBM逐渐抱团，导致处方药价格越来越高。



这种趋势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将医保成本转移到员工身上。采用高自付额的保险计划，增加消费者的自付费用比例，就是一种常见的做法。高昂的医疗费用还以其他方式对员工造成损害：有证据表明，由企业负担的医疗费用增加，会影响企业为员工加薪的能力。



. . . . . .



美国医疗保险的历史，是典型的好的初衷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后续不良影响逐渐显现时又无力或不愿采取补救措施。现在，政府和私人提供的医保，包括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90%的人口，但只要医疗提供方没有竞争，且凭借入院患者人数获利，医疗费用就无法抑制——而且会让员工承担越来越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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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莎·托马森
 是迈阿密大学法尔盟商学院经济学Julian Lange教席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医疗及医疗保险经济史。





聚光灯 SPOTLIGHT



两场手术，两种结果

TWO SURGERIES, TWO OUTCOMES

从患者角度感受沃尔玛医疗项目

作者是《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部




本
 文虚构的肖恩和卡拉两位沃尔玛员工，背痛多年，最近经公司介绍接受了MRI检查，结果显示异常。肖恩选择使用原本的医疗保险，在当地医疗中心接受手术。卡拉则选择通过沃尔玛的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简称COE）项目接受脊柱手术。



COE项目绕开了传统的保险公司，让企业直接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取得联系。在第三方管理者（third-party administrator，简称TPA）的协助下，双方商定了捆绑式价格，包含所有治疗费用——手续、设备、检验、药物和所需服务。该项目还为患者和一名随行照料者提供了出行、住宿和餐饮费用报销。有关COE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公司如何改进医保》一文。



要了解传统医保和COE项目的不同，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肖恩和卡拉两人的就医经历从头到尾做一对比。时间线上所有数据都来自2018年沃尔玛员工平均值，两位患者各自代表选择了该治疗方案的员工经历。



第一步：确定手术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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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患者


肖恩与一名外科医生面谈，确定了手术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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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患者


卡拉联系了自己原本的传统保险公司，公司一位医疗顾问将她介绍给TPA。TPA团队负责她的饮食，还有一位护士收集她的相关病史。

接着，沃尔玛COE项目根据卡拉的居住地选择了一家合作医院。

医院内部由协调人、医师、护士和管理者组成的团队，收集并查看了卡拉的MRI影像和服药记录。卡拉与护理引导员取得联系，对方将引导她完成整个治疗过程。



第二步：前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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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患者


肖恩早晨很早就醒了，他的兄弟开车送他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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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患者


卡拉和担任随行照料者的一位姐妹一同飞往医院所在地，由轿车接到医院（美国全国有八家脊柱治疗中心，因此寻求治疗的沃尔玛员工通常是乘飞机前往就医）。随后卡拉见到了负责自己脊柱治疗的专家团队——外科手术医师、复健医师、心理咨询师，以及一位内科医师和她的护理引导员。

医师团队确定，脊柱手术对卡拉来说是最佳治疗方案。COE项目并非总是如此：进入COE项目准备接受脊柱手术的沃尔玛员工有54%的人因为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或因为手术无法治愈，所以不需要做手术。卡拉的手术日期定在后一天。



第三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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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患者


肖恩接受了手术，术后住院2.9天——这是选择传统医保的员工住院平均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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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患者


卡拉接受了手术，术后住院2.5天——这是选择COE项目的员工住院平均时长。根据全美平均价格，住院半天的花费在1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间。



第四步：康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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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患者


肖恩出院了。他的兄弟接他回家休养。他运气不错——在COE项目以外接受脊柱手术的沃尔玛员工有4.9%需要进行额外的复健，因此进入了专业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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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患者


卡拉与姐妹一起入住当地一家酒店。在此期间，护理引导员与她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们得到了一张福利卡，由沃尔玛付款，可以用来支付餐费和其他花费。

手术医师进行过术后复诊，确定卡拉可以出行（选择通过COE项目接受脊柱手术的沃尔玛员工只有0.6%进入专业护理机构进行复健）。她和姐妹被轿车送到机场，坐飞机回家。

护理引导员联系了卡拉的基础医疗医生，告知手术情况，讨论摘要报告，并确认了卡拉的第一次后续治疗预约。护理引导员定期确认情况，以便及时发现意料之外的并发症（需要回到COE医疗中心接受额外治疗的患者不必为此支付医疗费用）。



第五步：回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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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患者


肖恩在90天后回归工作。他承担了自己的脊柱手术50%的费用，以沃尔玛员工平均值计算约在1.5万美元左右。然而2019年1月以后，这类手术须由员工自行承担全部费用，约3万美元。因为沃尔玛修改了福利条款，鼓励员工使用CO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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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患者


卡拉在75天后回归工作。为协助沃尔玛和COE项目评估她的体验和术后恢复状况，她在手术后3、12和24个月后分别完成一项问卷调查。

卡拉承担的手术加出行费用总共为0美元。沃尔玛为她承担的治疗成本略高于3万美元，高于肖恩和沃尔玛共同负担的治疗总费用。但COE总体上可以为企业及其员工省钱，因为避免了许多非必要的手术，而且项目总体效果更好。





聚光灯 SPOTLIGHT



详解Geisinger的异地就医项目

WHAT MAKES GEISINGER’S DESTINATION CARE PROGRAM TICK

对话Geisinger临时CEO杰温·吕（Dr. Jaewon Ryu）

作者是加德纳·莫尔斯（Gardiner M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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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有法律学位的急诊医生杰温·吕，2016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医疗集团Geisinger。在此之前，他曾在医疗、保险和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供职过的组织包括Kaiser Permanente、Humana和美国医疗保险及补助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他在Geisinger担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医疗官。12月Geisinger前CEO戴维·费因贝里（David Feinberg）前往谷歌担任医疗战略负责人，杰温遂成为临时CEO。



Geisinger医疗集团规模庞大，拥有13个医院院区、两个研究中心、一家医学院和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机构。Geisinger以创新而闻名，有几种优秀的方法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主导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DNA精确医疗项目之一。因此，Geisinger率先进入“杰出中心”（COE）异地就医项目这一新领域，也就不足为奇。在此类项目中，沃尔玛、Lowe's和McKesson等企业让员工乘机前往选定的COE医疗中心接受复杂的治疗，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详见《公司如何改进医保》一文）。



《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加德纳·莫尔斯与杰温·吕聊了聊医疗服务提供方参与COE项目的益处和需要解决的难题，以及对企业和保险商的启示。以下是采访节录。




Geisinger为何参与这种企业员工异地就医项目？


部分是为了实现增长。为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提供异地就医服务，让我们得以接触到大量未在Geisinger就医的新患者。对我们来说，这是扩大运营规模和范围的好机会。

但COE项目跟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真的很契合。我们坚信要先拟定最佳方案，根据方案规划工作流程。我们为许多临床情景设计了医疗方案，包括心脏手术、脊柱手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糖尿病管理等各方面治疗，并找到了医疗质量和患者体验的最佳平衡点。这个问题始于多年以前，我们一直在不断改进已有方案，并增加新的临床方案。这一点就成为了我们后来顺利开展COE项目的“地基”。我们有现成的资源、文化和流程，可以与企业合作，提供捆绑式的关节置换手术，以及其他方案。这种合作又反过来巩固了我们的文化和流程。这是一种正向反馈循环。




异地就医项目在这个反馈循环中起什么作用？如何促进你们的工作？


我们发现，有时候一个方案实践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海岸侵蚀”效应，员工逐渐不再用心保证每个人都遵循方案行动。参与COE项目与企业合作，有助于避免这种效应，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企业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因此COE项目能够增强我们方案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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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温·吕










其他医疗提供方可能没有Geisinger这样可以稳定进行的方案。你会提醒这些提供方注意此类项目的哪些风险？


对于所有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医疗服务提供方而言，这都是终极的问题。我们完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它早已成为我们医疗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参与COE项目的启动成本和需要应对的文化转变问题都与其他没有这种文化和方案的组织不同。而且我们喜欢捆绑式医疗支付这样的让我们承担风险的报销模式，因为在这种重视整体价值的模式下，我们会比按照单项治疗计费的模式表现得更好。但这一点也是每个医疗提供方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之一。你的组织有没有采用这种模式所必需的文化和运营流程？

对于尚未完全具备这种能力的提供方来讲，努力与企业建立直接合作，是迅速强力推动转变的绝好机会。医疗发展的方向就是追求价值，对于患者、公司集团、医疗提供方合作的支付者乃至政府而言都是如此。打好我上面说的“地基”，可以让医疗提供方为将来、为当下已经出现的很多东西做好准备。将来，所有医疗集团都会需要这种能力，而现在这类项目就是一个着手准备的途径。




参加这类项目是不是会对提供方产生正面影响？


对，可以帮助提供方阐述本组织提供的价值。举例来说，我们努力确保不做不必要的治疗，于是发现很多来做手术的患者其实完全不需要手术。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说明我们首先关注最佳治疗方案，甚于可以完成多少治疗。沃尔玛的数据显示，转到像我们这样的COE项目来做脊柱手术的员工里，有一半没有接受手术。说服患者相信自己并不需要某项治疗，可能要花更多功夫，但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




讲讲要应对的难题吧。参与这类项目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没错。毫无疑问，即使有了“地基”，运营这种项目也还是要在文化方面做很多工作。可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即使如此，这项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发展了十多年，这类项目需要小心谨慎、坚持不懈。比方说，即使是聘请医生，也要确保应聘者接受我们的组织方法，不要在我们提供医疗的方式中增加不确定因素。

此外还需要多加留意，确保治疗方案随时更新，而且每一位员工都要知晓最新进展。事实证明，遵循以实证为基础的最佳治疗方案，对患者大有好处。因此需要一心一意不断寻找最佳方案、关注疗效的医师负责人，并随时将最新动态告知他们。




举个例子呢？


很多医生在医学院学到的传统观点是，患者在手术前几个小时内不能吃任何东西，术后则应当食用清流质食物。说白了就是在术前术后都要让患者挨饿。

但增强版术后恢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简称ERAS）方案表明，患者在手术前和手术后食用营养丰富的奶昔，术后恢复得更好：出现并发症的概率降低，住院时间缩短，能更快地起床走动。这个事实与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相悖，因此让很多医生不舒服，但我们还是将这个发现整合到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里，现在在多个选择性的手术中应用。建立了不断寻求最佳方案、一以贯之的组织文化，要全面实行这种方案就会容易得多。




确保每位员工都跟进最新进展，需要组织绩效完全透明。Geisinger是怎样应对的？


我们公司坚信透明度的重要意义。我们这里的数据可能比其他任何医疗系统都更透明。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数据透明度吧。几年前，我们推出基础医疗改造项目，旨在弥合医疗上的差距。如果患者要定期接受乳腺X光片或结肠镜检查这类预防性的医疗服务，我们以怎样的频率确认患者的确在接受检查？我们是在每位医生的层面进行这方面的跟踪。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基础医疗诊所都设置了白板，上面列出该诊所内所有医生的名字，每天上午全体人员在白板前开会。白板上写明每位医生的预约情况，以及弥合医疗差距工作的评分，比如写出他们可能错过了的机会。护士的名字也在白板上，列出每个人安排病人参与为弥合差距而进行的活动的效率评分。我们经过多番努力才达到现在的水平，而且无可否认，这种水平的透明度一开始可能令人不快。但这样做帮助我们相互支持，共同实现最佳成果。而且我觉得我们还能做到更好。




这种水平的透明度势必令员工不快，你是如何管理的？假如一位医生表现不佳，整个团队都能看到，势必会造成团队内部矛盾。


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化过程让员工接受了这种透明度。透明度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员工要花点时间去适应。我们努力避免某种令人尴尬的“抓到你了”的方式。我们要对诊所领导者和团队做许多前置准备和审查工作，让他们了解我们要评估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追踪指标，这样员工能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及其原因。我们尝试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方式进行，比如提出“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相互学习，并改善整体表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查看数据，如特定基础医疗小组将多少患者送进了急诊室、急诊医生要求CT检查不严重的头部外伤的频率如何等，并关注这类数据中的异常值。有时候异常值有其理由。但如果不过问出现异常值的原因，那我们会感到羞耻。

当然，关于数据准确性或某些数据涉及哪些医生，团队内经常会有不同意见。如果出现对医生个人能力的质疑，我们会从团队层面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出表现有差异的团队。有差异也许是好事，也许是需要改变的迹象——这个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就是关键：数据并不是一切，但可以开启讨论，这样也有助于让员工接受我们高度透明化的模式。




聊聊宏观问题吧。你觉得你们这种直接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合作的项目在国家层面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这样的项目会继续成长，因为这种项目应对的是公司一直难以解决的成本和质量矛盾的问题。不过，用异地就医模式完成脊柱手术等特定治疗，我觉得只是转变方式之一。我们还将会看到更广泛的方法，比如公司与医疗提供方直接合作，涵盖所有员工的所有治疗。换句话说，就是公司与医疗提供方直接签订合同，采取预付费模式，为所有员工提供医疗服务。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

公司在这类项目中寻求高价值的医疗，而消费者希望有所选择，可能会产生矛盾。举例来说，像Geisinger这样的一个集团跟沃尔玛这样的一个企业直接合作，价值会更高，但要实现合作，公司必须约束员工在一小部分根据表现挑选出的医疗提供方处就诊。如果公司希望保留员工自行挑选医疗提供方的权利，就必须在员工选择和更高的价值两者间做出权衡，因为很多医疗提供方看待质量和价值的方式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有所不同。




商业保险公司对此有何回应？我想他们会把这种模式视为威胁，但也可能是机遇。


我觉得你说得对。表面上看，这种模式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失去了原本在企业与医疗提供方中间的中介作用，似乎是一种威胁。但保险公司很擅长找到高质量提供方网络并建立合作，还擅长定价，这就是机遇。随着行业发展，这几项能力会非常重要。即使商业保险公司的作用发生改变，企业仍然需要在其他机构的帮助下寻找高价值的医疗提供方，商谈价格，建立合作。目前负责这一块的是第三方管理机构，但保险公司完全有能力进入这一领域。




在引导员工选择价值更高的医疗集团就诊的过程中，你认为公司应当起到什么作用？


我觉得，公司应当鼓励这种转变，还有比如沃尔玛等公司，为员工提供许多选择，告知员工，如果选择了沃尔玛COE项目以外的医疗提供方，就需要承担更多费用。有一个难点是，员工乃至公司对质量和价值的看法有时不切实际。有时候大家觉得花哨的设备等同于高质量，这两者不一定有关系。但公司必须查看医疗提供方的数据信息，引导员工选择最好的提供方。




Geisinger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们希望扩大卓越中心和异地就医模式，让其他公司也能参与。可能对这种模式感兴趣的本地公司不少。我们建立这种模式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可以服务于本地市场，而且我们也有机会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提供医疗，并在此过程中成长。公司和员工/患者都能够获得价值。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三方共赢。




还有什么想对其他公司说的？
 想让医疗成本产生更大价值，公司要发挥重要作用。公司把握着绝好的机会，可以奖励提供价值的医疗服务提供方。设法与最好的医疗提供方直接合作的公司越多，这类项目的牵引力就越强，各方都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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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赋能型和架构型这类领导模式可以让领导者在创造性和混乱之间寻求平衡，并最大限度杜绝官僚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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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成熟的公司很难在创新需求（需要公司所有层面的自发性创新）和纪律需求（需要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之间取得平衡。




案例分析


PARC和戈尔公司属于例外个案。两家公司虽然已发展壮大，所在行业也发生了变化，但一直保持着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结果


两家公司都鼓励各级员工担任领导角色。它们还让员工集体决定投资哪些增长型项目。结果就是，重要决策与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并最大限度杜绝官僚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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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推荐命令和控制型领导方式了。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完全成型的替代方式。




部分原因是公司高管对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也持有矛盾心理。他们清楚地知道，公司需要提高创新性，他们担心除非领导人愿意放权，让公司下层参与决策，分配更多资源给下层，否则创新不会出现。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他们放松控制，公司会陷入混乱。



在MIT的研究中，我们试图了解在持续创新的公司中这种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对迅速变化、不确定环境下领导模式的大部分研究，或者专注于传统官僚主义机构如何试图变得更敏捷，或者专注于非常年轻的创业型公司。我们采取了不同做法，深度研究了两家创立很长时间的公司，因此它们经常需要对环境的改变做出调整，同时又保持了创业精神和顶尖的创新能力。它们是施乐公司(Xerox)旗下著名的硅谷研发公司PARC，以及非上市材料科技公司戈尔公司(W.L. Gore & Associates)。



从2009年到2011年（以及2019年），在几轮的量化数据收集以及之后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与敏捷公司有关的流程和行为：多学科团队、实验精神等等。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那么熟悉的领导模式。



首先，我们发现三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创业型领导者，
 通常集中在公司的较低层，他们通过新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价值，带领公司进入新的领域。赋能型领导者，
 通常在公司中层，他们确保创业者拥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和信息。还有架构型领导者，
 靠近公司高层，他们关注全局，注重公司文化、高层战略和公司结构。



其次，PARC和戈尔公司均整合了支持创新和韧性的公司文化规范，很多规范在公司创立初期就已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它们都认为，领导力应赋予最具备行使领导力能力的人，无论他们的头衔是什么。



这三种领导者，加上公司文化，令两家公司实现惊人程度的自我管理。很多员工可以界定选择他们自己的工作内容。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是由拥有独立办公室的高层策略师或创新人员想出来的，而是由员工团队开发出来的，如果一个项目失去活力，员工可以自由离开。初期资金投入吸引人才的项目，随着项目成功加快，更多资源流入。由于公司投资很多这些小项目，员工可以选择支持哪些项目——也就是加入哪个项目团队——公司因此成为一个集体预测市场，人才自动集中到优秀的点子周围，而糟糕的点子就会流失人才。



这种系统真正的优点就在于：自我管理机制同时也能平衡自由和控制。即使在官僚规则最小化的情况下，公司也可以高效运转，迅速抓住新的机会。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三种类型的领导者以及他们代表的公司文化。



创业型领导者

相比更官僚化的公司，PARC和戈尔公司更有可能出现亲力亲为的领导者。创业型领导者会“感知和抓住”增长机遇， 寻求初期资源，凭借他们的发展愿景来吸引员工，充分利用出现的机遇。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这类领导者都具有三种品质。




自信和行动力。
 这类领导者绝对相信自己。他们勇于尝试，面对失败非常有韧性。例如，戈尔公司一位工程师想用该公司专有的防水膜技术开发一种更好的方法来令抓绒材料更防水，这一想法令专家们十分不解。他找来一些剪羊毛工具，花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尝试不同的剪羊毛方法，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然后他与同事找到一台可以更快更好地复制这种方法的机器。这时，项目通常会交给另一个团队来进行开发，但这名工程师坚持留下来领导新的团队，他相信自己能比其他同事更好地开发这个项目。




战略性思维。
 创业型领导者对公司、业务部门和每个团队的目标有非常深度的了解。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努力达成这些目标。



这种深层的了解往往是由于公司制定了简单的运营规则并进行了沟通。戈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们，“产品必须新颖，我们要确保产品达到其声称的功效，我们还要确保收入足够多，如果只能产生50万美元收入，就不值得我们投入那么大精力。”甚至PARC的低层技术人员对其商业模式也有深入的了解，诸如公司希望进入的市场，商业合同与政府合同的比例，预期财务回报，以及可用资源。



创业型领导者在对公司目标有高层了解的基础上，还会定期了解顾客需求。通过外展活动，他们了解到新的机会，并改进产品创意。一位领导者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人去发现真正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发现潮流趋势，发现哪些东西正在改变。”



很多这类领导者非常透彻地了解公司的战略目标，因此非常擅于决定如何投资时间能实现多个目标。一位PARC的高管告诉我们，他团队的目标是“一石三鸟”：能在至少三个战略方面有助于成功的机会。他说，一个团队的目标是“出版文章、拿到政府资助、产生商业结果、与公司其他部门创造协同效应”，这些全部通过一个计划实现。



了解公司文化——“我们如何做事情”——是发展战略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了解商业模式的方法。在戈尔公司，人们的预期是每个创新都建立于公司的核心材料技术上，商业交易必须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平。在PARC，“好的品味”是公司的座右铭，技术必须是行业顶尖的。




吸引他人的能力。
 PARC和戈尔公司的领导者不属于追随者，他们必须赢得领导者的头衔。很多新产品开发项目并非从高管层开始，而是源于一个人或一些人对一个机会有兴趣，然后做一些研究，决定是否值得进一步投资。这时，发起者必须能够（并且有资金资源）吸引人组建团队。这需要具备说服力和自信，并且（往往）需要之前有很好的产品创新经验。



一旦自愿带头人组建了团队，创业型领导者开始会发挥领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盲目听从。我们研究的两家公司都支持集体决策。PARC在创立早期就灌输了这一理念。例如，PARC计算机实验室的第一位负责人曾有一句名言，称自己“从未做过技术上的决定，而是整个团队做的”。戈尔公司的一位经理称，“这种公司文化中，人们会经常反驳说，‘我不同意这种方法，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方法行不通的理由。’”他还说，一个好的团队领导者可能会回复说，“好，听起来很有意思，这是新的信息。”因此，创业型领导者需要有足够自信来吸引别人，但如果碰到基于论据的反对意见，也会愿意改变做法。（一些团队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还有一些团队，在讨论了支持和反对的双方意见后，由领导者最后决定。）人们根据项目需要和自己的兴趣而自发加入和离开团队。



这些特质——自信、战略性思维以及吸引力——有利于与公司战略目标一致的新产品开发的想法能够由下而上自由地出现和发展。这些特质能够发扬光大，部分原因是三个长久确立的文化试金石。首先是工作自主权
 。戈尔公司的创立理念是员工对其工作内容和团队拥有极大的选择权，PARC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自由换岗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自发性重新分配员工到新的项目。



第二个试金石是同时下很多小的押注并适时提供资源
 。公司不可能知道哪些想法会成功，所以下很多押注是必要的。戈尔公司和PARC 都有一个集体评估流程，来决定推进哪些想法，确保选择最好的想法，并提供资金支持，而无需长时间等待高层批准。第三个试金石是谁行谁上的领导制
 。两家公司都支持这样的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当领导，不只是正式领导岗位的人。戈尔公司的一名经理告诉我们，所有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参与者都需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应当担负领导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也需要能够辨别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听从领导。这一过程需要谦虚和尊敬，将团队和公司的成功置于个人成就之上。



赋能型领导者

比公司创始人拥有更多经验的领导者（在扁平化公司结构中他们的职位往往也高于创始人）可专注于帮助项目负责人的个人发展，帮助公司克服障碍，与他人沟通，密切关注行业趋势。一些特定技能至关重要。




教练和发展。
 赋能型领导者通常更像是教练或导师，而非传统的老板（而且教练可能也不是他们教导的人的正式经理）。教练通常会提问题，而非提供明确的方向。一个销售经理这样描述他与教练的关系：“他是制造部门的。他对销售一无所知，但跟他交谈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受益匪浅……他引导我到正确的问题。他从来不会说‘我认为你应该往左走’，而是问‘你认为你应该往右还是往左’。”我们访谈的赋能型领导者都知道不要一上来就为创业型领导者解决问题。一位领导者告诉我们，“人们很容易会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来给你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培养依赖性。”



教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团队了解产品开发流程——在这种情况下，赋能型领导者可能会成为更积极的问题解决者。（这类领导者通常是项目团队负责人，对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较深的了解。）戈尔公司一个团队需要动员员工对一个项目的热情，于是一个赋能型领导者帮助项目成员思考如何定位机遇。他让员工参加一个部门团队领导会议，指导他们如何进行展示，如何准备参与的问题，以及从哪个角度最有可能激发团队。



这类领导者还帮助员工思考个人发展问题，将公司需求与员工对更复杂岗位的需求相匹配。由于团队通常是自主形成的特性，这可以是非常直接的工作：如果有人吸引到愿意追随他/她的人，在一个有挑战性的项目上取得成功，人们就会愿意追随他/她到新的项目和更大的任务。赋能型领导者还向员工提供如何改进的意见。




机敏领导力的弊端


这种管理体系是创新和再创造的强大驱动力，但并不适合胆小的人，原因如下：





它确实很复杂。


这些公司由很多变化的部门，很多部门都是自我管理的，这并没有使协调它们变得更容易；在某些方面，反而使协调更加困难；领导者必须相信这种系统会奏效；否则很容易依赖官僚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公司可能很难改变。
 因为PARC和戈尔公司的员工习惯于磋商式、众包式决策，他们有时会对他们认为强加于自己的变革犹豫不决。还有时候，他们可能对变革的缓慢步伐感到沮丧。




这种制度并不适合所有人。
 即使是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也不适应这些公司允许的自主权程度；他们宁愿获得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目标。（PARC和戈尔公司在招聘流程中均会花很多时间来考察文化契合度。）




即使适合某个人，学习这一制度也需要时间。
 PARC和戈尔公司的员工都经历了漫长和成本高昂的社会化过程。






联通能力。
 教练可以在个人成长方面支持创业型领导者，联通能力可以帮助他们体验“创造性碰撞”。赋能型领导者通常比团队领导者对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状况有更广泛的了解，因此可以看到创造价值的机会，并可以发现需要填补的“结构性空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帮助创业者与最终用户联通起来；他们还可以为公司内部的类似或互补性项目提供联通。他们还可以确保不同职能部门——如市场营销、销售和监管合规专家——了解其他部门的最新情况。联通者通常会四处出差，以拓展他们已经很宽的社交网络，联通各个职能和地域的人们。一位经理这样描述产品开发部门的一位具有超级联通能力的领导者。“我们公司有一个人看到所有的产品概念……他不断衡量这些概念，”他告诉我们，“他会说，‘在亚利桑那州、塔帕尼亚以及法国都有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把他们请来一起合作吧。”




沟通能力。
 我们在前文指出，在PARC和戈尔公司，即使是较低层的人员对公司的商业模式也有深入的了解。赋能型领导者投入很大精力通过分享有关外部环境中的新兴机会和变化的信息来确保员工了解最新信息。



最简单的沟通形式是确保公司的一个部门了解其他部门都在做什么（以及所有那些加起来会形成一致性的东西）。当地区优先事项与全球目标不一致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极具挑战性。一位赋能型领导者告诉我们，“我们每年两次与各部门开会，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要做的，你们将如何受益，这是我们正在为你们准备的项目。我们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你们的业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



赋能型领导者还会关注如何在新的业务环境下保持公司价值。这种沟通最奏效的方式是把沟通融入业务对话中，而非作为一个笼统的指示。戈尔公司一位项目负责人说，一位经理正在审查与一家供应商洽谈中的特许权使用协议，这位经理希望立刻知道，“这对他们是否公平？”这个简单的问题强调了戈尔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如果公司的合作伙伴不能生意兴隆，公司也不会生意很好。



还有另外两个文化试金石也对赋能型领导者构成支持。首先，PARC和戈尔公司历来重视信息的快速获取和公司内部的高度互联互通。戈尔公司试图将工厂规模控制在300人以下，以维持社区型规模，最大限度地实现面对面互动和信息交流。随着技术的变化和全球团队的兴起，新的IT和通信工具也促进了互动交流。公司要求大部分员工在入职头六个月内花大量时间在公司内部建立社交网。PARC是全球第一家所有员工都通过电子方式联通的公司。



第二，两家公司都将愿景、价值观和简单的规则作为决策的护栏，正如戈尔公司的经理关心对供应商是否公平。我们注意到，这些决策的护栏通常支持增长、创新和文化价值，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这些护栏还提供了一种管理风险的机制。戈尔公司的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在水线以下戳洞”的原则：如果有什么问题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员工有义务站出来说，“我认为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风险”，然后整个团队就这个问题与相关专家进行磋商。（如果你在水线以下损坏船只，会导致沉船。）



架构型领导者

高层领导者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需要改变公司文化、结构和资源的宏观问题上。



有时候，由于公司所有权或管理结构的转变，游戏规则也需要改变。例如，在2002年施乐公司一次重组中，PARC（当时是施乐的一个部门）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因此需要增加其业务的多样性。公司生存需要新的商业客户、更多政府合同以及投资初创公司，而这一信息是从高层发出的。也有时候，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内部团队对此毫无准备，游戏规则也需要改变。戈尔公司旗下的子公司都没有足够高瞻远瞩到看到在亚洲设立制造工厂的价值，但戈尔公司的高层团队认为，在亚洲设厂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并据此调配了资源。

架构型领导者不仅要应对外部威胁和机遇，还要作为内部运营的管理者。因此，他们可能会放大来自底层的举措，比如戈尔公司的高层扩大了一项提高可持续性的举措，这项举措最初是由赋能型和创业型领导者提出的。他们可能会填补地方子公司没有察觉到的漏洞。他们还可能找到令公司提高效率的方法，比如PARC的高层提出招募一些具有创业兴趣的科研博士的计划。



戈尔公司的高层担心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下降，因此制定了一个“真/胜/值”流程，来帮助创业型领导者，与职能型领导者磋商后，来决定是否寻求机会。这一流程包含三个简单但深刻的问题：




→该产品和市场是真实的吗？

→该产品和公司能在市场中胜出吗？

→该投资是否值得？是否具有战略意义？





[image: ]




最后，由于一些个人团队做出的决策在本地来说是明智的，但对整个公司来说不是最优的，可能需要做出改变。例如，团队通常喜欢开发自己的电脑、人力资源和财务系统，但经验表明，这些职能的分散化会阻碍整个公司内部的协调和协作。



如果要进行重大变革，高层经理可能需要自上而下做出决策，当然这与集体决策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下，领导者需要花时间去解释和倾听。即便如此，一些员工还是会抵制改变，还有人会希望高层“长痛不如短痛”，果断采取行动。面对这样的转折点，架构型领导者除非在公司内部拥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而且公司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也拥有同样良好的声誉，否则可能不会成功。（
参见边栏“萨蒂亚·纳德拉如何重塑微软公司文化”，了解一家公司如何推动变革，变得更加灵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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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如何重塑微软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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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公司任职22年的元老萨蒂亚·纳德拉出任微软CEO，当时微软迫切需要重大重启。
 公司股价停滞不前，产品开发滞后，员工更关注竞争而不是合作。微软当时并非一家灵活的公司。公司需要退出手机业务，并大力投资云计算——但要想成功，公司文化必须从头开始重建。纳德拉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体现了我们在研究PARC和戈尔公司时所发现的公司形式的很多特色，与我们在这两家公司中观察到的文化试金石、领导者教练风格和持续学习能力不谋而合。［艾米尼娅·伊瓦拉(Herminia Ibarra)、阿尼塔·拉坦(Aneeta Rattan)和安娜·约翰斯顿(Anna Johnston)在最近伦敦商学院的一个案例研究中分析了微软公司的文化变革。］

纳德拉用了一个概括的比喻来引导这些变革：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认为，发展一种充满活力、注重学习的文化，关键在于成长型思维，而不是固定式思维。［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他的妻子“强迫”他阅读德韦克的《心态：成功的新心理学》(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在“文化内阁”的帮助下，他宣布了新战略方向的支柱：客户痴迷、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同一个微软”的理念，即每个人都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纳德拉对决策制定、绩效评估以及领导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多项改革。首先，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团队——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团队，既能提出尖锐的问题，又能在做出决定后团结一致地工作。当然，他选择的成员都拥有技术能力，但同样也看重他们是否有同情心，是否尊重所有级别的员工。他想要改变公司领导者与他人交谈和引导他人的方式。他的前任，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采取“精确质疑”方式——有时是激进地拆解他人的论点，这传达了对不完美的不耐烦，并可能制造出一种完全敌对的气氛。纳德拉说，作为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父亲，他学会了同理心。他希望表达好奇心，并假设他可以从交谈对方身上学到东西。他希望其他领导者也这样做。

纳德拉认为，要求10%的员工获得“差”绩效评级的员工排名制度基本上扼杀了公司内部的合作。他取代持续辅导，让当地经理对薪酬有更多的控制权。

他还敦促领导者树立成长型思维的榜样——这意味着当他们犯错误时要承认。在这方面，他也率先发挥榜样作用。在一次关于计算机行业女性的会议上，他建议提问者要有耐心，要“相信这个系统会给你正确的加薪”。不出意料的是，女性员工并不觉得这个建议有什么帮助，而且她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纳德拉没有为自己辩护或等待反对的声音消退，而是告诉员工，他给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答案，并从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

改变微软的文化并不容易，这个过程也尚未完成。但自2014年以来公司业绩非常出色，高层领导者认为，改变公司文化是改变公司命运的关键。



（返回原文阅读）








1加1大于2

我们讨论的文化试金石支持所有三种类型的领导者，它们共同创建了一个具有适应性和自我强化的系统。因为员工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总是有出色的人才可以开创和加入新的项目。因为权力在整个公司分配，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好的项目想法。因为人们在早期就接受了领导力的培训，建立了强大的人际网络，他们学会了如何吸引正确的人。通过将不同部门的人联通起来，交流共同的目标，促进了创造性的思维碰撞，从而将各个孤立的项目转化为协同合作。按需要进行资源的集体分配意味着有前途的项目获得需要的支持。强调明确的、广泛共享的价值观和简短的规则，确保投资决策符合公司的优先原则。



这一系统的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分散化领导制。
 PARC和戈尔公司都有相当数量的员工称自己为领导者，公司文化鼓励他们这么做。因此，这些公司拥有一支随时可以上岗的领导预备队伍，根据形势需要，领导权可以很容易转移交接。



当然，不同类型的领导者总是在相互交流，他们的任务肯定也不是百分之百截然不同的。（例如，我们可以在任何一种类型下包括“战略性思维”和“沟通”部分。）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担任这三种领导职能，但这些职务的变动性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大得多。一个天生的赋能型领导者会联通、沟通和指导他人，无论他的头衔或等级是什么，就像一个杰出的创业型领导者在经营公司时会不断提出新产品的想法。我们看到一些赋能型领导者发起并管理大规模变革活动，而这类活动本来更多预期是由架构型领导者来负责。




人多力量大。
 学者专家经常用“涌现”（emergence）这个词来描述系统层面的秩序来自较低级别聚合的个体交流的这一过程。我们在PARC和戈尔公司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如前文所述，员工自愿（或不愿）加入新产品开发团队是决定项目是否获得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更多人通过后来加入团队来投赞成票，那么资源就会继续流入。时间会告诉我们这种众包策略结合架构型领导者是否比CEO下达决策的方式更有效，但迄今为止确实如此。由于很多人同时在评估环境，与客户沟通，根据他们所见采取行动，因此整个公司非常灵活，能够随时转向。




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流程。
 我们在和领导者讨论这种制度时，大多数人在理论上都同意权力、决策和资源分配应该分散。但实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他们最担心的是公司会陷入混乱。但是PARC和戈尔公司的案例表明，有可能建立起一些流程，这些流程结合在一起，比任何官僚制度都能更好地维持秩序，同时还能支持创新。我们在本文中描述了这些流程，但是我们希望明确它们如何帮助维护秩序。




→由于个人需要被说服去加入一个项目，他们的反馈和疑虑很早就被纳入开发流程，人才就会从前景不太好的项目中流失。

→由于赋能型领导者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新的信息，因此所有人的战略性思维都变得更加灵活。

→由于与商业模式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和简单规则是公司日常对话和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人们不会去往不同的方向。

→集体审查确保投资决策不会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偏好。

→由于项目开始时的押注很小，并且是迭代式再投资，一个糟糕的押注不会拖累整个公司。






我们所描述的
 领导角色、公司文化和系统制约使这些公司在员工中获得了优势，这些优势很难定义，但却非常明显。每次去戈尔公司，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新的，通常是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地方——该公司最近的探索包罗万象，从飞机上提供可靠的Wi-Fi所需的绝缘电缆，到轻便保暖的制鞋材料技术。PARC和戈尔公司都充满惊人的能量和生活乐趣。需要提高新产品成功率并提高员工参与度的公司应该学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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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安科纳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塞利杰出管理学教授，也是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的创始人。伊莱恩·贝克曼
 是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的研究员。凯特·艾萨克斯
 是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的研究员，也是Dialogos Generative Capital的合伙人。（披露：根据一项保护研究人员独立性的法律协议，戈尔公司负担了本项目部分研究费用。）





特写 Feature 企业家精神



初创公司如何不忘初心

THE SOUL OF A START-UP

兰杰·古拉蒂（Ranjay Gulati）| 文

贾慧娟 | 译 刘筱薇 | 校 刘铮筝 | 编辑




初创公司多如牛毛，唯有不忘初心者才能基业长青。本文揭示了初创公司精神的三要素：商业意图、客户关系和员工体验
 ，帮助成长路上迷失方向的公司找回初心。





[image: ]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需要新的系统和结构来管理不断演变的业务。但往往它们会失去创业初期吸引利益相关方的、令他们振奋的初心和本质。




研究


对12家快速增长公司的200多位创始人和高管的访谈显示，“创业灵魂”确实存在，还可以分解为三个主要元素：商业意图（创立公司的理由）、客户关系（明确服务对象及其需求）以及员工体验（允许员工发声和选择）。




解决方案


如果一个公司效仿沃比帕克（Warby Parker）、Netflix和贝莱德（BlackRock），更有意识地思考需要如何确保将这三个要素放在战略和日常运营的优先地位，公司就可以保有初创精神或复兴初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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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公司一个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活力，或是精神。
 公司创始人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公司的早期员工和客户也能感觉到。这种活力激励人们贡献自己的才能、资金和热情，并培养了一种深层联系和共同目标感。只要这种活力持续，员工就会保持高度的参与感，公司就可以保持敏捷，激发增长。但当这种活力消失时，公司就可能衰退，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消失，感觉到公司的独特之处不复存在。



我从一位《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口第一次听到了“初创公司的灵魂”，他试图在自己的公司中重振这种精神。很多大公司都开展寻找和复兴企业初心的行动，这反映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企业在成熟壮大过程中，很难保持初心。创始人和员工经常将企业精神和文化相混淆，特别是跟通宵工作、弹性职位描述、穿T恤上班、比萨、免费饮料和大家庭感觉的自由风气相混淆。只有当公司精神衰落时，他们才会注意到，并且特别怀念初心。投资者有时会无视一个公司的情感核心，强迫公司“专业化”，要求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做出反应。试图恢复“创业思维”的企业往往采取一种表面化的方式，只试图解决行为规范，但不能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过去十年来，我研究了十几家快速增长的初创公司，对它们的创始人和高管进行了200多次采访，试图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我发现，尽管很多公司难以保持初心、创造力、创新性和创业激情，有些公司却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和利益相关方维持紧密关系，确保他们的公司继续发展壮大。创业者、咨询顾问和学者经常强调，随着企业的壮大，企业需要建立结构和系统，但往往忽视了保持企业精神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两者兼顾，也应当这么做。通过努力和决心，企业领导者可以培养和保护企业中正确和真实的核心。



探寻企业精神

初创公司是否有灵魂？企业投资者和创始人持不同观点，这似乎并不奇怪。我在研究中发现，有些风投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的高管往往认为企业精神无关紧要，或仅是错觉。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聘请职业经理人对其投资的公司进行严格的流程管理。



相比之下，尽管不能确切地描述到底关乎什么，但大部分创始人认为他们创立的公司不只关乎公司的使命、商业模式和人才。例如，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在他的《一路向前》（Onward）一书中这样描述星巴克的企业精神：“我们门店和伙伴（员工）的最棒之处在于，他们合作创建了一片乐土，一种令人振奋的舒适感和关联感，以及对咖啡和我们所服务社区深深的尊重。”我采访的另一位公司创始人认为，“对顾客和公司的忠诚”是让他的公司成为伟大公司的“核心特质”。第三位创始人称他的公司本质是“围绕一个宏伟目标和一套共同价值观建立的共同目标”。一些初创公司的早期员工告诉我，他们对公司有强烈的认同感，塞巴斯蒂安·容格尔（Sebastian Junger）在《部落》（Tribe）一书中将这种认同感称为“忠诚感和归属感以及人类对人生意义的永恒追求”。



我确信这些最了解自己公司的人心中有一个信念。在各种宗教中，人的灵魂往往被描述为“真我”。印度教称之为“atman”。犹太教称之为“neshama”。虽然基督教神学家和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灵魂争论不休，但很多人相信灵魂，并相信灵魂不朽。我采访的几十位公司创始人和员工也有同感，认为他们的公司有一种“真我”，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与这种“真我”存在交集。



企业精神的维度

我开始思考，是否可能发现这种吸引利益相关方并促使企业成功的灵魂具体包含哪些要素。换言之，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初创公司的领导者真正需要保留企业的哪些方面？



调查发现了三要素——商业意图、客户关系和员工体验。这些元素共同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鼓舞人心的工作环境，不仅包括为了约束员工行为而制定的公司文化规范，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激发了一种不同的、更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表现。这三大元素塑造了工作的意义，赋予工作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交易。员工与激动人心的愿景、与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的概念以及与工作带来的独特回报产生共鸣。人们与公司建立情感纽带，这些纽带给公司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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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





摄影师多尼斯·道尔蒂（Dornith Doherty）花了十天时间使用X光机捕捉从全球种子库中选取的种子和植物样本的美丽之处，完成了她所称的“伊甸园档案馆”（Archiving Eden）项目。






商业意图。
 我研究的所有初创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意图。通常这一“商业意图”源自创业者，创业者再跟员工沟通，说服他们放弃稳定工作，选择加班和低薪的职位。尽管很多因素——包括希望最终获得巨大回报——促使我采访的这些人加入他们的公司，但所有人都有一个更崇高的愿望，希望以某种方式“创造历史”，成为宏伟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打造一个企业，可以改变产品或服务的创建、分配或消费方式，进而改善人们的生活。很多初创公司确立了公司使命或经营范围，但我所说的商业意图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是指企业存在的理由。



以Study Sapuri为例，这家日本公司创立于2011年，隶属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息服务和猎头公司Recruit Holdings。山口文洋（Fumihiro Yamaguchi）当时是加入Recruit相对不久的新人，他寻求扭转该公司下滑的教育业务，想出了一个计划，创建帮助学生获取大学入学考试免费指导材料的网站。向负责内部创建新公司的部门提出该计划时，他解释说，这个网站将通过帮助更多人获取学习材料，解决日本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这一意图与Recruit长期以来为社会创造新价值的公司使命一致。



Study Sapuri自创立以来不断发展，但始终坚守初心。公司曾宣传自己的服务是高考辅导服务，以及高中老师为学生补习所使用的工具，公司还扩大了服务内容，包括小学和初中辅导材料以及私教服务。2015年4月，Study Sapuri通过其母公司收购了Quipper，后者主要在东南亚市场提供类似服务。Quipper的创始人渡边雅之（Masayuki Watanabe）曾表示，他喜欢这项交易是因为Study Sapuri的商业意图：“我们相信学习是人人应享有的权利，而非特权。我们两家公司对此拥有共识。”公司的高管也持同样观点。“我被公司解决这些问题的理念所吸引，”一名员工告诉我，“我加入公司的初衷就是为顾客提供真正的价值；用户和他们的父母可以真正看到他们的学习能力在提高。”到2019年初，Study Sapuri已成为Recruit教育业务的核心品牌，拥有59.8万付费用户。




客户关系。
 密切的客户关系也是我所研究成功公司的突出特点。公司创始人和员工都非常了解他们产品和服务目标客户的想法和需求，并且感到与客户有亲密的个人联系，从而能释放出他们的能量和创造力。耐克公司（Nike）在创立初期，将销售代表派到全美各地，不仅仅去推销球鞋，还采集购鞋者的反馈并发回总部。这些销售代表称为Ekin（是Nike的倒写——译者注），因为他们既要输出，也要输入和公司产品相关的信息。很多Ekin，包括联合创始人兼CEO菲尔·奈特（Phil Knight），都非常热爱耐克品牌，甚至在脚上或腿上文了耐克的对钩商标。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的公司使命一向是，通过计算机化操作平台灵活预期市场趋势和降低风险，进而改善客户的理财状况。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一再强调公司与客户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承诺的表现之一是，芬克在公司创立早期就决定贝莱德永远不会做自营账户交易。尽管很多其他公司都做这种交易，自营交易往往盈利非常丰厚，但也可能导致利益冲突。“诱惑非常大，”芬克解释说，“但如果我们做自营交易，就不能说我们是客户的委托人。”



贝莱德专注于客户的做法给公司带来竞争优势，使公司能够吸引更多资产，同时成为激励员工的口号。 “如果不谈论客户，你就无法进行交谈，因为那是关键所在。”一名员工说。 另一名员工强调了公司对同理心的重视：“一旦我们真正了解客户的需求，我们就可以运用专业知识了。”第三个人谈到了“特别简单明了”的想法：“帮助真人……建立更美好的财务未来。”在最近的一项敬业度调查中，贝莱德超过80％的员工表示，他们受到激励，表现超出工作基本要求。




员工体验。
 我的研究揭示了初创企业无形本质的第三个维度。这个维度与工作经验本身相关。与刻板印象不同，让成功年轻公司脱颖而出的并非“有趣”或者“疯狂”的文化，而是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不同寻常的创造力和自主性，从而促成了更高参与度和更好结果。在阐明了他们的商业意图并强调客户关系之后，领导者向员工提供了我所说的“框架内自由”——在明确的界限内自由运作——以及影响关键决策的机会，例如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开发什么样的产品。通过“发声”和“选择”，员工更重视他们的工作，并与同事和公司本身保持紧密联系。



自2010年成立以来，眼镜零售商沃比帕克一直强调员工体验。公司要求团队成员自主思考，并且谋求有主见的人才。一位高管告诉我，员工不需要“每天与经理见面”才能完成工作。个人化的表达和坦诚、有创意的意见会受到重视；员工并不觉得需要自我审查。联合创始人尼尔·布鲁门萨尔（Neil Blumenthal）还建立了一个“倡议”系统：每季度员工都可以推销自己的技术创意，并且每获得表彰——蓝脚鲣鸟奖（the Blue-Footed Booby award）——表彰那些践行公司核心价值观的员工。



我发现，其他许多明智的公司都开展让员工发声和选择的项目。一位公司创始人拥有一家超过500名员工的公司，并且公司发展迅速。他将所有新员工分配成五人团队，并且要求每个团队花费三个月的时间来建立一个可能颠覆公司某项现有业务的新业务。然后，参与者可以决定继续实施这一想法，还是在公司中寻找不同的岗位。该公司推出的许多新业务都源于该项目。



组织精神如何消失

在我研究的一些公司中，投资者的干预、领导者自己的行为，或二者之合，导致初创精神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消失。在追求增长时，负责人要么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曾拥有的精神，要么不知道初心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生存的迫切需要以及扩大业务的压力导致他们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年轻公司经常会进入疯狂扩张的模式。他们的领导者精于战略，可以迅速且反复做出调整。如果核心商业意图保持不变并且能够继续传达下去，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领导者的焦点转移可能会产生问题。他们变得过于迷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太在乎赚钱，已经不能再去倾听客户和员工的声音，也不会再与他们合作。



如果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推行行为准则和秩序，确实往往会失败。正如我和其他人的研究所表明，他们需要添加正式的系统和流程，并聘请职业经理人。如果一切做得都很周到，就会非常有成效——早期利益相关方都能提出意见、每个人牢记公司的商业意图，客户关系和团队经验得以维持。但这样做会带来危险：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和“新鲜血液”会让员工感到窒息，让顾客们感到脱节，甚至让组织的创业才干消失。我采访了几位经验丰富处于“成长阶段”的CEO，他们被聘请来取代公司的创始人。尽管他们有着最好的意图，却迅速压制了这些企业的精神。



例如，2011年印度手机制造商Micromax的四位创始人向更有经验的高管移交了公司的控制权，使公司的战略规划、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和其他职能实现了专业化。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化既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带来了一系列的业绩增长。但公司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许多员工认为，他们失去了直接进入高管层的机会，也失去了对客户的真正洞察以及明确的推动目标——也就是说，他们认为Micromax失去了灵魂。创始人也开始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安。当这种紧张局势在2013年达到沸点时，他们决定重新介入。后来，他们将控制权又转交给了另一个外部经理人团队——结果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通常只有在危机出现时，人们才会注意到公司的灵魂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最近，Facebook和优步（Uber）都公开向客户道歉，因为公司迷失了方向。在2018年，数百名谷歌员工要求该科技巨头搁置一项搜索引擎开发计划，“我们中许多人在接受谷歌职位时，把公司的价值牢记心中，”他们在致该公司的信中指出，“包括……理解谷歌是一家愿意将价值观置于利润之上的公司。”



保留精神

找到中间立场是可能的。高增长、有活力的公司可以增添结构和行为准则，同时仍保留富有意义的关键三要素。



随着Netflix的业务范围由DVD邮寄服务（DVD-by-mail）转向下一个领域，该公司从视频分享转型到影视制作，同时还将其模式从美国出口到世界各地。很难想象，一个组织经过非常多的深刻变化后，仍然能够保留原有的本质。但Netflix做到了，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举措符合公司的核心意图——成为全球最佳的娱乐分销商，帮助全球的内容创作者找到受众。他们还大力支持自己的品牌承诺，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为供应商提供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为投资者持续增加盈利，以及为员工提供获得巨大影响力的机会。



该公司心系观众，创造了许多革新性的新产品，包括非常成功的原创内容。它保留了员工的体验：管理者提供有关组织及其运营的基础，然后让员工自由地做出明智的决定。首席人才官杰西卡·尼尔（Jessica Neal）认为，公司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认为，你真的很擅长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不会强制要求你如何去做，但我们信任并授权你去完成伟大的工作。”内部招聘人员雇用符合这种文化的员工，并培训他们进行探索。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和其他领导人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员工发声和选择。他们取消了休假时间的限制，用常识指导取代了正式的人力资源规定，鼓励坦诚的反馈，并开放了决策过程。“与每个人进行对话都会产生很多想法。”尼尔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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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研究的其他成功初创公司一样，Netflix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既有执拗的地方，也有灵活的方面。在某些领域，公司坚决认为，没有什么不可尝试，所以会在必要时放弃或改变计划。但在涉及商业意图、客户关系和员工体验时，Netflix绝不妥协，多年来一直维持和不断加强这些要素。Netflix未雨绸缪，成功守护了自己的灵魂。



即使初创企业精神的三要素之一已被侵蚀，公司依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沃比帕克的计划。随着员工队伍的扩大，新管理层的加入，公司领导者谈到了保留“小公司的感觉”。该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以前曾帮助选择优先考虑的项目，但现在只是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重新创建从前的员工体验，该公司开发了“Warbles”计划。该计划要求工程师建议并倡导新的技术方案，例如更改网页和改进订单处理的工作流程，然后由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核并投票。该方案还强调了意图。“对于方案提出的每项工作，我们要求员工附上与战略目标相关的指标。”联合创始人戴夫·吉勒博阿（Dave Gilboa）告诉我。此外，虽然项目根据得票数进行排名，但工程师可以选择列表中任何符合他们的优先级并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项目。“如果这是一项他们乐于学习的新工作或者新技术，我们赋予他们自由。” 吉勒博阿说。首席软件工程师亚当·扎罗斯基（Adam Szatrowski）补充说：“这就是自主性的亮点。”



当企业灵魂受到严重伤害时，创始人有时会重返企业修复它。2008年，霍华德·舒尔茨重新担任星巴客CEO一职，正如他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他“感觉到星巴克品牌固有的一些东西不见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公司重新焕发生机。值得注意的是，他召集了一次场外会议。在会上，领导们对该品牌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并且着重讨论了客户关系。正如他告诉团队的那样，“我们在思考中只须过滤出这些问题：会让我们的客户感到自豪吗？会让客户的体验变得更好吗？会增强星巴克在顾客心目中的形象吗？”几周之后，当他向投资者提出转型计划时，他激发了公司找回最初商业意图的想法。他说：“在座的人相信一个年轻企业家的梦想：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国民咖啡品牌，我们也可以建立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司……现在是时候说服你们和许多其他人……再次相信星巴克。”




保护组织的灵魂
 不容忽视，与管理和股权分割等关键决策领域同等重要。Netflix、耐克、贝莱德、沃比帕克、Study Sapuri和星巴克等公司都从初创企业起步，并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它们的创始人守护了让公司从一开始就卓越不凡的灵魂。从长远来看，强大精神将会吸引并激发各利益相关方。即使在建立流程、行为准则和专业化之后，公司也应该继续努力，保持商业意图、客户关系和员工体验的三位一体。这不仅是增长的秘诀，也是伟大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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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竭尽全力为公司效力，但仍然被业务部门诟病为浪费资源、削弱企业竞争力。因此职能部门必须制定清晰、专注且明确的战略，以加强并保护公司区别于竞争对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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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业务部门眼中，企业职能部门越来越成为浪费资源的代名词，和一线的项目争夺资本，侵蚀企业竞争优势。




原因


企业职能部门通常不会为企业需求定制战略，结果导致资源过度分散，或者不管是否对企业整体战略有所助益，过度投入自身发展。




解决方案


领导者应当参与战略制定，并先弄清楚：从日常活动的选择标准判断，所在部门目前的默认战略是什么？企业其他部门的战略优先级是什么，本部门对它们来说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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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何处入手？”斯蒂芬问道。




他不久前刚被一家大型多样化成衣公司任命为创新部门负责人，公司请他在这家颇为传统且专注运营的多品牌公司构建创新文化。因此，我们为他牵头的创新研讨会刚一结束，他立刻问我们从哪里着手为宜。



我们的回答是：战略。首先，认真考虑并罗列出创新部门面临的关键性选择。我们解释道，这有利于让他的团队了解迄今为止部门的发展方向和过程。他翻了个白眼，“我们的团队不需要战略。”他说，“各个品牌都热爱我们。它们知道自己离不开我们。制定战略是浪费时间，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多到应付不过来，已经手忙脚乱。”



没错。这正是从制定战略入手的最佳原因。斯蒂芬团队的工作已经多到应付不过来了。他已竭尽全力为公司效力，但却难以为继。在团队尝试服务每个人，做所有事的过程中，工作难免出现疏漏。作为部门主管，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做出战略选择：关于团队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制定优先级以及放弃哪些工作。但其实不做选择就是他的选择。结果就是，他的团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业绩。



我们在为不同行业的数十家公司（其中一些公司文章中会有提及）做咨询的过程中，反复见到这样的态势。多数公司认可企业和业务部门需要战略这一说法。领导者们也许并不擅长制定或执行战略，但至少承认，清晰阐明公司及业务如何以独特方式赢得竞争，这事有价值。但对于企业职能部门，IT、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等共享服务机构来说，战略需求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很多公司仅仅是设立了这些部门，根据业务部门所要求的规模和方式提供服务。



这样做是不对的，要知道这些部门还在不断烧钱。[
见边栏“销售总务管理支出（SG&A）攀升”

 ]。如果各部门不是有意识地去采取战略这一做法，将会不可避免地默认接受两种无意识的组织和文化模式之一，无论哪种，都可能会让它们成为企业绩效的拖累，而非助力。接下来，我们将描述这两种下意识的战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损害企业绩效，并给出战略制定流程，帮助职能部门实现和企业及业务部门的战略统一。



无论你喜欢与否，

每个公司都有战略

关于战略，有个无人透露过的秘密：每家企业都有战略，无论有没有白纸黑字，也不管是不是来自战略规划流程。你可以从机构所作所为推导出战略，因为战略本质，就是你在达成目标时的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逻辑。目标可能隐性，可能随时间不断变化。大家可能未经讨论和探索就进行了选择。行动也许并未达成目标。尽管如此，战略依然存在。



如果公司财务规定，所有投资在七年内必须有现金偿付，这就是一种战略选择。公司下注于相对短期的利益，认为快速回报比更长期投资的潜在回报更大。



当IT部门决定将应用研发外包时，就已是做出战略选择。它认为，通过外包降低成本，比自己研发应用，在创造价值方面更高效。人力资源将全球招聘流程标准化时，亦是一种战略选择，选择通过统一方式追求规模化优势，放弃了区域定制的好处（例如灵活性及适应本土文化）。



如果在做出这些选择时，职能部门没有明确的战略，这重要吗？我们认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这些职能部门会落入至少一种具破坏性的战略陷阱：




遵循业务部门的要求。
 我们将其称为奴仆战略，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各职能部门要随时为业务部门效力。或者正如一位CEO告诉我们的，“业务部门制定战略，职能部门负责支持。”对很多管理者来说，这种观点从直觉上来说没有问题。一家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因此，负责产出和服务的业务部门理应主导企业战略。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职能部门也在为客户服务：享受它们服务的正是业务部门。无意识地采取奴仆战略的职能部门，成了所有人面前的万金油。结果就是，部门工作过劳，但效果不佳。它们变得缺乏差异化、被动、在公司失去影响力，难以获取资源。它们难以招聘和保留人才，因为没人想在公司里可有可无的部门工作。



采用奴仆战略的企业部门时刻要面临被裁员的威胁。这些部门资源过于分散，以至于难以服务好任何业务部门，有时会刺激业务部门自己设立相应职能岗位，或到外部寻求更高效（或至少更低廉）的服务商。




职能部门优先。
 奴仆战略会让本部门员工深陷泥潭，难怪很多职能部门领导，特别是大机构的领导会选择另一种极端方式，在权力和重要性方面，对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一视同仁。



这种霸权战略中，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将所在部门的工作置于中心，几乎不关心是否满足公司业务需求或符合企业整体战略。IT部门创建卓越的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中心，因为这是近年来IT的大势所趋。风险合规部门围绕风险评估搭建起庞大机构，然后抓住一切机会，插手企业决策。财务部设立了复杂的申报系统，随之产生海量财务数据，但这些数据对业务部门的工作可能至关重要，也可能毫无帮助。



我们见过的，所有采用霸权战略的职能部门领导者，都声称自己的举措有利于公司和业务，但鲜有证据支持，只能以本部门优秀的标杆企业为例：IT以谷歌为标杆，财务向高盛集团看齐，采购部门和物流以沃尔玛和联邦快递为榜样。它们效仿这些企业，完全不管所在公司的战略和这些标杆企业是否相似。同时，挫败的业务管理人员抱怨，职能部门分走了企业资源，用于对企业市场竞争力毫无帮助的活动。



结果也在意料之中，职能部门变得很像垄断企业，服务自身多过客户。从某种层面说，职能部门本身就是垄断的：高管往往禁止或不鼓励业务部门采用外部服务商。但问题是，霸权战略的职能部门很容易陷入传统垄断企业最糟糕的情形：自满、傲慢和僭越。和垄断企业一样，它们也迟早会遭到抵制。



但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企业职能部门往往对公司竞争优势贡献巨大。例如，宝洁公司的客户洞察和分析部门，帮助宝洁更好地理解顾客，构成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并影响了公司的战略选择。另一家纸张及包装品制造商WestRock的物流部门是公司创新核心，其灵活定制化的快递方式让公司拥有了竞争优势。



以这些企业为榜样，职能部门必须抛弃无意识战略，改为制定清晰、专注且明确的战略，旨在加强并保护本公司区别于竞争对手的能力。



职能部门

如何制定高效战略

在确定问题，制定战略时，职能部门的管理者首先应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日常工作的决策来看，职能部门目前默认的战略是什么？



第二，公司其他部门的战略优先级是什么，本职能部门是否起到关键作用？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职能部门的领导会被迫认清现实，看到当前战略是否奏效（无论默认还是明确的战略）。也许在职能部门和公司整体战略间有断层，所以才让职能部门的决策和企业需求脱节。对公司所有部门“予取予求”，可能会导致职能部门低估那些对公司成功最关键的部门的需求。或者，该职能部门并未帮助企业发展出实现战略应有的能力。



尽管从战略入手至关重要，但不要过度纠结上述问题。企业往往忍不住去做大量研究，详细记录机构和竞争对手的职能部门所做之事等。然而，探索解决之道，比沉迷于分析问题更有价值。一般来说，几位明智员工花几小时讨论一下，运用已知知识应该能很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例如，汽车公司高管并不需要深度分析，就能找出安全性、可靠性、品牌推广和设计中哪个是公司的主要挑战。



一旦职能部门就现状达成一致，接下来就可以思考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需要回答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阵地在哪儿？
 对职能部门来说，这一问题相对清晰。领导者必须找到公司内部自己的主要客户（应当是对公司整体战略最重要的部门），以及该部门对这些客户最核心的服务（应当和公司竞争优势密切相关）是什么。这些服务中哪些将被外包，哪些该由内部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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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人力资源部门发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整体缺乏设计人才。也许人力资源认为其主要客户是各业务部门的CEO，其核心价值服务是招聘并培养年轻设计师，其核心能力是发掘设计人才。



人力资源也许会将学习培养工作，外包给一流公司和设计学院，并依靠外部机构完成行政招聘和培训工作。



不同职能部门在选择工作重点时，会关注企业战略的不同方面。例如，一家数字平台公司，希望在中国和亚洲大举扩张，人力资源部门应主要关注这一问题，但公司的风险合规部门大概更应关注欧盟规定，任何政策变更都会威胁公司核心业务。




何以取胜？
 对企业或业务部门的战略官来说，决定制胜战略相对直接：为主要客户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价值定位。通用电气公司需要思考如何为企业客户提供比西门子公司更好的价值；可口可乐公司需要为软饮顾客提供比百事更好的价值。在这些案例中，找出竞争对手并非难事，公司可以通过观察对手的产品和市场定价，研究其财务报告，分析其价值定位和商业模式。



但对职能部门来说，弄清如何制胜有难度。并非每个职能部门都能轻松找到自己对企业的相对价值。尽管威瑞森公司（Verizon）也许可以轻松比较自己的网络部门和德国电信（T-Mobile’s）的网络部门提供的价值，但在对比两家公司人力资源和财务部的相对价值时，也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况且，一家公司的职能部门和同行业其他公司的职能部门并无直接竞争，因为竞争的两家企业战略可能截然不同，需要的业务能力也不同。



也许人力资源部门对一家公司来说至关重要，但对另一家公司财务部才是重中之重。前者不会想要以后者的人力资源部门为标杆。只有当公司战略相似时，两家公司的职能部门才有比较价值。同样，人力资源和财务部也没有对标的意义。合适的标杆往往是外包服务商。



职能部门在思考如何调整工作重点并取得胜利时，应当从中总结一些有别于现行战略的可行战略。这时，团队必须做出选择。谁也不知道几个潜在战略哪个最合适，但脑中有了这几种可能性后，职能团队的领导可以问问自己，每个战略的成功需要哪些先决条件？



领导者应当弄清楚需要的能力和系统支持，并询问公司在什么条件下会投资打造这些能力。清楚知道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设计测试和试验，进一步缩小选择范围。



为了详细说明企业应如何制定这类战略，我们以四季酒店及度假村集团的人才管理方式为例。



四季酒店

的人才战略

数十年来，四季酒店的战略核心一直是以服务定义奢侈：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心情愉悦。

集团创始人伊萨多·夏普（Isadore Sharp）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公司雇员推动其战略制定：“（我们的长期员工）不仅关注自己的工作，还很关心顾客的舒适体验及自身提高这种体验的能力。而四季酒店在吸引、培养、激励和保留这类人才方面的能力，让四季的文化成为罕见优势。”



四季酒店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确在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我们按照前文所述的职能战略分析夏普和人力资源团队所做的事，便能发现他们是如何找出问题，并做出选择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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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问题。
 和多数服务行业一样，酒店业的人力成本占运营支出的一大部分（目前约一半）。因此，多数酒店连锁集团将员工视为应尽量缩减的成本。也难怪，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该行业2018年的年化员工流动率为73.8%。



由于一线员工流动率很高，多数大型连锁酒店会将重点放在网罗优秀的总经理上（任职时间可能较长），然后设计流程，每年快速招聘大批新手员工。很少有酒店会在保留一线员工上花力气，因为觉得徒劳无功。高离职率被视为一种必然。大家转而通过削减成本解决员工问题：减少员工工作时间，通过标准化提高生产率等。



夏普初入酒店业时，也在运营中见到上述情况，但他开始逐步改变现状。彼时，酒店连锁集团往往以空间定义奢侈：建筑恢弘，以极高标准竣工，装修风格奢华，服务风格逢迎谄媚。夏普认为，奢华并不仅关乎空间，还有酒店服务客人的方式。而一线员工则是提供这种新式服务的关键：让客人感到暖心、热情、宾至如归。



当时标准化的酒店人才战略（认为一线员工的高离职率难以改变，只能尽量缓和；仅在保留和培养总经理级别的管理人员方面投资）不再适应夏普对公司的新愿景。



随着公司壮大，人才团队需要进行一系列选择，配合公司战略，构建一线人员的服务能力。


找出工作重点和制胜之道。
 四季酒店的人才团队将一线员工视为内部客户，专注于通过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方式招聘、保留和激励这些员工。夏普不再通过筛选简历或由第三方招聘机构选拔人才，而是集结必要资源，为应聘者进行五轮面试——最后一轮由酒店总经理进行，这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聘用。这一流程从整体上确保酒店员工在入职前，经过了公司更深入彻底地调查了解，根据态度而非经验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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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团队还延长了员工任期，初级岗位成为较长职业生涯，而非死胡同的起点。这带来了良性循环：如果四季酒店的平均员工任期接近20年，人才团队可以在招聘、培训和嘉奖方面，以竞争对手的10倍资源投资每位员工，而后者的员工平均任期为一年甚至更短。结果是，四季酒店整体上无需增加人力投资，但获得了更有经验和训练有素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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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总务管理支出（SG&A）攀升


我们通过追踪企业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0中关于销售、总务和行政管理支出（SG&A）数据，量化其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参考这一指数，我们能大致看出现代大型美国企业的部门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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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在夏普的带领下，四季酒店的员工更开心、更忠诚、更有能力、任职时间更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为顾客提供更出色的服务，赚取行业内最高溢价。公司设计了严格的体系，确保服务能力始终在线。公司将聘任流程固定下来，并在旗下酒店推广。其培训系统成为业内传奇。

在夏普的带领下，四季酒店如日中天，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豪华连锁酒店。其人才战略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



支持部门

的战略规划

并非所有职能部门的战略，都像四季的人才战略这样和企业竞争优势紧密相关。若两者关联较弱，仍有必要理解职能部门在帮助企业取得成功时，该如何做出选择并明确所扮演的角色。简言之，支持部门应当高效运营、注意成本效益，使企业能将资源用于提高竞争优势的部门。如果支持部门做了错误选择，会将企业整体战略置于风险之中。



以典型的风险合规部门为例。一些企业的竞争优势之一，是优越的风险评估和管控能力。但对多数企业来说并非如此，即使该部门对企业存续非常关键。对典型的风险评估部门来说，可以从很多方面定义战略问题。也许关乎标准：我们该如何确保企业有足够的合规培训，避免出现灾难，让企业远离负面热搜？或者围绕利益相关方：我们该如何帮助企业树立在投资者心中的声望？或者我们该如何帮助管理者理解并量化运营风险？



职能部门可以选择服务对象及服务内容。例如，部门可以选择服务一线雇员或业务部门领导；CEO或董事会成员。也许这些都是其潜在客户，但职能部门必须决定，自己要争取的核心客户是谁。例如，一个视企业健康安全问题为主要风险的合规部门，可能要重点服务工厂管理者，为这些进行运营决策（决定工厂布局，或挑选设备）的管理者提供专业知识，或为工人提供合规培训。



制胜之道也同理。针对担忧安全问题的决策者，合规部门可以与其建立互信关系，这种关系求质不求量，这样才能让高管决策层将其视为值得信赖的伙伴。或者，该部门也可以创造个性化的网络员工合规培训，以高强度、易规模化的形式进行，决策者可以在不大幅增加成本和时间的情况下，提高风险意识培训的次数。传统培训和市面上的培训软件则难以做到这点。




职能部门不必
 成为企业主导部门的奴仆，也不必急于圈地为王。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一样，可以利用战略指导并规范行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供更多竞争价值。职能部门每天也需要面临众多选择，有了指导性的一致战略，它们也能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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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如何在连贯性与革新性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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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电影行业，续集不论在口碑还是票房方面，都很少能超越原作。所以创作系列电影非常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


制作续集时，制片人在保持连贯性和革新性的平衡上宁求稳妥，不愿涉险。但结果是回报不断减少。




解决方案


漫威电影宇宙或许是史上最成功的系列电影帝国，其找到正确平衡的方法包括：1）选择有经验的无经验者；2）稳定的核心团队；3）不断挑战公式；4）培养客户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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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在2018年2月上映的26天内，票房超过十亿美元。





仅仅十年间，

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s）

就重新定义了

自己出品的系列电影。


漫威的22部电影已获得17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比历史上任何系列电影的收入都多。与此同时，这些电影在烂番茄上的平均支持率高达84%（票房收入最高的15部电影平均支持率为68%），平均每部电影获得64项提名和奖项。今年春季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大获好评，并因观影需求过大，迫使在线电影票零售商彻底检修自身系统来管理请求数量。



漫威总裁凯文·费奇（Kevin Feige）在《综艺》（Variety）杂志上给出的解释似乎颇为简单：“我一直都坚信要扩大对漫威电影的定义。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再次观影，我们尝试做意想不到的事，而非仅仅遵循既有模式、模型或公式。”秘诀似乎是，在创作新电影和保持连贯性之间找到正确平衡，让所有电影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家族”成员。



真正实现这种平衡比嘴上说说要难得多。要想用一部成功电影支撑起整个系列，是相当困难的：2017年票房成绩最差的八部大制作电影中，有六部是为了拍成系列电影。即便第一部电影票房不错，续集通常也不能延续好成绩：多数系列电影在推出第一部电影后，影评分数会逐步下降，而且这种趋势往往还会体现在票房成绩上。《钢铁侠》的导演乔恩·费儒（Jon Favreau）称：“这些系列电影在推出前两部后，就很难再激起水花了。从历史来看，第二部会到达巅峰。”皮克斯（Pixar）CEO埃德·卡特穆尔（Ed Catmull）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将电影续集形容为一种“创造性破产”（creative bankruptcy）。这也许解释了为何皮克斯只为四部电影制作了续集。



到目前为止，漫威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公司在推出22部电影后，依然能够继续革新对漫威电影的定义。《黑豹》2018年初上映时创下票房纪录，影评家称其为“翻天覆地的改变”和“独创性的优秀影片”，是“对现实生动且极具说服力的映照，同时夹杂着对社会的批判”。正如泰·布尔（Ty Burr）在《波士顿环球报》中所讲，“这部电影对超级英雄类型片的颠覆并没有到彻底改造或重焕活力的地步，原型、惯用套路等等都被保留下来，所以还是有观众渴望的元素……但《黑豹》并没有与同系列电影有高接触点，更像是一部独立作品。”其他影评家也表示，不知为何，毫无疑问这部电影依然是漫威作品。



漫威为何能融合连贯性和革新性，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收集了截至2018年底发行的20部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简称MCU）电影的数据，分析了对多位制片人、导演和编剧的243次采访和95次视频采访，以及主流影评人的140个评论。我们对每部电影的剧本和视觉风格进行数字分析，并调查了1023名演员和25853名幕后人员的工作关系网。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漫威的成功源于四大关键原则：1）选择有经验的无经验者；2）稳定的核心团队；3）不断挑战公式；4）培养客户的好奇心。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探讨上述原则，介绍漫威的实践方式，以及公司对自身在不同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复盘。



1.选择有经验的无经验者

在电影中，选人对最终成果的影响巨大。正如俗话所讲，“之前表现是对未来表现的最佳预测”。有趣的是，漫威影业反其道而行：公司雇用导演时，会在其没有任何专长的领域寻找经验丰富的人。



15个MCU导演中，只有一个人有执导超级英雄类型片的经验——乔斯·韦登（Joss Whedon）曾协助撰写电影《X战警》的剧本，并为漫威创作了广受好评的漫画书故事线。但这些导演在莎翁剧、恐怖剧、间谍剧和喜剧等其他类型片方面则有很深造诣。他们往往是拍独立制作出身，过去的经历让他们能够给每一部电影都带来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基调：《雷神2：黑暗世界》带有莎翁剧的色彩；《蚁人》是抢劫片；《美国队长2》是间谍片；《银河护卫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太空歌剧。更重要的是，多数导演都习惯于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拍摄，他们在拍MCU电影之前的预算大约是MCU预算的七分之一。



典型例子是漫威影业2008年出品的第一部电影《钢铁侠》。选费儒作为导演、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作为主演算是下了双重赌注。费儒拍独立电影出身，他之前拍摄的小成本电影赢得不错口碑，包括《全职浪子》《圣诞精灵》《勇敢者的游戏2：太空飞行棋》。费儒以塑造有趣人物和撰写机智对话而闻名，但没有制作超级英雄动作大片的经验，而这种类型片都有酷炫的视觉技术。唐尼已经证明了他是真正的杰出演员，在《卓别林》中表演尤为亮眼，但他同样有吸毒成瘾的恶名，而且从未在动作大片中担纲主演。这两人既带来经验，又毫无经验，结果如《钢铁侠》另一位主演、好莱坞资深演员杰夫·布里吉斯（Jeff Bridges）所讲，整个制作有时感觉像是“一部两亿美元的学生电影”。



但这种组合真的起了化学反应。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这样评价这个组合公式中经验扮演的角色：“托尼·史塔克是从唐尼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提炼出的画像：玩世不恭，古灵精怪，常常自嘲和说俏皮话。唐尼可以穿着那一身盔甲，同时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说话，这本身就说明了乔恩·费儒做出了怎样的大胆决定。”伊伯特接着解释费儒缺乏超级英雄类型片执导经验的好处：“很多重金打造的公式化史诗级电影在结束前半小时，就放弃了讲故事，直接让观众看特效。这部电影的情节则非常巧妙，不论撞击的声音有多响、爆炸的破坏性有多大，你还是能看到生动的故事。”



漫威在其他电影中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银河护卫队》的导演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以制作小成本恐怖片而成名。冈恩明智地挑选了电视喜剧《公园与游憩》中自称“牵狗肥佬”的演员克里斯·帕拉特（Chris Pratt）扮演超级英雄，而且整部电影都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歌曲。塔伊加·维迪提（Taika Waititi）拍搞笑喜剧和做人物形象研究出身，没有执导超级英雄类型片的经验，但他导演了《雷神3：诸神黄昏》。维迪提特意与前两部《雷神》电影拉开距离，他还巧妙地把电影预告片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乐队的经典单曲《移民之歌》（Immigrant Song）融合在一起。《纽约邮报》的影评家指出，“维迪提过去拍摄口碑颇佳的小成本独立电影，现在他给我们带来漫威最贴近日常的角色之一，这次星际漫游画面还是糖果色的……这部电影诙谐奇妙，不同于过去数十年宏大叙事、过于严肃的漫画风格。”影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给MCU增添了一些自嘲意味，而观众也很买账。



漫威影业给予导演相当大的控制权，特别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费儒、冈恩和维迪提都表示自己获得的自由和鼓励出乎意料的多，完全可以制作自己的作品。费儒2008年接受采访时称：“我们能和漫威的人、制片人和演员坐在拖车里，一起谈论如何策划场景、已经拍摄的内容和我们学到的经验。我们的素材都是灵活的，所以有很大自由尝试不同的方式……这个项目中有真正的新鲜感和探索感。”此外，漫威还保持着对电影票房的严格把控，在特效和后勤方面提供了很多指导。费奇2013年解释称：“聘请导演有助于我们利用这些资源做一些不同的事。”新组合对双方来说都有很大助推力：这些导演的MCU影片在烂番茄网站上的支持率，比此前拍摄的电影平均高出了18个百分点。



电影行业并非唯一采用这种组合方式的行业：能源公司雇用气象学家，帮助自己进一步开发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对冲基金雇用具有超强模式识别能力的顶尖棋手；咨询公司雇用时装设计师和人类学家，革新自身产品和服务。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聘请法布里斯·贝克尔（Fabrice Becker）担任创意总监，而贝克尔曾在1992年冬季奥运会上为法国赢得自由式滑雪的金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创始人伊冯·乔伊纳德（Yvon Chouinard）1992年在《Inc.》杂志的人物传略中说：“我发现，与其聘请生意人，教他们做流浪汉的破衣烂衫，还不如教流浪汉做生意呢。” 对巴塔哥尼亚来说，穿“破衣烂衫” 的经历（热情而节俭地从事户外活动）让公司深刻了解到客户、产品，以及如何让更多人接受可持续发展思维。（巴塔哥尼亚以提供多功能、环保户外装备著称——编者注）



Outfit7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由八个斯洛文尼亚人创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跨国家庭娱乐公司之一，最出名的产品是火爆全球的“会说话的汤姆猫”（Talking Tom），其App以近100亿次的下载量位居全球排行榜首位。几个亚洲投资者收购了Outfit7后，任命32岁的宰格·维沃波蒂克（Žiga Vavpotič）为董事长。维沃波蒂克2014年加入Outfit7，称自己之前从未下载过电脑游戏。但他深谙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以及与社会企业家的合作之道。技术方面经验不足，商业方面经验丰富——这种组合恰恰有助于他将注意力放在扩大规模的流程上，而非将自己局限于技术的讨论中。



很少有公司愿意这样放手一搏。对员工入职情况的研究表明，多数公司往往基于现有知识库选择符合经验要求的人才，而即便聘用条件不包括具有本行业工作经验，这些公司也会因过于关注同化新员工，抹杀了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具备专业技能的价值。但漫威已经证明，多数公司错失了多么重要的机会。



2.稳定的核心团队



为平衡每部电影引进的新人才、声音和想法，漫威会在前后两部电影之间保留一小部分人。这些人保证了稳定性，有助于漫威在不同产品之间维持连贯性，为新人创建有吸引力的社群。



我们将不同电影中核心创意团队的员工（通常每部电影约有30人）的重叠情况，与全剧组人员的重叠情况做比较，发现明显核心团队有更大部分重叠。平均而言，核心团队在前后两部电影之间的人员重叠率约为25%（范围在14%到68%之间），全剧组人员平均重叠率为14%（范围在2%到33%之间）。可预见的是，系列电影中出现更多核心团队的人员重叠：举例来说，从《美国队长2》到《美国队长3》，重叠率高达68%，而从《钢铁侠》到《钢铁侠2》，这一比例为55%。



稳定的核心会产生引力效应，因此为革新提供了支持。非核心团队的人都迫切希望加入核心层。比如过去大家都认为，有远大艺术抱负的演员只要参演超级英雄电影，事业就会一败涂地。但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福里斯特·惠特克（Forest Whitaker）和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等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都出演过MCU里的角色。另一位奥斯卡奖得主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在2017年的采访中提到自己愿意加入MCU的原因：“我从很早的时候就跟塔伊加、动作捕捉人员以及特效人员提到很多自己的观点，他们接受和试验了我的想法。如果这样拍会怎样？我穿上斗篷拍摄会怎样？这么拍能出效果吗？”




漫威电影宇宙的明星

以下22部剧情片中主要角色的分布展现了连贯性和革新性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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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这些演员对进入世界上最成功电影帝国并获得相关资源展现出强烈意愿，这也许并不出奇。但这种吸引力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帕特洛在第一部《钢铁侠》片场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已经在三部电影的合同上“按了手印”了——这是她从未做过的事。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和《银河护卫队》诸多主演也在采访中提到了同样的参演原因：他们感到自己被邀请和赋权“做自己的事”，共同探索并合作塑造复杂多变且生动有趣角色。另一位奥斯卡奖得主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则签下了七部漫威电影，扮演“惊奇队长”一角。



即便此前和漫威合作中有过负面经历的人似乎也对回归持开放态度。著名编剧扎克·佩恩（Zak Penn）就是个好例子。他曾合作撰写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头号玩家》剧本，但受邀撰写《无敌浩克》剧本后，他与影片主角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就剧本创作问题争执不断。佩恩之后花了好几年撰写《复仇者联盟》剧本，韦登一就任导演就从头重写了剧本。很多创意人员在有这种经历后，都会拒绝未来继续合作。但据报道，佩恩现正为漫威撰写一部绝密剧本。



过去十年里，欧洲冠军联赛的顶级足球俱乐部也采用了类似方式迅速发展。巴萨在其世界霸主时期（2008年到2015年）不断从自己的足球学校培养新星，每年都保证球队核心的稳定，同时引进新星来补充核心团队，比如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 Suárez）和内马尔（Neymar）。皇马过去一直都花大价钱引进超级球星，即所谓的“银河舰队”（galácticos）。2003年后，这一战略适得其反——皇马在欧冠决赛阶段屡战屡败。之后该俱乐部开始采用巴萨的做法，培养出了由球星和中等水平球员组成的年轻核心团队，以及由前球员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领导稳定的管理团队。皇家马德里史无前例地连续三年（2016年至2018年）赢得欧冠冠军，球队每个赛季的首发阵容几乎一模一样，是全欧洲最稳定的顶级俱乐部。稳定性让两家俱乐部都能更有效吸收新的保障球员。



另一行业的例子来自Broken Social Scene。这支乐队更像是“音乐家集体”（musical collective），最开始是个二人组合，但其他乐队的合作艺人会不定期加入，参与制作专辑。举例来说，Broken Social Scene的第二张专辑精选了11位音乐艺术家。八年后，乐队发行一张收录了28位艺术家创作歌曲的专辑。乐队核心是最初的二人组，其他艺术家则是编外人员。



3M和雀巢（Nestlé）等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在这些公司中，团队之间的关系网络覆盖在传统组织架构之上，公司会监控这些网络，确保平稳演进——新成员进入，旧成员离开。保留核心、激励编外人员并了解关系网络的组织可持续革新，获得活力和灵活性。他们能够引入新观念，并在整体组织架构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连贯性。



3.不断挑战公式

组织往往不愿放弃成功产品的制作公式。但漫威影业的导演都表示愿意放弃之前MCU电影的制胜元素。《蚁人2：黄蜂女现身》的导演佩顿·里德（Peyton Reed）2018年时谈到了他的电影区别于上两部电影（《黑豹》和《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的地方：“我们希望在结构方面属于犯罪类型片，期待像埃尔莫尔·伦纳德（Elmore Leonard）的小说和电影《午夜狂奔》和《下班后》那样的作品……我们一直都知道《黑豹》和《无限战争》后就是我们的电影……我们都觉得，‘好吧。新电影要和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有内在关联，但也和过去的电影形成鲜明对比’。”



为证实他的话是否仅仅是口头承诺，我们分析了所有MCU电影，查看是否有证据证明他们将电影制作公式化了。观众真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同一部电影吗？



起初，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所有MCU电影都有超级英雄、反派，以及同样的第三幕——往往运用到大量电脑特效的终极大战。每部电影都有已故的漫威漫画大师斯坦·李（Stan Lee）客串出演。但在进一步调查后，我们发现了更复杂的因素。我们通过戏剧性情节和视觉故事来体验电影。为了解这两大维度，我们对每部电影的剧本进行了计算机文本分析，对图像则进行了视觉分析。我们还分析了经主流影评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或革新超级英雄类型片的因素。我们的目标是，深入了解漫威电影是否在戏剧性情节、视觉和叙事元素方面存在差异。



剧本分析显示，漫威电影有不同的情感基调（在电影角色口头表达的正面情感和负面情感之间达到的平衡）。举例来说，《钢铁侠2》包含了大量幽默元素，其中有一幕是尼克·弗瑞对正坐在一个大甜甜圈（某小餐馆的招牌）里的钢铁侠说，“先生，请你从甜甜圈上下来！”相较之下，下一部电影《雷神》则更加黑暗和悲伤。影片讲述的是雷神令父亲失望，并被逐出家园。



漫威电影在视觉上也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包括从《美国队长2》到《银河护卫队》再到《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视觉差异。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剧情设定在地球上，《护卫队》的故事则发生在太空和外星球上。



此外，获得影评人和观众最高评价的电影，正是被视为改变了超级英雄类型片的电影。多位影评人指出，《无敌浩克》和《雷神》前两部电影是“公式化的无聊影片”“只能吸引小孩子”；观众则遭到“一句又一句陈词滥调”和夸张“视觉盛宴”的轰炸。相较之下，影评家认为《钢铁侠》的有趣之处在于引入了现实主义元素，以及主角身上非同寻常的深度和真实性；《银河护卫队》对20世纪70年代歌曲的使用令人耳目一新，同时高度肯定了不合群的人；《奇异博士》有艺术般的视觉效果和聪明机智的基调；《蜘蛛侠：英雄归来》激发了观众对社区责任的想象，而非对星际大战的幻想；《黑豹》有对社会的批判和具有政治意识的角色。



漫威的持续实验不仅得到观众的包容，还成为了MCU体验的重要因素：粉丝会在下一部电影中寻找不一样的元素。相较之下，死守制胜公式的系列电影则在尝试自我革新时遇到了麻烦。



以《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为例。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完全不同于之前几部系列电影，展现了改变故事脉络的决心，并因此广受好评。但长期追这一系列电影的粉丝认为这种改编不可接受，是一种亵渎。结果他们中有十多万人在Change.org上签署请愿书，要求迪士尼从星际大战影片集中删去这部电影。扮演某些新角色的演员在网上受到骚扰和霸凌。星际大战电影遵循的公式限制了导演给观众带来创新元素的能力。尝试新东西反而适得其反，因为系列电影的粉丝并没有在追求新东西。



MCU的经验说明，系列电影可以从持续实验中获益。这一经验似乎在电影行业外同样成立。举例来说，西班牙服装零售商Zara基于当下流行潮流（往往由时尚大牌引领），不断推出短期试运行的新款服装线。Zara的竞争对手预计客户每年会光顾两到三次，但Zara的客户可能光顾多达五次，因为他们期望看到不同于以往服装的新产品。



4.培养客户的好奇心

在最理想情况下，漫威影业激发观众对角色、主要情节和全新世界的浓厚兴趣。整个漫威宇宙有一种吸引所有人解决谜题的感觉。在这种更全面的体验中，观众会积极地参与其中。



漫威以多种方式培养好奇心。比如通过社交媒体互动，邀请客户以联合制片人的身份间接参与制作。这种方式植根于漫威发展粉丝群体的悠久传统，如漫画书背面的读者信专栏。这些专栏给了粉丝公开发表意见、创作者回应粉丝反馈的机会。费儒等漫威导演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特别注重利用社交媒体与漫画书的铁杆粉丝群保持联系，从聊天室和留言板中获取洞见。



漫威会在当前上映的电影中加入预示未来电影情节的“复活节彩蛋”，但也不会全盘托出，从而为即将发行的电影系统性地建立预期。最开始的尝试出现在《钢铁侠》的结尾，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饰演的神盾局特工尼克·弗瑞被介绍给影迷，这是在暗示粉丝，钢铁侠可能是更大宇宙的一部分。这些电影也呈现了只有铁杆粉丝才会注意到的半隐藏式银幕元素和相关信息——或者说贯穿多部电影和产品中故事线和人物的发展脉络。举例来说，第19部电影中大量出现的武器“无限手套”（Infinity Gauntlet）也出现在第四部电影《雷神》的背景中。另一同样重要的武器“生命法庭权杖”（Staff of the Living Tribunal）在《奇异博士》中被不经意间提到，而这可能预示着一个名为“生命法庭”的新角色将出现在之后的电影中。《雷神2：黑暗世界》中有块写满方程式的黑板，其中一个方程式和奇异博士诱捕浩克的故事线相关，这可能预示着剧情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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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队长》于2019年3月上映，是有史以来由女性主演的最高票房电影，在三周内获得了超过十亿美元的票房。





除了指向其他电影的相关信息（或明确或隐含），忠实的漫画原著粉丝还有其他大量线索，不管是在宇宙内部或在外部。影评人和评论家很快就找到更明显的线索，包括《银河护卫队》中来自《夺宝奇兵》《马耳他之鹰》和《星际大战》的灵感，《黑豹》中007系列电影的诸多典故。对忠实的粉丝来说，大量博客和专业网站提供了与漫威深度互动的机会。仅《黑豹》就有几十个这样的网站，人们可以在上面做各种评论，从漫画书视觉效果、和《回到未来2》中自动系带球鞋相关的明确信息、对非洲文化的影射和以奥克兰作为电影开场镜头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长大的地方，也是黑豹党的起源地——到指向威尔士独立和特朗普建造墨西哥边境墙的隐含（或明确）信息。



其他组织也会通过制造神秘感和激发好奇心，发展自身的创新领域。彩蛋的概念源于1979年的电子游戏“冒险”（Adventure），之后应用到电子游戏、漫画、家庭媒体和软件产品中。谷歌采用同样的方式激发员工的玩兴，最近还在庆祝搜索引擎诞生的20周年纪念会上，释出了一系列怀旧彩蛋。



耐克旗下的乔丹（Jordan）品牌每次发布新鞋时都会用一些隐藏的细节，引起客户的好奇心。比如鞋舌上用盲文拼写出“Jordan”这个词，鞋身上做了可以看见碳纤维材料的小窗，在鞋底用激光刻上战胜失败的语录。实际上，耐克使用了很多漫威采取的策略——将不同产品联系在一起的细节，在推出产品前保密，一个基础广泛、提供反馈的在线消费者网络。在耐克的例子中，客户还能提前购买限量版运动鞋。




大多数维持
 创造力和创新的方法，都侧重于建立某种文化或遵循某一过程。这些方法固然有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成功产品对后续产品有诸多限制。漫威电影宇宙的四大原则可帮助公司超越这些限制——但必须综合使用，才能发挥效用。如果只是选择有经验的无经验者（原则一），但不能坚决且不断地挑战公式（原则三），也没有稳定的核心团队（原则二），那么你聘请的人照样做不到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同样，不能坚持挑战公式（原则三）不利于培养客户好奇心（原则四）：巧妙的彩蛋无法弥补公式化电影或枯燥产品线的不足。如果公司在执行上述原则中同时发力，就能打造出不断革新的可持续创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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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哈里森
 是英士国际商学院副教授。阿恩·卡尔森
 是奥斯陆挪威管理学院教授。米哈·斯克尔拉瓦
 是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也是挪威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特写 Feature 创新




漫威如何
 赢得中国市场

齐菁| 文 李源 | 编辑




与在美国市场拥
 有大批忠实漫威漫画粉丝基础不同，漫威电影宇宙是中国观众认识漫威品牌的首要渠道。2008年漫威电影《钢铁侠》初登中国市场，中国观众真正系统性地认识漫威电影宇宙，是从2012年《复仇者联盟》开始。那一年，几位超级英雄的第一次团战打开中国市场，斩获5.6亿人民币票房。而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则收获了42亿人民币的票房。十年之间，漫威品牌如何让中国观众变成狂热粉丝，让中国市场成为北美之外全球最大票仓的呢？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十年，漫威幸运地遇到了中国电影市场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600亿人民币，是2008年总票房的14倍。城镇化带来电影院和屏幕数量的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开始走进电影院；同时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升级，文化娱乐消费成为潮流。



2009年，迪士尼以42亿美元收购了漫威，开始对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投入，十年期间推出22部影片。在中国，迪士尼从电影宣发、品牌建设、衍生品开发等各个维度，让漫威品牌进入粉丝和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漫威不断开辟和深耕这块全新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漫威电影宇宙的22部电影，每一部都被有市场配额限制的中国内地市场所引进。



深化情感联结

漫威之父斯坦·李曾说：“漫威宇宙代表的就是你窗外的世界。”在被问及漫威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时，漫威漫画主编司马博和迪士尼影业中国区总经理徐隆立都首先提到超级英雄身上有人性共鸣。每一位漫威英雄首先是普通人，成长过程中有挣扎，性格有亮点也有缺陷，他们的故事与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情感是联结漫威英雄和消费者第一触点，也是长期纽带。



在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连接漫威和中国观众的主要阵地。中国观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更多资讯，实现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每部新片上映时，不少漫威粉丝和媒体都会率先写出攻略，详细介绍漫威电影宇宙的前序历史和人物关系，为一般观众科普，这种挖掘和解读也提升了粉丝的参与度。司马博2015年在中国工作时期还开通了官方的知乎账号，回答粉丝们对于漫威宇宙的各种问题。



利用中国观众熟知的人物形象做跨界互动也是拉近与中国消费者距离的方式之一。2019年3月，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之际，漫威影业联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推出主题海报及视频，六位中国优秀运动员与有相似气质的漫威超级英雄一一对应，例如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马龙对应钢铁侠、排球名将朱婷对应惊奇队长、短道速滑奥运冠军武大靖对应黑豹等，这种做法强化了漫威的品牌形象，让本土观众更容易理解英雄精神的普世内涵。



本地化的市场营销

迪士尼中国的市场部持续不断在做本地消费者调查，密切关注中国消费者对漫威品牌的认知度、熟悉度和喜好度。服务消费者是漫威在中国的品牌和市场营销策略的核心方向。华特迪士尼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消费品副总裁及总经理林家文表示，在漫威进入中国市场的早期阶段，粉丝群体以男性为主，因此，最初开发漫威产品时，90%以上的产品针对的都是男性消费群体。而现在漫威女性粉丝的比例增长迅速，目前有20%-30%的产品是专为中国女性消费者开发生产的。



另外，徐隆立指出，漫威在中国的市场策略是致力于打造一个长期品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推广就是一个长达一年的市场计划，既照顾到老影迷，同时又拓展新粉丝。电影宣传之外，迪士尼中国还制定了多个长期品牌建设的计划，例如持续参展中国国际动漫节和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与微信联合发起线上艺术展，邀请本土艺术家设计中国风京剧脸谱的漫威英雄等。徐隆立将漫威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婚姻关系，谁都离不开谁，只有充分沟通、互相包容和用心经营的关系才能长久。



2016年开业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专门为漫威品牌打造了“漫威英雄总部”。通过与英雄人物互动、漫画学院、“复仇者联盟培训行动”娱乐演出、主题餐厅等游乐项目，游客可以得到沉浸式的漫威主题体验。



打造365天生活方式品牌

漫威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最瞩目的表现是十年间票房增长了超过40倍。但事实上，仅靠电影引进和宣传是无法建立稳定的粉丝效应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365天都与漫威品牌接触。”林家文说。衍生消费品，成为漫威品牌走进消费者日常生活的重要手段。过去十年，漫威消费品的授权业务呈现跳跃式增长。近两个财年内，漫威品牌在国内消费品授权业务复合年增长率50%，相关国内授权商数量增长至近百家。



在中国市场，漫威系列的衍生品从多年前以玩具和服装为主，拓展到电子用品、首饰、食品、化妆品、家居和生活用品等，跨越十数个品类，无论是孩子、年轻人还是父母，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需要的用品。



中国市场消费品的授权和创意策略也历经几次升级。林家文提到，与以往联合大型渠道商和主要依赖美国设计图库不同，如今漫威消费品更专注于本土，实现本土调研和设计。以美国队长的产品为例，中国的消费者更喜欢抽象的图案，如美国队长的盾牌，更胜于具象的人物形象，因此漫威专门打造了一批抽象风格的图库，来满足本土消费者的需要。



把中国带入漫威宇宙

漫威在中国深耕的十年并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不断扩大和深入的互动交流。除了在消费品设计方面融入中国元素之外，中国背景的漫威英雄人物开始出现在漫威宇宙里，中国创作者也加入漫威的内容创作。2018年5月，漫威首次推出了由中国画师创作的超级英雄系列漫画《三皇斗战士》和《气旋》，主人公分别是精通剑术的考古学家之子林烈和能操纵气流的上海天才美女建筑设计师雷绫。2019年7月，这两个系列的漫画在北美发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漫威粉丝认识了来自中国的漫威英雄。



这两部作品也让漫威看到了中国创作者的才华和潜力。2019年4月，漫威与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和数位板品牌Wacom联合发起了“漫威中国漫画人才发掘活动”，寻找更多未来能够参与漫威漫画的创作者。通过3个月的征集、甄选、公示之后，9位画手从最终入选的32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参与评选的司马傅感叹：“现在已经不是把漫威带进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带入漫威，为全球漫威粉丝呈现一个更广阔多元的漫威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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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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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为目标


——冠军领导力


虞立琪 | 文 李源 | 编辑






有什么比竞技赛场的比拼更残酷激烈？是什么让冠军脱颖而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有四项能力对赢得比赛至关重要：“看见”信念的能力、与压力同行的能力、高效学习的能力、给出信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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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明、塞巴斯蒂安·科等体育健将在退役后成为新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特朗普、张小龙等诸多政界和商界领导者热衷运动。从古希腊时代体育被作为社会精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体育活动的价值就一直远远不止于竞技体育领域。在商业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代，商界领导者对运动的重视更是前所未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均开设了户外运动形式的学分课程，这些旨在培养工商业界领袖的教育机构确信，通过此类运动可以让学员的领导力得到提升。



有一类人明显具备这种经运动塑造的领导力特质，他们在运动中将自己的能力推到极致，成为世界冠军，当他们进入商界、政界等其他领域依旧成为佼佼者，如李宁、姚明、科比等。

我们希望了解：运动塑造了他们哪些夺冠的关键能力，其中哪一部分令他们在其他领域持续

获胜？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展开研究。在上述人士范围内，我们挑选了部分适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其中，世界冠军包括个人项目冠军及顶级运动队的灵魂人物，判断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表现时，参考了对其熟悉的合伙人和投资者的意见。我们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在考虑了样本平均分布等条件后，从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2位进行调研、访谈，其中7位男性，5位女性，年龄在25-65岁之间。研究发现，研究对象在竞技赛场和其他领域获胜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特点与规律。



冠军运动员在竞技场上面对高风险、高度不可控的环境，所以他们对可控的部分——自己的竞争能力有着极其严苛的追求，尽力成为“更快更高更强”的人。当他们在其他领域成为领导者时，也面对同样叵测的环境，他们依旧积极发展自我，成为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领导者，从而带领和影响整个团队赢得胜利。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有四项能力对研究对象完成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它们是：“看见”信念的能力、与压力同行的能力、认识自我的能力、给出信任的能力。



总的来看，我们的研究对象呈现这样的特点：身体和大脑的协同训练让他们更易于掌控自我，不断超越自身极限能力以应对高难度挑战，他们善于领导自我和团队不断成长，在竞争中取胜——不管是赛场还是其他领域。我们称这样的人为冠军领导者，他们所拥有的上述四项能力为冠军领导力。（
见图：“冠军领导者的四项关键能力”

 ）



构建信念：“看见”心中图景


前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庄泳20岁时收到美国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坚决要求退役。



教练找她谈心：“你还有一块金牌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庄泳最终选择了留下。她说影响自己的是心中的一幅画面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脖子上挂上奥运会金牌登上领奖台、五星红旗在身后升起、国歌奏响。



庄泳心中出现一幅画面就是“看见”目标图景的状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00米自由泳决赛场上，21岁的庄泳夺冠，中国游泳运动员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奥运冠军领奖台。





赢得胜利，信念是最关键的因素，不管在竞技赛场或商界都是如此。有很强的信念是我们从每位冠军领导者身上看到的共同点，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一路战胜强敌逆袭夺冠，主教练郎平和团队“永不放弃”的信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李宁带领李宁体育用品公司经历低谷又再复起，他说心中“做中国自己的运动服装品牌”的信念是自己最大的动力。



我们发现，冠军领导者构建信念时并不是靠简单的自我打气或利弊权衡，而是采取了一种途径：将目标变为心中可视化的图像，不断完善与充实它，让它丰满清晰如同真实，从而根植于心。



“看见”图景

我们发现，研究对象善于想象目标实现时的情境。前英国女子400米栏选手莎莉·冈纳尔(Sally Gunnell)由于不断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夺冠一刻，以至于1993年她在世锦赛上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时对这个场景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感到迷惑：“这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冠军往往只注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赢，聚焦于它，令它足够清晰。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品牌管理专家、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运代表团培训老师张庆在过去的12年里为数千名奥运代表团成员授过课，他的观察是，“赛前，你很难从技术水平上判断哪位运动员会获胜，要看眼神，非常渴望赢，那种眼神是不同的。”张庆说。曾捧回法国网球公开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的李娜形容自己对于冠军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渴望”，这种对赢近乎偏执的情感在冠军身上非常普遍。而一旦目标过多则后果堪忧，张庆说，“但凡付出努力时七想八想，都完蛋。”



我们看到，一些顶级运动员构建自己的画面时，如同电影《盗梦空间》里对梦境的构建一样，画面丰满而真实，包括了自己的肌肉记忆、情绪体验等各种细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来临前，庄泳每天在大脑中模拟演练比赛夺冠的整个过程：跳下泳道、抬头呼吸……“冲刺”时“抬高手臂划入水中”，心率检测仪记录的结果显示了她的想象到达了何等真实的程度：此时躺着的她心跳速度和比赛时一样快。我们发现少数卓越企业家也有近似心得，其中一位对此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我在大脑中对产品进行‘模拟实验’，直到产品的外观、形状等各个细节都清楚地显现在脑海中，而且是彩色的。”他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日本京瓷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他认为这种“看见结果”的状态有助于完成开创性或极度困难的事业。



清晰传递

当一位冠军领导者制定团队目标时，也往往带领团队成员一起构建图像化的目标，让它们更易于被大家理解与认同，以此推动团队协同一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Newbold Coe）对目标图景的应用，这位获得过两枚奥运金牌的前英国中长跑运动员，退役后担任2012年伦敦奥组委主席，运动员时期的经验让他明白，如果团队成员看不到目标图景，任何技术改良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不停地问同事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引导他们描述自己理想中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场景，直到构建出了一幅完整清晰的图景，才开始后续的具体工作。



心理学认为，当人在内心里“看到”一个事物，更易于真正认同它，然后内在“创造性机制”就会自动承担任务，这要远远胜过有意识的努力或者意志力。



对更多资源的渴望是人类的天性，没有面对诱人机遇毫不心动的领导者，对目标的干扰因素总是存在。当视线看到目标之外时，就无法注视真正的目标。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将眼光投入自己心中的目标图景，让它变得非常清晰，成为坚定的信念。



抗压能力：与压力同行


一个球迎面高速扣来，眼看就要重重砸在头上，你会做何反应？



自然反应是闭眼或勉强回击。但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会张大双眼，全神贯注盯住那个球，寻找可以反击的瞬间，然后狠狠将球击回。



我们把压力比作那记来“球”，而冠军抵御压力就从“盯住那个迎面而来的球”开始。





拥有信念，付诸行动去实现它，此后就会跨入一个全新的未知征途，最先到来的可能是各种压力与困难。



当我们看到研究数据时，几乎一眼就能辨认出冠军的一项突出能力：抗压能力——毕竟，他们遇到的压力太多了。



我们所访谈的冠军们遇到伤痛、强劲对手时也会灰心丧气、失去勇气；8年来，徒手攀岩运动员艾力克斯·霍诺德每次站在酋长岩下“看着这个巨大光滑的大理石墙，就心生恐惧”。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站上了胜利者的位置，因为他们通过训练掌握了抵御压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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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领导者的四项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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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冠军的奖杯，通常需要四项关键能力: 构建信念、抵御压力、高效学习、团队合作。通过高效学习让自己的实力提升，这是竞争者最根本的任务、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困难过程。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坚定的信念，它是基石，带来方向与动力；抗压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是两大重要工具，助人克服困难，增强合力。这四种能力共同作用，让他们成为“更快更高更强”的人，进而带动和影响整个团队获得胜利。




构建信念：
 “看见”图景的能力：将目标变为心中可视化的图像，不断完善与充实它，让它丰满清晰如同真实，从而根植于心。


抵御压力：
 与压力同行的能力： “盯住那个迎面而来的球”，培养与压力同行的心态和习惯。


高效学习：
 认识自我的能力：了解自己，训练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进而比别人更善于把竞争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团队合作：
 给出信任的能力： 将信任交付给团队成员，把机会和决策权交给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返回原文阅读）








盯住来球

我们发现，规避压力、勉强应对等方式都不足以抵御频繁出现的压力。冠军领导者有自己的做法，他们面对压力时顺应运动规律，如前所述“盯住那个迎面而来的球”，同时也为自己开启了应对压力的高效途径：与压力同行的心态和习惯。



冠军领导者会更早，也更主动去直接面对压力。在我们的研究中，在“构建信念”上表现出色的研究对象，其在“抗压力”上的得分也会超过平均水准。这是因为渴望实现目标的人更早接受这个事实：不面对压力就不能达到目标。对于那记凶狠的来球，如果不盯着它，就无法接住。



压力会给人带来恐惧等情绪，情绪波动容易导致动作变形。善于抵御压力的领导者仅仅“盯”着来球，而不对其赋予过多的感情色彩和想象。



是否客观冷静地“盯住来球”有时能成为冠军与亚军之间的决定性因素。前中国体操运动员陈一冰直到22岁才收获自己第一枚世界大赛金牌，此后直到退役前就“再也没有从冠军领奖台上下来过”，成为他那个时代世界体操的领军人物。无独有偶，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27岁前一直没有特别过硬的成绩，但那一年终于夺冠，此后一路挺进为国际乒坛夺取冠军最多的男子乒乓球员之一。这种180度大转变是因为旦夕之间他们的技术重大飞跃了吗？并不是。对他们访谈时，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点：那次比赛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已经做好输了就退役的打算。”陈一冰说。这种“豁出去”的心态下，他们不再患得患失，因此可以“看见那个来球，完全只按照自己那一瞬间的思路去处理”，马龙说。这种不带情绪，只“盯”来球的状态，成就了他们职业生涯的重大分水岭。



与压力同行

对自己有所要求的人都明白要把压力看作机会，从中学习。冠军领导者尤其习惯于重复进入同一个压力中，以此训练自己应对这项压力的能力。



陈一冰退役创业时，需要公开演讲商业计划书，这对经验值几乎为零的他“比在世锦赛夺冠还要难”。然而想到自己运动员时期面对压力的经历，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长达三个月，每天6-7小时的训练计划。“对同一件不合格产品修改了七八十次，这是多令人沮丧啊，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兴致勃勃地去做，而且，这件事原本可以交给别人。”陈一冰的合作伙伴说。这样做的结果是，陈一冰不仅顺利地完成当前任务，还成就了日后的“陈一冰高校巡回演讲”。



随着抗压能力的增强，冠军领导者面对压力时灵活而从容的心态会变成习性。所以，也许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总处在压力与挑战中，但是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与压力“同行”。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成功抵御压力的标志是，当压力离开后，自己会顺利地恢复原状。但是当冠军领导者以“与压力同行”的态度面对压力时，他们从来都不会“恢复原状”，而是可能伤痕累累，也可能不断进化，变得更强。



“与压力同行”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脑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发现，压力的到来会触发人体的报警系统：杏仁核，随即开启“战斗”或“逃跑”模式。当一个人以战斗模式去迎接挑战并取得成功时，他的大脑相关区域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会变得更牢固，而相应的压力应对的心理机制也会更有效，从而形成了更强的抗压能力。



高效学习：认识自己


前女子竞走运动员王丽萍赛后通常会反复观看自己的比赛录像：“我回到那个时刻，发现不足，找到优势，回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会那么做。”这是关于学习的方法论，冠军们不仅付出最大的体力，还必须在脑力上积极参与，让训练更高效。




拥有清晰的目标，能在实现它的过程中抵御压力，这让人一路向前，但最终能达到的高度，却在于他们学习的技能到什么水平。我们看到，冠军领导者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壹季体能训练连锁俱乐部创始人祝贺在体育与商业环境中接触过众多冠军运动员，他发现“每位优秀的运动员都很聪明、会琢磨，学习能力强。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引导，在新领域中也能很快掌握技能”。



“所有的乒乓球打出去时都是靠脑子里边一瞬间（的决策），球风和人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刘国梁曾担任总教练领导中国乒乓球队，带出一支世界一流的队伍，他训练队员的要求很明确：了解自己、发挥优势。他的态度也能代表大多数冠军运动员高效学习的特点：具备认识自我的能力。



善于学习的冠军领导者能深入了解自己，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进而比别人更善于把竞争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发现特点

顶级运动员善于从一大堆干扰因素中发现自己的特点，看到自己真实状态和能力。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的王丽萍介绍了一位冠军如何观察自己：你在赛道上绊倒了，这是偶然的粗心大意，但回放录像慢动作，就会发现刹那事故发生前，小腿已经在颤抖——承认吧，这是自己的力量或者姿态的问题。



排除自我伪装等干扰因素，真正发现自己的特点并不容易。“你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吗？用户外运动让他们累到崩溃。”行知探索集团副总裁曹霞说，该集团组织的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是一项户外运动赛事，创办14年来吸引了各商学院超过两万名EMBA学员参加，其在极端艰苦环境里徒步每天超过30公里的距离设置目的是让参赛者达到体能极限，“这时，没办法伪装，人最真实的一面就出来了：阴暗面、积极面，这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开始。”曹霞说。



经过长期训练后，认识自己成为冠军领导者一个近乎本能的行为，贯穿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了解自己，是因为每天都去做。”庄泳曾经用这种思路支持自己夺得冠军，退役进入全新领域创业后，她依旧如此，每天下班后记录自己当天的行为并总结。十几年里伴随着笔记本堆成厚厚一摞，她所带领的上海郁金香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也从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领先的户外LED广告运营商。



我们看到，冠军领导者对自己的了解包括技能水平、情绪、个人需求、内在动机等各方面因素。



接纳与创新

冠军领导者能更客观地接受所得信息，这和多数人或多或少带着批判或褒奖色彩是不同的。

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的做法体现了这一差别，这位前美国短跑选手在自己职业生涯中曾遇到和很多普通人一样的苦恼：明知某项训练非常重要，但却不能投入，对他而言这个项目是力量训练。通常这会被视为“懒惰”，但如果站在认识自己的立场来看，若人们拒绝接受自己真实存在的特点，便容易把令自己感到陌生和不能驾驭的这些自我特质贴上诸如“懒惰”等负面标签，当作敌人“去战胜”，而反之则有可能找到与之相处的方式。迈克尔·约翰逊正是后者，他很快认识到“它是我身上不会改变的东西”，于是，他调整训练时间和教练，完成了力量训练，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案。



我们判断一位冠军领导者是否具备高效学习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否有开拓创新的能力。冠军领导者能辨认出自己的特点与需求，当外界没有现成的知识和技能来满足时，他们会基于自己的需要去创造。陈一冰在2008年奥运会决赛上的那套动作“全都是创新”，这是他最终夺取金牌的原因。当他在体育教育领域创业后，也首选投入大力气研发自有版权和专利的产品，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才有“不断升级的能力，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带领团队成为学习型组织时，冠军领导者也会特别重视培养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特点。刘国梁担任乒乓球男队主教练时，布置全队的训练计划后会做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我鼓励队员，别按训练计划去练”，刘国梁说。他对队员解释：“计划定给30个人，不是定给你一个人的，你应该有适合自己特点的计划。”



尊重事实，尊重个人特点，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盲目，让学习变得高效。大脑学习的原理是，大脑中神经元和突触连接最密集的区域，会生长出更多的神经元和突触连接。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约勒杜( Joseph Ledoux)对此解释：“新增突触连接就像树枝上长出新芽，而不是长出新的树枝。”所以，学习就是要发现那些模式——仅仅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冠军领导者更善于将大量时间用于对自己和组织的特点发掘上，承担代价、反复试验，形成一套自己的策略。



团队合作能力：

传球给队友——信任他人


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并不常传球给队友——毕竟他才是那个投篮王，怎么能相信远不如自己的队友呢？独行侠风格让他在2008年失去总冠军。



之后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再垄断比赛的控球权，传球和无球助攻率大幅提升，湖人队在他带领下获得两次总决赛冠军。而科比也成为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他拥有了信任他人的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是冠军领导者的又一项重要能力，竞技场上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到达“11个球员像1个人踢球”的状态。这并不仅仅依靠命令或者团队文化建设等方式就可以达到，而是依靠信任他人的能力。球场上一个直观的动作可以展现这一能力：传球给他人，在其他领域里这意味着授权。



冠军领导者愿意将信任交付给团队成员，把机会和决策权交给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给出信任

什么才是信任？对于运动员来说，这很容易确认：“看看那个球是不是被传出去。”张庆说，“说一百次‘我相信你’，都不如一次传球给他。交出去球，你就无法再控制这个球，下一步全凭对方做主。” “球”意味着决策权，信任他人意味着给出决策权。



“当你信任（他人）时，你会毫不迟疑，动作更流畅，反应往往会快上0.1秒，而这可能正是进球的关键。”张庆说。同时，坚定的信任态度本身就能调动对方的斗志。



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后，新组建三人篮球部，其部长柴文胜提出选拔草根球员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方案。以草根球员去对抗外国的职业选手，这个前所未有的举措无疑非常冒险。当这个决策放在姚明面前时，他说自己“也不确定可不可行”。不过，运动员时期篮球场上团队合作的经历让姚明做出了令人意外之举：把决策权交给了柴文胜，对他说：“你去办吧，责任我扛”。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2018年亚运会上中国三人篮球队夺冠。



不断助攻

冠军领导者并不只是交付信任，还要帮助他们达成目标。



以一支足球队或者篮球队为例，那些了不起的队长往往是团队内无球助攻最多的人，他们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给自己队员制造机会。我们的调查显示，当这些善于助攻的领导者进入其他领域后，也倾向于给团队成员制造良好条件，只要是队友完成任务需要的：资金、学习机会等，他们都努力提供支持。



冠军领导者对于队友的信任，从根本上说是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判断，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那些“信任的代价”。



以上我们详述了冠军领导力的四项能力：聚焦图像化的目标以构建信念；培养与压力同行的习惯来抵御压力；认识自己特点达成高效学习；给出信任让团队成员充分发挥。这四种能力是一个系统，共同作用，互相促进，最大程度保障目标实现。



值得强调的是，冠军领导者培养这四项能力时目光“向内”，调动自身和团队成员的潜能。以高效学习为例，我们看到冠军领导者会下大力气对环境、对手以及运动规律等外部因素进行钻研，但是，他们永远把重心放在最可控的那一面，认识自己特质上——有什么比自己内在能力更加可控呢？如同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冠军领导者能赢得竞争的关键在于，关注于自己可控的领域，不断调动资源，超越自身极限，成为更快更高更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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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立琪
 是资深商业记者，财经作家。





特写 Feature



具身认知锻造领导力

李秀娟 | 文 李源 | 编辑




近
 年来人们对体育活动价值的关注远远超出了竞技领域。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成功领导者所展现出的行为特质与顶级运动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在高压环境下建立自信和情绪管理；在持续竞争的基础上管理变化和失败；鼓励和影响团队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等。《运动型CEO：动荡时期的领导力》 (Athletic CEOs: Leadership in Turbulent Times) 一书对过去十年全球成功领导者的研究发现，尽管CEO们在各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却表现出共通的运动型领导特质：拥有早期的运动经历，青年时期参与竞技型体育运动的经历，帮助他们塑造了团队及自我管理的积极心态和自信；建立心理韧性，即像运动员一样在竞争中成长，不断自我挑战并专注于目标；拥有灵活的心理适应能力，即在目标设定、战略调整和组织执行之间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领导者早期的运动经历帮助他们塑造了积极的特质，这一趋势在女性领导者身上同样显著。2013年安永Ernst & Young 对全球821名高管调研显示，担任高管职位的女性受访者中，96%曾参与过体育运动。运动在提升领导技能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企业和商学院的领导力培训，一直没有特别重视体育对领导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建立心理韧性和复原力反面，为此我们对运动与领导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勾勒其中的关系。



离身心智 vs具身认知

我们先了解一下认知科学的两种不同理念。传统的认知科学将心智视作与身体分离的抽象信息处理单元，认知是由大脑接收信息，分析并做出合理决策，身体与大脑认知是毫无关系的。这种传统的“离身心智”理念在企业与商学院培训中最为普遍，他们侧重于心智开发以及认知学习理念的运用。但现在看来，这种教学方法对领导力发展的效用相当有限。与之相对，近年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在认知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即视身心智为一体，努力通过身心两方面的行为促进知识建构。更确切地说，知觉和运动体验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和看待周围的世界。“具身认知”理论指出，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学习和体验概念，“有助于个体循着线索进行记忆检索，为应对当前的工作要求或情境提供借鉴”。身体活动可以成为激发学习的重要催化剂，但研究同时指出，仅靠身体参与是不够的，还须结合有意识的行动（即行动与意识相结合）和反思（即行动后的分析与综合）。



“具身认知”有助于个人学习和成长，最能明显地体现在运动员身上。许多运动员表示他们从运动中提升了领导技能，例如在高压的体育竞赛中理解团队合作和信任的重要性，知道如何进行战略思考以及应对逆境和冲突。权威杂志《运动与训练心理学》2015年的一篇文章研究了逆境对运动员成长的重要性。在心理构建过程中，克服逆境是尤为重要的经历体验。以奥运游泳冠军为对象的定性研究表明，他们在克服创伤性逆境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寻求意义建构和人际支持才能最终获得成长。



具身认知对复原力的影响

为了解身体运动对领导力学习的效果，我们以某国际商学院开设的两门领导力课程为研究对象，对比了两种不同教学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异。其中一门领导力课程为控制组，采用传统的“离身教学法”，由教授讲解主要的领导力理论，结合案例学习、测评反馈及小组作业等常规教学方法。另一门领导力课程为实验组，采用“具身教学法”，要求学生在戈壁荒漠三天行走88公里。其间学生组成团队，必须在旅途中完成教授布置的任务，战胜各种挑战，该课程对学员身心都是艰巨的考验。



课程参与者均为商学院的EMBA学生，是来自金融、医疗、制造、高科技等不同行业背景的企业高管或创业者。两门课程分别有60名和95名学生参与了此次调研。学员在课程前一周，课程期间和课程后均需要填写评估问卷，并且在课程结束6个月后，我们还邀请学员的下属对学员的工作表现和行为进行评估。



为衡量领导力课程所用不同教学法的有效性，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对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的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并由此在工作中产生的行为变化进行评估。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其要素包括：



希望（Hope）：指基于成功、路径和意志力三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积极动机状态。



复原力 （Resilience）：在积极心理学中，复原力被定义为个体在面对逆境时，从挫折或者失败中快速恢复的能力。研究表明积极情绪有助于增强个体在困境中的复原力。



乐观 (Optimism)：即始终对成功保持积极态度。



自我效能 (Efficacy)：人们对自己激发动机,认知资源并且在既定的环境中采取必要行动来完成特定行为的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参加传统领导力课程的学生，戈壁领导力课程学生在课后的总体心理资本得到显著提高，其中希望和复原力相较控制组有显著提高，自我效能相对没有明显差异。这体现了具身教学法更能有效增加学员的心理资本。课程结束6个月后，我们进一步调研在工作场景下，下属对学员的观察和评价，重点评估学员面对困难和变化时的适应力表现。结果显示，实验组学员的改变明显比控制组更显著，心理资本的四个方面总体得到提高，其中复原力是最明显的。



具身认知对记忆、情感与意义构建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只有亲身经历过身体的极限，才能充分理解超越自我的真正含义。传统商学院的领导力课程大多采用离身认知的教学方法，重视大脑的认知训练。但与在课堂上轻松讨论知识概念相比，个体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目标，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体和情感体验，所形成的团队合作精神，所经历的肉体磨练，将会形成更加鲜明生动的认识。结合本研究来看，在戈壁滩挑战身体极限、处理冲突和实现团队目标的体验将有助于强化个体在心理资本方面的收获，并在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影响他们的适应性行为。



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中，成功的领导者必然经历过逆境的考验，正如运动员在竞技赛场上需要频繁面对失败和批评甚至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不断从逆境中学习以激发未来表现，对于他们而言每次失败都只是离成功更近一步。我们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运动在领导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身体极限状态的挑战加强对心理资本的构建，进而应用到管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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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五大绩效举措，

撬动员工主动性

廖卉 | 文 李源 | 编辑






绩效管理究竟管理的是什么？从心理学与管理学相关研究多年的积累来看，它管的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主动性。本文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结合多家全球领先公司的案例分析，总结了撬动员工主动性的五大绩效管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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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一千个管理者可能有一千种回答，但“绩效管理”一定榜上有名。比如在德勤，整个公司每年花费在为其6万多名员工打绩效评分上的时间就多达200万个工时。



绩效管理耗费了企业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这些努力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根据2014-2018年 《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只有8%的公司觉得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卓有成效, 10%的管理者觉得这些时间花在了关键点上； 而67% 企业在思考重新设计绩效管理制度，79%的高管把重塑绩效体系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同样，安永的一份2018年的报告也显示出现有绩效管理体系的弊端：这项对中国3404位领导者的调研发现，只有36%的领导者认为他们的绩效管理是高质量的；其中，又以高科技行业最低，仅有27%。



从广义上来说，绩效管理指的是那些旨在帮助员工提高绩效的活动、政策、流程以及干预措施。绩效管理通常包括目标设定、绩效评估、反馈、培训以及奖励等举措。传统的、以年度为考评单位的绩效管理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当下一些依旧被很多公司采纳的绩效管理措施就诞生于该时期。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后，组织已经历重大变迁，让许多绩效管理措施不再符合组织与商业的需要。



首先，组织的层级减少了，组织的运行也越来越强调团队作战和协同作战；其次，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学习与成长；第三，90后与00后逐渐加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年轻人更期待受到尊重，有机会放飞自我，不满足于被动的认可和重视。他们希望做有意义、有挑战、不无聊的任务，期待在工作中进步成长，实现自己的梦想。



总的来说，组织需要的是主动学习、积极应对挑战并且在团队协作中创造价值的员工，并为自我意识更加鲜明的新生代员工提供更加注重个体发展、强调工作意义和激发工作热情的环境。但是现行的绩效管理体系却与这些需要背道而驰。比如在整个系统的设计上重评价、轻发展，即使谈发展也是强调如何弥补短板，缺乏对员工优势的发现和强化。在评估上，很多指标强调的依然是员工个体的效率，而没有考虑员工对他人、团队与公司创造的价值。在工作设计上，依然把员工看待成“没有灵魂的螺丝钉”，自上而下设定KPI，没有强调工作可以给员工带来的意义以及让员工主动参与到目标设定的过程中。在反馈上，很多公司实行的是经理主导的（半）年度绩效沟通，缺乏实时性、开放性与有效性。



绩效管理亟待更新，路在何方？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困扰着众多的公司。近五年来，绩效管理改革的浪潮已经兴起。科技公司诸如微软与Adobe，金融与咨询公司诸如高盛与德勤，传统制造公司诸如通用电气等都进行了积极尝试。本文将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结合对多家全球领先公司的亲身访问与案例分析来探讨为何绩效管理应该强调激发员工主动性，剖析撬动员工主动性的五大绩效管理举措。



绩效管理的核心：

激发员工积极主动性

虽然绩效管理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却鲜有人提到：绩效管理究竟管理的是什么？从心理学与管理学相关研究多年的积累来看，绩效管理管的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主动性。主动性几乎影响着人们各个人生阶段的不同角色上的表现。比如说，在孩童时，主动性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而成年后，哪怕是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主动性也是区分有效与平庸的关键因素。



正如雨果所说，主动性指的是不用他人告诉就去做正确的事情。主动性在绩效管理中的体现则是员工不是被动地被考核，而是积极地突破自我，改善现状，为团队和组织创造价值。



心理学研究证实了员工积极主动性对于公司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一项由杰弗里·托马斯(Jeffrey Thomas)等发表在《职业与组织心理学杂志》上的基于103个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员工主动性对于员工敬业度、绩效、人际关系以及创新都有正面影响。尤其是在环境不稳定时，员工主动性是组织抵御风险与发现机会的有利助力。



马克·格里芬 (Mark Griffin) 等发表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术期刊《美国管理学会学报》上的研究指出，员工是否在工作中有主动性取决于他们的三大心理状态：有原因（Reason to）、有能力（Can do）、有热情（Energized to）。




“有原因 – 我愿意”
 是员工对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上的理性判断。在很多需要员工发挥积极主动性、员工却没有行动的情况中，员工不是缺乏能力，而是需要一个有力的理由。如何才能让员工做出“有原因”的判断？最重要的是让员工理解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认可工作产生的价值与意义。



这就需要组织帮助员工理清个人工作与团队目标以及组织目标的联系——他们是在和并肩作战的伙伴们一起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而努力。比如说，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访问美国航空航天局时，曾经拦下一名拿着拖把的清洁工说：“你好，我是杰克·肯尼迪。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名清洁工回答道：“你好，总统先生，我的工作是帮助人类登月。”从清洁工到人类登月的助力者，这就是把个人工作与整体目标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哪怕只是在航空航天局中打扫卫生，只要把个人目标与整体目标联系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件伟大的事业做贡献。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哈克曼 (Richard Hackman)与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格雷格·欧德汉姆 (Greg Odham) 提出的经典的“工作特征模型”中，任务的意义是提供内在激励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征。有一项对美国1432名动物园管理员的研究发现，这些管理员中73%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且很多人都是放弃了高薪来到动物园当“铲屎官”。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保护动物是关乎于地球命运的大事，对人类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份“意义感”驱使他们来从事这份职业。




“有能力 – 我可以”
 是员工发挥积极主动性的基础，是对自己是否能完成这项工作的判断。员工对于能力的判断来自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1.我能够做好吗？

是否具备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是员工发挥主动性的基础。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即指员工对能否做好一件事的感知。那些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行为更加主动，比如我们的研究发现，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在服务客户过程中的积极主动行为。



2.做好后会带来理想的结果吗？

当员工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带来想要的结果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动力，积极寻找相关信息与可能的机会，并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



3.做的代价是什么？

对于员工来说，从事某种行为的代价指的是潜在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既包括失败，也包括从事这一行为的机会成本。员工发挥积极主动性建立在他们能够承受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基础上。所以如果风险很高而组织容错力又很低，员工就有可能踟蹰不前。



那些相信自己可以把工作做好，认为做好后能够带来理想的结果，并且可以为之承受潜在风险的员工，就跨出了发挥积极主动性的重要一步。




“有热情 – 我乐于”
 是员工发挥积极主动性的助燃剂，是员工对这项工作在情感上的判断。情绪伴随着工作的方方面面。消极情绪消耗员工的能量，而积极情绪却能够让员工持续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 “我乐于”的体验对于员工主动性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正面、高能量的情绪如兴奋与好奇能够帮助员工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且在解决问题时更加投入。与此同时，正面情绪还能够扩宽员工认知的广度，增加灵活性，更加有助于创新想法的产生。因此，那些认为“我乐于做这份工作，哪怕这不是工作职责中列出的任务，哪怕困难重重，没有被老板要求，不确定是否能够实现，并且也没有明确奖励的”的员工，更有可能发挥主动性，也更有可能在复杂混沌的环境中抓住机遇。



绩效管理是激发员工主动性的重要手段。我们发表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术期刊《应用心理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旨在激发员工主动性的培训、绩效评估以及后续的薪酬管理等措施可以在部门中创造积极主动的氛围，继而激发员工的积极主动行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绩效管理趋势，介绍撬动员工积极主动性的五大举措。（
见图“激发员工主动性的绩效管理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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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撬动员工积极主动性的

五大绩效举措


植根战略，明确理念。
 每个公司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绩效管理体系。但是不论从实践经验还是学术研究来看，卓有成效的绩效管理理念都源自与公司战略的匹配。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必须从企业的战略出发。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职能，绩效管理也是一样。



从战略出发的绩效管理，也为员工在发挥主动性所需要回答的是否“有原因”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因为战略方向能够告诉员工什么是对于组织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对他们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比如亚马逊，指导方针是“14条领导力准则”。在这14条准则里，第一条就是亚马逊最根本的决策战略：顾客至上，剩下的13条准则涵盖了为实现这个战略所需的思维方式（例如：远见卓识Think big）和行为准则（例如：勤俭节约Frugality）。这14条准则密切影响了亚马逊商业决策、日常运营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地融入了亚马逊人才的选、用、育、留，包括绩效管理，被认为是亚马逊人才管理“唯一的客观标准”。据亚马逊云服务大中华区HR负责人刘宇翔介绍, 围绕这14条准则，亚马逊全公司每年都会对员工上一年的绩效、优势和发展进行包括自评和他评的综合反馈，这些反馈成为员工薪酬待遇提升或降低的重要依据，并作为他们晋升、转岗和选为继任者的重要信息补充。通过将14条原则作为绩效管理的基础，亚马逊让员工看到了绩效标准与公司战略的联系，让员工更容易理解其价值与意义，从而促进他们在工作中的主动性。



另一家互联网巨擘微软的绩效理念也源于新的组织战略，而微软也通过绩效管理变革有效推动了组织战略变革的成功落地。在2014年，微软的第三任掌门人萨提亚·纳德拉上任之初就为微软确立了新的战略——“移动为先，云为先”。“云”战略要求开放、合作与成长。在纳德拉上任之前，微软的绩效管理不仅长久以来广受诟病，而且还与新战略的要求背道而驰。比如它“强制分级排名”的绩效体系，逐渐塑造了同事之间相互提防、猜疑与恶性竞争的氛围。为了配合“云”战略的落地，微软的绩效管理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1）强调通过团队合作来获得更大的成就；（2）进行帮助员工学习、成长，进而创造价值的沟通反馈；（3）奖励真正为业务创造了价值的行为。而为了促进合作，微软不光考核员工个人的贡献，也考核是否整合、利用了前人的工作成果，以及是否为他人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据微软现任人力资源部绩效与发展组的经理利兹·弗里德曼 (Liz Freidman) 介绍，如果员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工作，却从未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借力他人和助力他人，这代表着错过了本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的机会。因而，要想获得好的评价，三个方面都需发力。这样的指导思想促进了微软员工的通力合作积极性，帮助人们更好地像团队一样工作。而这种合作的心态，也逐渐地渗透到了微软的业务上，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封闭到开源。在新的绩效管理措施以及整体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配合下，微软这次的战略变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2018年11月，微软以8510亿美元的市值超越了它的劲敌——苹果公司，成为了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




目标透明，引导过程。
 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当下被广泛使用的绩效管理工具。KPI在提高组织效率上可以发挥正面的影响，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许多员工是被动地接受KPI 指标，一方面背负着考核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标与团队、部门，乃至公司整体绩效的联系缺乏理解。在这次绩效管理改革的浪潮中，关注的重点已经从自上而下地设置考评指标，转移到更全面强调组织协同和员工主动参与的目标设置体系。其中，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KR）最广受关注。



OKR最初由英特尔公司率先应用到工作中，并且逐渐在硅谷其他公司流行开来。谷歌、推特、领英和爱彼迎等公司都采用了OKR工作法。OKR的精髓在于引导员工既主动明确WHAT（我要实现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Object），又主动探索HOW（我具体通过什么可以衡量的关键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 Key Results）；而且通过公司上下公开透明的目标传递、过程追踪、与考核脱钩等具体措施来聚焦员工行为在重要的事情上（Focus），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战略的一致性（Alignment），增强员工对于目标的承诺（Commitment）， 及时测量目标完成的进展（Tracking），鼓励员工设置更有挑战性的目标（Stretch）—— 即约翰·杜尔 (John Doerr) 所总结的OKR 的“FACTS”。



在引导目标实现的过程中，OKR还可以帮助企业协同各级员工的努力。首先，在设立目标的时候，组织可以引导相关团队分享目标，明晰彼此攻克的领域，以此促进合作，并避免重复劳动。在团队范围内，领导可以引导下属公开讨论自己的目标以及对团队的意义。其次，在考核目标实现的时候，可以共同复盘，协调行动。



像OKR这样的目标设置体系将员工的思维模式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可以从“原因”“能力”和“热情”三个方面提高员工积极主动性。首先，目标的透明化及将个人OKR与部门和组织的OKR相联系，让员工明确自己的努力对于实现团队与组织目标的价值，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对团队与组织产生积极影响，从而给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理由。其次，引导员工制定明确的目标和理清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与行动，可以提高他们对于自己有能力达到预期目标的信心。再次，目标与考评的脱钩，可以让员工大胆设定有挑战的目标，而心理学研究证明雄心勃勃的目标能激发员工的斗志与热情，从而促进员工的积极主动性。




关注成长，发挥优势。
 在以往，绩效管理更加关注“你为公司做了什么”，而新的绩效管理体系则更关注员工如何在工作中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一点在微软的绩效管理变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配合新的战略，纳德拉在公司中大力推广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提出的“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强调的是主动学习、迎接挑战、拥抱变化、寻求机会、不断探索以及从失败中学习的思维方法。体现在绩效管理中，就是和员工深入探讨他的发展问题，比如：“在你过去的工作中有哪些方面你可以做得更好？” “在未来的工作中，你的优先级是什么？” “你想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学习什么？”



关注员工的发展有助于员工持续提升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在面对问题时，员工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而不是畏畏缩缩、怀疑自己的能力。



在这轮绩效管理改革中，企业越来越强调员工对于“自我优势”的关注。我们在和负责设计与实施德勤绩效管理变革的负责人艾丽卡·班克 (Erica Bank) 的交流中了解到，德勤非常重视对员工进行基于优势的发展。而之所以关注优势，是因为盖洛普的实证研究和德勤内部的调研都发现，绩效优秀和绩效一般的团队的最大差异是，团队成员在工作中是否每天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些能让员工被点燃、更加充满能量的事情。艾丽卡·班克强调： “我们所说的优势并不见得是你的特长。你可能擅长某事却讨厌做它。不享受的话，你就会一边做事，一边不停地看时间，你的精力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我们所说的优势，是那些你一开始做起来就沉迷于其中，然后一抬头发现，‘呀，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下午四点！’的事情。”



为了帮助员工发挥优势，德勤在内部公开的员工个人信息中加了一项, “Come to me when…” ，让员工有机会向公司发布“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工作或者问题就来找我吧，我乐于！”的个人宣言。



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基于具体事例的正面反馈可以帮员工更清楚地认识并更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在反馈制度中，可以请同事或客户等回顾一件该员工给自己带来了独特价值的闪光片断。这样的真实事例积攒起来后，管理者可以引导员工找到其中的共性，塑造一个最佳自我画像，并积极思考如何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团队和公司创造价值。




频繁沟通，实时反馈。
 我们注意到，本轮绩效管理改革中各大公司的一个共性就是强调领导与员工进行频繁的一对一沟通。研究发现，如果员工能够充分获得对于他们的行为与绩效的反馈，他们会更好地反思自己的能力、追寻工作的意义并发现工作的闪光点，从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比如，在德勤新的绩效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工具叫作“绩效快照”。在每个项目结束后，项目组经理需要根据每个组员的表现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基于我对于此组员的了解，如果是用我自己的钱进行奖励，我愿意给予他/她最高的加薪与奖金吗？（2）基于我对于此组员的了解，我希望他/她能一直为我的团队工作吗？（3）这个组员的表现使我们项目组有获得低绩效的风险吗？（4）这个组员已经符合晋升的要求了吗？这些绩效快照的数据不仅为绩效管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让员工知道，沟通与反馈是基于自己职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数据，并且是很有针对性的。有据可依的反馈更能够让员工信服，也让这些信息成为帮助他们提高能力与发现工作意义的有效工具，从而提升员工在工作中的主动性。



频繁的沟通可以及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这也是领导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当然，要让员工更加信服沟通的内容，多维度采集信息以提高反馈的代表性和公正性也是大势所趋。比如在Facebook考核员工的贡献时，员工可以选择邀请他们认为和自己工作相关的人来进行反馈。经理、同事、客户以及任何其他和他们的工作有交集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点评中来。这种360度的考核方式，相比于传统的领导一言堂，可以保证在考核中更多地参考那些员工认为重要的声音，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能力和所体验到的工作的意义进而提升员工的主动性。




及时把脉，灵活管理。
 除了着手于在“原因”“能力” “热情”三大方面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外，公司还需要及时了解员工的看法和发展动态，从而激发管理者的主动性，对管理方针进行及时调整和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公司从员工获得更加实时与准确的反馈。在当下，大部分公司都依赖于一年一次的员工敬业度与满意度调查来为公司“体检”。但是，走在绩效管理改革前列的组织已开始采用更轻量快捷的方式来对员工进行调研。即时调研就如同“把脉”一样，让公司能够快速地了解员工的看法与态度。



比如在亚马逊，员工每天打开公司电脑的时候，都需要首先回答一两道题才能够登录（当然，基于对员工的尊重，这些问题都提供了“我不想回答”这个选项）。这些题目既包括对公司的评价，也包括对团队或者某职能部门提供的服务的评价，例如：“你的领导怎么样？” “你是否在最近的工作中使用过HR服务？（如果选择了‘有’）你的体验如何？”等。对于同一个项目组的组员来说，他们每天回答的题目是一样的，为项目组领导了解成员的状态以及调整管理措施提供了依据，从而助力他们更有效地管理团队的绩效。



微软也有类似的每日调研。每天全体员工的1%（约1500名）会被抽中回答一个简短的、关于员工对公司战略和文化看法的问卷，宗旨是希望在这次战略转型中，让管理层及时把握员工的看法，进而更有效地管理公司整体的绩效。




以上
 我们讨论了激发员工自主性在这一轮绩效管理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当然，从施行这五大举措到实现卓有成效的绩效管理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包括自上而下管理层的推动，以及在HR管理各环节，比如招聘、培训和文化上的落实。与此同时，这次绩效变革中的很多举措都依赖于信息的实时性、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操作上的用户友好性等，这些都依赖先进的IT工具实现。



总之，绩效管理改革势在必行，也任重道远，需要多管齐下，才能实现真正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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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肥胖的组织瘦身

汤鹏 贺耀慧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在不确定时代，企业需要不断瘦身，应对外部变化。本文提出了组织瘦身的五大措施——压缩管理层级，集分权适度，流程最优化，拆除部门墙，倚重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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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久，甲骨文公司裁员900人。有网友戏称：“中关村最大的养老院倒了。”近半年，宣布人员调整的公司越来越多，2019年年初滴滴宣布裁员15%，京东末位淘汰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美团、摩拜、知乎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裁员。这个时期，风口下的企业都在应激性地为企业减重，而华为近年来也一直在向外界传递减员的信号，要解决内部组织臃肿的问题。



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有判断力的公司能够及时洞察自身的问题，及早做出介入措施，也有些企业安于现状，只能逐步被社会淘汰。一些外表光鲜的知名企业，事实上常年粗放式管理，其内部管理大致有两种状态，一类为组织架构臃肿、人员冗余、组织层级过多，内部官僚化集权化，导致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也就是俗称的“大企业病”。另外一类是，很多小公司，美其名曰“科学管理”，却过度强调内部专业分工，导致职责条块分割严重，部门壁垒严重，这就是常见的“小公司大组织”的毛病。这些公司一旦遇到外部压力，往往出现各种问题，甚至造成生存危机。



要想在当下这个时代生存并可持续地发展，很多企业都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组织瘦身”，通过对组织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放生产力。根据对阿里巴巴、海尔、美的、华为、小米等标杆企业的研究和多年的项目实践经验，我们总结出组织瘦身的五大措施，供各企业在进行组织瘦身时参考。（
见图“组织瘦身五大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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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瘦身方式一：压缩管理层级

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对于组织来说一般是相伴而生的，要提升内部运作效率，就要减少信息传递的节点，增加管理幅度、压缩管理层级，企业在这方面的变革俗称为“扁平化”。



德锐咨询通过众多案例分析发现，目前很多企业都有内部管理层级过多的问题，400-500人的企业，从总经理到基层员工有6-7级，总监以上管理者的管理幅度都非常小，只有2-3人，这种多管理层级、窄管理幅度的架构是很多中等规模公司比较普遍的现状，严重影响了组织运行效率。



通常来说，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呈现负相关性，管理幅度越大，管理层级就会越少。但是不同管理情境下的管理幅度不同，管理幅度受到工作任务的类别和工作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可以测算出具体的管理幅度。通常来说，工作任务的标准化程度越高，管理的幅度越大；需要监督协调的工作越多，管理幅度越小。一般认为一个管理者正常的管理幅度是7到13人，如果管理人员能力越强，下属岗位复杂度差异性不大，其管理幅度可以更高。对于基层岗位管理幅度一般可以超过20人。笔者建议，在管理层级方面，对于500人以内的公司，管理层级不要超过3级；不到1000人的公司，管理层级不要超过4级。当然，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提高，管理幅度很可能会继续增加，组织层级更加扁平化，但组织扁平化总的原则就是压缩管理干部的数量，加强专业及业务工作序列员工人数，减小非生产/业务人员的比例，避免组织出现官僚化。



瘦身方式二：集分权适度

效率来自分权，但很多企业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通常是“总经理一支笔”，这种模式直接带来的是流程审批节点较多，过程冗长，实际管控形同虚设；管理责任上交，总经理呕心沥血，但其他管理干部压力强度不足，被动执行，组织效率低下。针对这个问题，企业首要解决的是集分权结构的优化，即如何在保证可控的前提下，将决策点前移、下移，让“听得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减少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迟。



企业集权容易，分权也容易，但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获得平衡是比较困难的。乔布斯希望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一个战略、一种信息，因此苹果采用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很多人也认为这是苹果在组织上的一个缺陷。而谷歌内部因为自主形成的项目过多，所以看着非常混乱，存在着大量“双重领导”。小米则通过向合伙人分权，以及让合伙人来控制员工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无章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两者的缺点。为充分平衡、约定总部和子分公司、业务一线和后台职能之间的权责分工，避免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很多集团型企业都通过制定“权责分工表”或“分权手册”来达到集分权适度的状态。这样既保证了总部或后台对重大事项的控制约束力，又充分调动和提高了子分公司或一线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美的电器集团是在集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标杆企业，在国内以敢于并善于分权著称，在非关键路径上实施放权管理。它们有专门部门负责分权手册的动态管理，每半年都会推动公司高层和相关部门将决策经验规则化、标准化，并将相对成熟的业务决策权下放，高层只聚焦例外管理。在美的内部，也有“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之说。



瘦身方式三：流程最优化

华为在保证组织轻便方面的一个特点是高效的流程：端到端、订单到回款的最短路径。组织瘦身也要求企业内部繁复的流程必须精简，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组织流程精简并达到最优。中国的标杆企业都在不断优化和完善自身的流程，以求用最快、最高效方式实现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虽然大部分传统的部门是按照专业职能划分的，部门内部或紧邻部门的流程往往追求的是局部最优，但不是整体最优。笔者建议管理者们在精简流程，实现高效协同时应重点关注下述两个方面的优化调整。



1.一、二级流程实现端到端的设计，以保证所有部门整体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并都指向客户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跨部门间的高效协同。



2.跨部门、层级间流程接口尽量简化和统一，乃至实现标准化，避免决策指令和执行之间的信息缺失、失真。



虽然流程的高效很难做到一步到位，但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逐步对流程架构进行整体设计和持续优化，才能真正实现流程驱动组织。



瘦身方式四：拆除部门墙

由于很多企业过于强化内部精细化管理，使得内部分工过度细化，职责条块分割严重，部门设置重重，导致部门间壁垒严重，协作效率低下，形成了“部门墙”。这种职能切分过细的现象使得组织内部横向的沟通成本大大增加，导致管理效率降低。在今天这个不确定时代，需要解决的是跨部门、跨岗位之间的横向协同效率，组织的柔性化和无边界化成为企业组织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柔性化和无边界组织的特点就在于结构简洁，组织灵活多变，反应迅速。目前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公司内部开展消灭岗位的组织运作方式，如小米、阿里巴巴组织架构的频繁调整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实现高度的柔性化和无边界的目的。



以下是4种减少部门墙的做法：



1.部门设置应注重和强调“整分合”原则，即在部门设置上职责可以有分工，但更应强调职责权限的整合和协同，尽可能设置较少的部门数，减小一、二级主流程上权责过分的条块分割，缩短横向部门之间信息传递时间，减少“滤波”效应。



2.部门职责和分工在设计上并不需要特别固化和界限分明，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和灰度，逐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边界逐渐消融，最终让整个组织柔性化，松紧有度、收放自如，依赖市场和客户来拉动流程的灵活调整。



3.内部大力塑造和弘扬“利他”的合作思想，在部门协同过程中出现部门职责交叉乃至模糊地带时，倡导各部门主动向前“跨一步”，信息充分实现无障碍传播和共享，从整体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及时解决职责真空地带。



4.设立并赋权横向协调机制或非正式组织，比如类似“项目组”“大客户经理制”“产品经理制”，统筹协调各部门在主流程上的高效配合；或是建立协同管理系统，使制度规则流程化、显性化，让业务、知识、资源与责权有机匹配，从而提高组织的运营绩效。



瘦身方式五：倚重信息化

信息化或技术升级不仅仅是办公自动化，它也包括把企业所有管理成熟的流程制度、业务运作的各方面信息资源根植于数据库里面，通过信息化和技术化，使所有行政和业务运作基本流程都能够实现实时沟通、信息共享，真正做到业务灵敏反应不受时间、地理位置和业务流程环节的限制。



在落实信息化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实现了组织升级和减员增效，比如美的集团自方洪波2012年执掌以来，通过“技术驱动、结构升级和品质提升”三方面转型，五年时间美的从过去的接近20万人压缩至10.5万人，制造效率却每年保持15%-20%的提升，净利润翻了一番。标杆公司在推动组织流程变革的同时，一定是附带信息化技术的升级改造，因为唯有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才能最终将组织和流程的优化调整进行落地实践，才能真正做到将变革成果“先僵化、再优化、后固化”的效果。



德锐咨询曾经参与远发集团的变革瘦身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



第一步：重新设计组织架构，将层级过多的集团型架构进行扁平化变革，进行“集团变公司，公司变部门”式组织调整，实现整个公司一体化运作，精简流程，提升内部决策效率。管理层级由原先的四层压缩为二层，组织内部推行“大部制”，相关部门进行合并重组。（
见图“远发集团的组织架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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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第二步：对新的组织架构进行职责重新定位，强化原先弱化的营销、研发、技术等核心能力，并基于战略发展需要对各部门进行定岗定编。



通过组织的扁平化和流程的优化，整个远发集团5大板块一级部门数量从原来的55个减少到32个，直接关停裁撤一个业务板块，部门数减少40%。中层及以上岗位数由原来的87个减少到54个，管理岗位数减少38%。人员编制数从原来的5000多人减少到2700多人，编制数降低46%。



不过，组织瘦身的成功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企业拥有“合适的人”。如果组织够扁平和柔性化、授权够充分、流程够精简，但是人员的能力跟不上，那么即使再先进的组织模式都不能发挥作用。为了保证远发集团组织瘦身的成功，除了对组织层面架构、职责和流程进行

调整，德锐还从人员层面推动远发的变革。



第三步：基于公司未来发展和变革需要，通过内部研讨方式构建素质模型，明确企业内部核心价值观和内部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的素质模型，清晰企业用人标准。



第四步：对公司中高层以上岗位实施“起立坐下”机制，所有中层以上岗位由上至下逐层在公司内部实施公平公正的竞聘上岗，能者上，庸者下，确保人岗匹配。



第五步：基于素质能力和业绩两个维度对基层员工进行人才盘点，客观评价内部员工结构，能力素质佳者重新上岗，不符合要求者坚决执行人员分流和淘汰。



经过三次人才盘点和人员分流，远发的人员结构显著优化，冗员现象明显减轻。



第六步：为员工建立职业发展通道，并重新设计和完善薪酬绩效体系，加大对员工的激励水平，特别是向关键部门、核心岗位、业绩突出人才倾斜，提升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度。



远发原先中层部门负责人、工厂厂长、副厂长年薪只有8万到12万元，远低于地区企业平均水平，很多民营企业定向挖猎远发的核心骨干员工，造成核心岗位优秀员工大量流失。此次调整后，中层岗位年薪实现翻番；特别优秀的核心人才的收入更是大幅增长。由于之前进行了大量的人员优化和淘汰，所以节省了不少的激励资源，经过本次薪酬调整，员工整体薪酬平均涨幅超过35%，公司薪酬竞争力显著增强，但薪酬成本并未明显增加。



第七步：深入推动新文化的落地生根，并通过变革文化、奋斗文化的导入激发员工的创业激情，促进企业业务发展。



通过从组织和人两条线推动变革，组织瘦身顺利在远发集团落地，企业内部经营效率显著提升，打破了原先“论资排辈”的用人传统，有能力、潜力的员工得到更多赏识任用，员工工作热情明显上升，人员结构得到优化。



在不确定的时代，企业要想适应严峻的市场挑战，组织瘦身迫在眉睫。如何综合运用上述方式成功实现瘦身，是对企业家智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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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鹏
 是南京德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总经理。贺耀慧
 是南京德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洞见 INSIGHT



战略何以是方向？

裴中阳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动荡时代，企业急需战略方向上的理论指导，传统工具已黔驴技穷。本文提出新的战略定位理论，产业边界、商业形态和竞争地位等三个维度，分别决定着企业的扩张路径、商业模式和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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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隆是个大窟窿”。2019年伊始，一向自信的董明珠终于坦言“过得很苦”。回到2016年年底，董明珠个人联合其他机构向珠海银隆增资。不料想，国家能源补贴政策调整突如其来，很快触发了银隆经营危机。



然而，很多人并未读懂董明珠的内心之苦。“好空调，格力造”。自2005年起，格力（家用）空调产销量连年位居全球第一。2013年，格力开始大张旗鼓地为旗下晶弘冰箱和大松生活电器摇旗呐喊。2015年，第一代格力手机在董明珠手中“上市”。



谁都明白，当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之后，它就无法再使市场份额翻番了。即使是总量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任何厂商的占有率都有其极限。



格力跳出空调单一产品的窠臼事出无奈，问题在于：冰箱、手机，乃至新能源汽车等扩张投资是否正确？格力电器有无更好的方向选择？



困扰：战略理论学派林立，对方向问题却束手无策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战略工具有以下三种。



迈克尔·波特认为，作为战略的核心，战略定位的实质就是选择与竞争对手不同的运营活动，总成本领先、差异化和聚焦策略普遍适用。然而，实践中不存在所谓“通行”的竞争策略，波特没有跳出运营策略层面。



艾·里斯与杰克·特劳特的定位理论影响深远，强调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和聚焦。笔者认为，成为一个品类的代表之后，企业应如何扩张和进取？定位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



麦肯锡公司的标杆赶超战略简单实用。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赶超行为，但作为战略实施最多只适用于跟随型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最佳实践”往往诱导企业展开同质化竞争、浅层次模仿，最终被经营指标绑架而走向崩盘。



突破：战略定位“三部曲”，破解发展方向与扩张路径难题

在地理学上，定位就是方向，战略方向自然离不开战略定位。



如前所述，虽然“战略定位”术语日益流行，但它始终缺乏清晰、准确的概念定义，且一直局限于营销定位和竞争策略层面。因此，企业战略方向长期得不到相应的理论支撑，战略规划更是日益令人失望。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笔者提出战略定位的开创性定义：战略定位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扩张路径，是在对外部竞争环境进行系统判断、对内部资源及能力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企业的产业边界、商业形态和竞争地位。




1.明确产业边界。
 所谓产业边界，是指企业从事哪一产业或处于产业链的哪一环节，即业务范畴的宽度和产业链跨度。它回答企业“干什么”“做哪一行”的问题，这是头等大事。

确立产业边界有三大要点：



从客户本质需求理解并界定产业——美国西南航空堪称战略卓越的代名词，但对其成功秘诀的种种解读，实际上普遍难以自圆其说。低成本、低价格属于循环论证，“使用单一机型”更非什么商业机密，但西南航空为何难以被模仿？



答案就在于它们自我定位“大众客运业”，而非传统的航空公司：像大巴公司一样配置资源、规划业务和设计流程，由此创造了低价格、高盈利且优质服务的奇迹，甚至常居“最佳雇主”榜首。



飞机（航空器）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客运服务才是真正的客户价值主张。



抓住产业链关键环节——通吃整个产业链的情况比较少见，抓住产业中的一个领域或环节也能成就大企业，因此确认并掌控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至关重要。



创立不久，高通就明智地放弃了手机制造业务，转向芯片研发与软件设计，通过技术标准制定、核心技术转让模式，带动了整个通信产业生态圈的繁荣发展。



产业边界是动态的——企业应当“归核”聚焦主业，还是要积极走向多元化？这一战略层面旷日持久的焦点之争，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从动态看，创业期、成长期的企业一定要高度专注，聚焦核心产品与服务；企业做强做大、特别是跻身行业第一阵营后，就必须及时拓宽产业边界或启动产业升级，否则难免遭遇“天花板现象”。



当初，本田利用废弃军用物资开发出摩托车，随后迅速进军汽车和汽艇（发动机）领域。2017年，本田生产的小型私人飞机出货量超过老牌塞斯纳。



谁能想到，全球首款具备双足行走能力的类人型机器人阿西莫（ASIMO），就是本田于2000年推出的。



本田的产业边界在哪里？他们已从“个人交通工具”，扩展到了“个人交通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产业边界拓宽的最佳路径，就是以核心产品或服务为圆心，动态有序地逐步向外延展；且扩散半径越小，则成功概率越大。



这就是多元化扩张的成功规律。




2.确认商业形态。
 零售业中早有相应概念，如购物中心、超市、连锁店及网店等各类业态。

我们将商业形态（Business Pattern）概念提升到产业高度，定义为企业在特定产业中的组织类型，或产业链上的存在形态。它所回答的是，企业（在相应产业中）“怎么干”“属于哪一类企业”问题，其商业模式和商业本质如何？



在房地产行业中，按产业链顺序涵盖的商业形态依次是：投资商、开发商、设计商、建筑商、装饰商、分销代理商和物业管理服务商等。



在制造业，商业形态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类：



加工商——亦称代工商，一无独立的营销体系，二无自主的产品品牌，只能贴牌生产成品或提供半成品，沦为品牌企业的“加工车间”。



制造商——亦称生产商，它们拥有独立的品牌和营销体系，一方面生产成品并自行销售或借助代理分销，另一方面只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即所谓自产自销。



提供商——企业提供产品、服务，掌握价值链关键环节，其余环节多借助分包或外协方式；在核心技术凸显的领域，可向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不难看出，企业转型、升级表现在商业形态维度上，就是从加工商（产业生存起点）、到制造商（掌控关键环节），再升级为提供商（整合行业资源）；从提供产品、服务，最终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抬高竞争门槛）。



身为网约车鼻祖，优步并非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其商业形态就是提供出行解决方案，并由滴滴在中国予以发扬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商业形态与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概念很容易混淆。



简而言之，商业模式是一种在满足客户需求基础上的盈利模式，并达成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而商业形态，则是在产业生态或产业链环节上得以生存、发展的组织类型暨商业本质，它决定着相应的商业模式，切忌本末倒置。




3.确立竞争地位。
 竞争地位，是指企业在产业竞争中的相应位序。



所谓知己知彼，企业不仅要明确自己是从事什么产业、以什么样的商业形态存在，还要对自己“算老几”有清醒的认识。



在波士顿、理特两家咨询公司的研究基础上，笔者提出新的行业地位分类法，并在实践中广受欢迎。



控制地位——凭借掌握行业关键资源（如特许经营权或专有技术），当市场占有率超过50%时，就具有无可争议的行业控制力。如英特尔之于电脑芯片领域。



主导地位——竞争性领域往往难以一家独霸，但可能有两三家大企业结成寡头垄断，联手决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领先地位——任何行业都会出现领先者（哪怕只是阶段性的），它们不仅市场份额最高，而且在价值链主要环节居于领导地位，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优势地位——在价值链重要环节保持相当优势，经营状况良好，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维持地位——在盈亏平衡点上下起伏，产品市场占有率无从谈起，但有可能不按规矩出牌以搅乱市场。



挣扎地位——资金链断裂，人才流失，债务纠纷不断，企业随时可能倒闭、破产。



在一般行业中，企业首先要实事求是、各就各位，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要直接对抗霸主；同时，还须高瞻远瞩，奋发图强以不断追求上位。当然，在创新领域中不需要论资排辈。



更重要的是，企业竞争策略首先取决于行业地位，所谓小企业讲竞争，大企业重联盟。



小企业缺乏与人合作的砝码，只能在价格与服务上做文章，依靠聚焦、低成本以在产业链上分一杯羹。对大企业而言，自身综合运营成本难免高企，打价格战更会“掉价”，所以多倾向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而攫取垄断利润。



从竞争到合作，恰恰是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必由之路。



总之，真正的战略定位，必须从产品营销与竞争策略层面跃升到产业战略高度，从热衷于商业模式创新深化为抓住商业形态本质，从侧重市场竞争转换到战略合作联盟，如此方能破解发展方向与扩张路径问题。



延伸：战略定位引领，战略规划得以走出困境

简而言之，战略规划就是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实施，但长期以来相关争议此起彼伏：一方面，在内外部环境多变背景下，战略目标、经营指标愈加“测不准”，线性思维的战略规划日益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缺乏战略定位基础、没有方向指导的方法策略无异于碰运气，制定的规划目标也只能是“墙上挂挂”。



战略定位“三部曲”构成了战略方向的“GPS”三维坐标，且因其动态性而构成四维空间；其中，产业边界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商业形态决定企业的组织模式及盈利模式，而竞争地位则决定着企业的竞争策略与盈利水平。（
见图“战略定位三维立体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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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至此，战略定位概念暨理论工具的真正确立，为战略规划解决了发展方向这一核心问题——先有方向，才有方法和策略，才能制定目标和措施，而不再是“跟着感觉走”。（
见图“战略规划革新框架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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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值得指出的是，愿景就是践行使命所到达的理想图景，但图景主体绝非企业自身，而是你所服务的客户得到、社会共同分享的，如“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战略就是坚持，定位就是取舍，决策就是谋断。与追求独树一帜的营销定位不同，战略定位力求准确、持之以恒且又与时俱进。



可以说，战略定位概念的开创性界定、相关理论体系和实践工具的基本完善，不仅厘清了与营销定位、竞争策略的差异，也使得战略规划变得有路径可循而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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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中阳
 是北大纵横咨询集团合伙人、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出版有《战略定位》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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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如何不被

恶评击垮

HOW TO B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HARSH CRITICISM

约瑟夫·格雷尼（Joseph Grenny）| 文

牛文静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四步从恶评中复原。






大多数人
 在人生某个时刻，都经历过来自他人“劈头盖脸的恶评”。当时你可能正在开会，或正经过走廊，或者刚拿到业绩评估，突然遭到言辞痛击，让你怀疑人生。据此，我们在网

上征集大家收到过的最难接受的评价，分析了445例类似事件。



参与者提供的内容有些特别刺耳（“考虑离职吧，我需要战士不是怂包”，“你容不得质疑，控制欲太强，目中无人”。）另一些语气稍微缓和但仍然直接（“你发脾气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不被尊重”，“你在写邮件方面要改进，去掉那些华丽辞藻，不要语气软弱，只说事实就行了”。）



很多人回想起数十年前收到的刺耳评价，仍然心有余悸。对此我感同身受，曾有一位同事因为不喜欢我处理一封邮件的方式，叫我“傻x”，还威胁要毁了我。想起这件事，我仍感到胸口憋闷，心惊胆战。



我本以为，相比委婉的批评，这种“更具摧毁性”的批评会令人感觉更糟。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两者同样使人沮丧无措。



研究中令我惊讶的是，无论批评强度如何，几乎没有人在面对批评时燃起斗志。近90%的人形容自己当下的情绪反应时，用了“目瞪口呆、震惊、惊呆、错愕、麻木”这样的词，40%的人感到类似“羞耻”的情绪：“难堪、没用、受伤、难过和自我怀疑。”不到15%的人产生了敌对情绪：“愤怒、背叛或暴力。”



为什么委婉建议和厉声指责会让我们感到同样痛苦？答案是：我们都渴望被他人认同，而惧怕真相。批评性反馈让我们受伤，因为它威胁到人类最根本的两大心理需求：安全感（感到身体、社交或物质安全）和价值感（自尊、自爱或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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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安全感。有时，他人说的话威胁到你的物质安全（“我要炒了你”），或者关系（“我要和你分手”），或人身威胁（“我想揍你”）。在这些情况下，恐惧是应有的反应。但我们研究的445个案例中，这种直接威胁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让我们陷入风险的并非评价本身，而是我们对评价防御、对抗或不满的态度。



接下来谈谈价值感。倘若了解真相有益身心，为什么那一刻我们会感到羞愧、恐惧和愤怒？因为我们一直隐隐担心自己缺乏价值，而他人的评价有可能戳破真相。



研究中，很多参与者称如果批评者动机不良，造成的伤害会更大。但实际上动机并不重要。真相是，我们渴求权威者认可，并暗自希冀：权威者的背书也许会削弱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暗示，但实际上并不会。



我之前一直认定，帮助人们接受负面评价并做出改变的最佳方式，是帮助评价者更好地学会表达。但现在我觉得自己错了。我们与其纠结于如何“正确”表述负面评价，不如更好地学习在负面评价中寻找真相。



我亲眼看到，人们通过从自身寻获安全感和价值感，做到上述行为。过去三年，我和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家名为The Other Side Academy（下称TOSA）的非营利机构合作研究。这里生活着约100名成年男女，基本都有长期吸毒、无家可归和犯罪史，他们在TOSA自给自足，在反馈中获得成长。他们深信：直面残酷真相，是成长和幸福的最佳路径。



每周，这些学生会参加2次名为“游戏”的反馈活动，每次2小时不间断。这个过程很吵，大家用词形形色色，不加修饰。有时，20多名学生会针对一名学生进行20—25分钟的集中批评。同学们会举例证明被针对者不够诚实、控制欲强、懒惰、自私或刻薄。没人在乎措辞是否委婉，而是关注如何帮助每个人学会“适应他们的游戏”。



一些学生采用防御姿态面对游戏。如果对方说的话不中听，他们会选择走开、否认或予以回击，但多数人不会这样，他们很快发现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安全感。抚平心灵的最快途径是确认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提高自我效能最好的方式是从反馈中发掘真相。反馈只有三种情况：真实、虚假、真假参半（多数情况）。如果真相会伤到你，说明不知道比知道更具破坏性。因此，了解真相总是有益的。



TOSA学生教会我，我们在面对批评时，要学会保持韧性。下次当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严厉批评，可以尝试以下四步法。为了让你在压力下也能更好实践，我将其归纳为易于记忆的四字缩写“整理复积”。




1.整理情绪。
 缓慢深呼吸会让你感到安全，意识到身体不必进入战斗状态。关注自身感受会有所帮助。你是否感到受伤？害怕？尴尬？羞愧？对个人来说，越能感受到这种主要情感，越不会受愤怒、防御或过度恐惧等次要情感的影响。一些学生会有意识地借助安抚性事实缓解心情，例如重复告诉自己：“这件事不会伤害我，我很安全”，或者“即使我犯了错误，也不用否定自己这个人”。




2.理解，保持好奇。
 提问并请对方举例，然后倾听。尽量保持客观，想象事不关己，对方是在说其他人。这样做会让你避免评估所听到的内容，把自己当成优秀记者，像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那样倾听。




3.复原。
 到这个阶段，最佳选择往往是直接结束谈话。告诉对方，你希望花时间反省一下，有机会再回复他。在评估听到的内容之前，先允许自己充分感受过程，并找回理智。在TOSA，一些学生有时会回应说，“我会好好想想的”——不同意也不反对。他们只是承诺会找时间真诚地思考这些评价。如果对方说的话让你很难接受，你可以这样说，“我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你说的话，然后找机会告诉你我的结论。”




4.积极参与，寻求真相。
 审视他人所言。如果你从自己身上找到了安全感和价值感，就不会在他人意见中寻找漏洞，而是会寻求真相。如果对方说的90%是废话，只有10%的实质内容，关心后者。别人的评价中，一般总会有少许真相。不断抽丝剥茧，发现真相。如果情况允许，再次联系评价你的人，告诉他你如何理解他的话，赞同哪些内容，以及承诺做些什么。有时，这么做意味着你要分享个人观点。假如你在潜意识里不需要寻求对方认同，就不会体现出防御性。



其实，我们在遭受“劈头盖脸的恶评”时，感受到的悲惨只是表象，背后隐藏了更深层的问题。那些承认并解决了深层问题的人，除了能从这些罕见而惊人的情绪创伤中恢复，还能更好地应对所有人生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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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雷尼
 四次荣获《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是会议主讲者，出色的企业绩效社会学家。他的著作被译为28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财富》500强中的300家企业成功应用了他的理论。他联合创办了VitalSmarts，一家为企业提供培训和领导力发展的创新公司。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要不要听顾客意见？

SHOULD YOU LISTEN TO THE CUSTOMER?

托马斯·德朗（Thomas J. DeLong）

维尼塔·维热拉哈万（Vineeta Vijayaraghavan）|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 编辑






创作究竟该听谁的？舞团内部产生了分歧。





纳塔利娅·乔治敲响了营销主管办公室的门。营销主管伊丽莎白·加尔多斯刚刚上任不久，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把椅子、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和一张她几个女儿的照片。





“你得在办公室放点装饰品。”纳塔利娅看了看四周。

“我知道，”伊丽莎白回答，“这两周太忙了。我想挂几张舞蹈演员的照片。”

她们在德拉克鲁瓦舞团工作。这个先锋舞团总部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地方和加拿大有五家公司。曾是舞蹈演员的纳塔利娅担任执行董事，她聘请了同样是前舞蹈演员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有数十年营销经验，供职的上一家公司是迅速成长的女性运动服品牌Violet。眼下经济虽不景气，但德拉克鲁瓦在健康增长，部分原因是舞团政策规定必须控制票价，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纳塔利娅认为，公司必须改善营销，以支持扩张战略。而伊丽莎白热切希望迎接新挑战，而且想回到舞蹈界，于是趁此机会加入了德拉克鲁瓦。

“你找我有什么事？”纳塔利娅问。

“有些事情想问问你的意见。来到公司这两周，我注意到一些问题。”伊丽莎白回答。

“太好了，说来听听。”

“我很吃惊，德拉克鲁瓦居然从没做过任何形式的顾客问卷调查，也没有收集过顾客信息。”伊丽莎白说。

“对，我们不用做这个。我们征求意见的对象是舞蹈演员，不是观众。”

“那你们做的就不是真正的营销，”伊丽莎白小心地说，“你们的营销好像只负责决定演出时长、宣传广告和票价。你们做宣传让大家来看演出，但并不知道观众是怎样的人、为什么来看演出。”

“你是说，我们为演出做宣传，”纳塔利娅微笑着说，“你一直说‘你们’，但现在你也是公司一员。”

“抱歉。我们。”

“你说得对，目前营销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我们之所以邀请你加入，部分原因就是想请你提供一些新创意。”

德拉克鲁瓦董事会委托纳塔利娅将公司带往新的方向，寻求国际合作以及电影电视合作的机会。但公司却不研究战略、不解释清楚为何要承担风险，纳塔利娅对此感到不安。她在面试时向伊丽莎白解释过这个。

“我觉得我们起码应该做一个简单的顾客问卷调查，”伊丽莎白说，“只针对在我们网站上注册过的、明确希望与我们交流的顾客。可以收集一些基本信息，了解他们最喜欢我们演出的哪些方面。这样做能让我们了解其他观众，以及我们应当关注的目标市场。”

“这个主意当然不错，”纳塔利娅谨慎地选择措辞，“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栋楼里有人会抵触的。”她指的是公司创始人兼艺术总监，亨利·德拉克鲁瓦。虽然理论上负责管理公司的是纳塔利娅，但亨利对公司事务依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所以说这不是件省心的事？”伊丽莎白问。

“我觉得肯定不省心。”



艺术使命

“我们为什么要问观众的想法？”亨利说，“我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坐在会议桌两边的伊丽莎白和纳塔利娅面面相觑。

“别这样，亨利。我们在乎的，他们要来看演出。”纳塔利娅说。

“观众很重要，这一点我当然知道。但我们的业务依赖的是艺术家的创作，”亨利挤出一个笑容，转向伊丽莎白，“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希望获得不可思议、难以忘怀的独特体验。他们想看的是从未看过的东西，怎么可能跟你说清楚？如果问他们想看什么，我们肯定会变成每年都在演天鹅湖！”

纳塔利娅别扭地调整了一下坐姿。她知道，许多董事都像亨利一样，强烈希望保住对艺术创作的控制，至于舞者就更别提了。德拉克鲁瓦如果转为以顾客为中心，可能会失去一部分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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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清清嗓子，递给亨利一份简要报告。“这是我前公司Violet利用社交网络了解顾客、获取产品反馈以及尝试新创意的几个例子，”她停顿了一下，看着亨利匆匆瞥了一眼报告，“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决定产品价格和推向市场的方式，以及何时要为新产品承担风险。我知道现在我们舞蹈公司的产品不一样，但顾客调查带来的好处是一样的。比如粉丝网站——”

“嗯，粉丝网站上有九万人注册了。”亨利回答。

“对，这很好，但你们——我是说，我们——并没有跟这些人真正建立互动交流。哪些人来看演出，为什么来看，我们完全没有相关数据。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可以抓住什么机遇，如何向媒体或合作企业展示和推销我们公司。我们一无所知。如果是苹果这样的行业巨头，那或许可以由他们来决定顾客需要的是什么，但我们不一样。”

“迄今为止我们也是这样的。”亨利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可是情况变了。公司在考虑以不同的方式实现扩张。我们要在今年年底走向国际市场，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外的观众，比如说一个伦敦的观众，他想看什么。”

“他们想看什么，由我们来告诉他们，”亨利反唇相讥，“很多公司都是这样。蒂芙尼不会对全世界女性开展调查，问她们想要怎样的首饰。公司信任设计师的创造力，这样可以做出更好的产品。如果让顾客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设计师会失去灵感和创意。”

纳塔利娅带着歉意看看伊丽莎白，但她觉得亨利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德拉克鲁瓦建立的初衷是拓展现代舞蹈边界，不是为了满足顾客需求。亨利不断追求这个目标，才让公司取得了许多成就。

“去年乔伊斯剧院的事情怎么解释？”伊丽莎白问。纳塔利娅看了她一眼。这位新员工显然查过资料。

德拉克鲁瓦有一大块市场预算投给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新演出的宣传。这个新节目的舞者们都戴着大面具，公司希望将其打造成德拉克鲁瓦最好的演出之一。可惜，面具似乎吓到了来看演出的孩子们。最初几周每场演出都有观众中途退场，随后家长们纷纷在粉丝网站以及票务和评价网站上投诉。公司经过慎重的内部商议，决定加上一行提示，说明面具可能会吓到八岁以下儿童。纳塔利娅原本想采取更多措施，甚至可以考虑取消面具，但一些董事十分固执，主张坚决不向顾客低头。但董事也告诉她，不想再看见这类失误。

“那是意外，很遗憾。那次当然是我们的错，”亨利说，“但我们吸取了教训：演出中不要再出现吓人的面具。”

“但如果我们与顾客保持交流，就可能预料到这样的事——了解到他们希望看到更受孩子欢迎的演出，或者我们应当向特定观众群体推广特定类型的演出，”伊丽莎白反驳道，“这类失误我们可以避免。我在Violet工作的时候学习到，信息就是力量。新业务、新合作、更高的曝光度——你不能拿这些东西冒险，必须妥善处理。顾客调研有助于将风险最小化。”

亨利摇摇头，“你不懂——”

“好了，”纳塔利娅站起来，“不急着在今天讨论出结果。伊丽莎白，用电子邮件把报告发给我和亨利，好吗？我们之后再聊。”



只不过是一次调查？

纳塔利娅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是亨利打来的电话。

“你不至于是当真在考虑这个吧？”电话一接通，亨利就问。

“我当然是认真的。伊丽莎白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都不了解国际观众，要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出租车经过布鲁克林大桥，纳塔利娅看着桥下的河水，“如果不做顾客调查，我该怎么跟其他想上电视的公司竞争？好莱坞的人会哄笑着把我们赶出去，企业合作就更别提了。”

“那如果顾客要求我们让舞蹈演员穿蓝精灵服装，你该怎么办？给索菲亚定做一件？”

索菲亚是公司最有名的舞者，也最难应付。纳塔利娅想象了一下她扮成蓝妹妹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别扯了，亨利。顾客不会提过分的要求的。”

“那好吧，不提蓝精灵了，但你知道，我们必须谨慎，不能为了卖票而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你也是舞蹈演员，纳塔利娅，你曾经是我们最好的舞者。你还记得公司使命吗？你记得使命让你感受到的热情吗？”

“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我们的使命有一部分是尽力让更多的人接触现代舞蹈。”纳塔利娅努力掩饰声音里的沮丧。她跟所有人一样清楚，德拉克鲁瓦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董事会和舞蹈演员。“但我来这家公司，是为了让公司更加职业化，让你创立的公司进一步扩大。而顾客调研，也就是真正的市场营销，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伊丽莎白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她在上一家公司负责顾客调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她是卖衣服的，纳塔利娅。”亨利说。

“没错，可是做一两次调查会有什么害处呢？如果顾客给出了过分的反馈，我们不听就是了。”

“但我们问了他们想要什么又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让顾客反感的，”亨利说，“这样会损害我们跟顾客的关系。而且你知道，董事会一定会反对。”

纳塔利娅并不吃惊。她知道，商业背景出身的董事一定会支持，但有艺术背景的、了解创作过程的董事绝对不会赞同。她想象了一下几周之后董事会会议的场景。亨利说得对。董事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可能会有分歧，赞成和反对的人数可能都差不多。

“还有，”亨利接着说，“现在我们经营状况还不错，为什么要现在提起这个？”

“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纳塔利娅说，“董事会希望我们明年能做出大成绩，我们要承担以前从来没有承担过的风险。”

“只要信任自己的创造力和直觉——而不是顾客调研——我们就能成功。”

纳塔利娅看着车窗外。她累了。

“你还在听吗？”亨利问。

“嗯。”

“好吧，退一步讲。我们要么把员工放在第一位，要么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只能二选一。我的选择你是知道的，你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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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德朗
 是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管理实践Philip J. Stomberg教席教授，著有《自由飞翔》（Flying Without a Net，暂译）。他的研究关注组织与个人在变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维尼塔·维热拉哈万
 是美国创见研究所（Innosigh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产品编号403006-PDF-ENG），作者是托马斯•德朗和维尼塔•维热拉哈万，访问hbr.org网站可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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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克鲁瓦

应该启动

顾客调研项目吗？

专家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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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达米科（Mario D’Amico）


是太阳马戏团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









创意公司
 通常都很难把握听从顾客意见的程度。多数公司都知道，不能依靠顾客来告诉你下一个新产品将会是什么。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当年我去问顾客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会回答：一匹跑得更快的马。”顾客无法给出公司需要的答案。

可是，希望一边创新一边获得增长的公司常常需要改变方式。地方小型企业不必急于了解顾客的想法，但如果要在一周内向新市场中不了解本公司或本公司产品的人们卖出十万张票，那就不一样了。我刚加入太阳马戏团的时候，我们只有7个节目，现在有了21个。我们的规模需要我们去了解观众。

纳塔利娅应当把伊丽莎白的提议反映给董事会。足够明智的董事一定会批准客户调研项目。之后纳塔利娅要谨慎运用伊丽莎白收集到的数据。公司创始人亨利说得很清楚，直接指示创作者创作，通常会遭到抵制。纳塔利娅要迂回一些，让创作者了解观众的需求，但不要强行要求他们给出特定的产品。

我们太阳马戏团运用调查大体了解顾客——他们是怎样的人，喜欢哪些娱乐节目，对太阳马戏团品牌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运用调查数据向创作团队简要介绍观众，帮助他们了解幕布拉开时台下鼓掌的人。我们不会具体要求他们在某一幕里让演员穿红色或蓝色的裙子，只是引导他们了解观众。然后我们不再妨碍他们的创作。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他们拥有巨大的沙盒可以尽情发挥才能，但沙盒有边界，就是顾客对我们品牌的期望。我们希望他们在发挥创意的同时保证产品符合品牌给出的承诺。

要进入新市场，完全不了解潜在观众期望的情况下，顾客调研和品牌声誉尤为重要。太阳马戏团不会根据某个特定团体或文化而调整产品，但我们也不想像德拉克鲁瓦那个戴面具的节目那样冒犯观众。举例来说，我们为中国观众设计节目时会考虑特定颜色和数字在中国的寓意。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出特意定在2008年8月28日，因为“8”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




“如果顾客要求我们让舞蹈演员穿蓝精灵服装，你该怎么办?”





纳塔利娅说得对，德拉克鲁瓦要成长就必须开始收集客户数据，但她应该循序渐进，以亨利这样的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亨利也必须理解，纳塔利娅并不是想让观众决定演出的方向，只是想实现董事会提出的目标，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德拉克鲁瓦这个品牌。要实现这个目标，她需要获取观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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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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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希卜斯泰德（Jens Martin Skibsted）


是一名连续创业者，在哥本哈根与他人联合创立了产品设计及设计战略公司KiBiSi。









在采取行动
 之前，纳塔利娅必须认清德拉克鲁瓦的第一要务。亨利说创立舞团是为了拓展现代舞蹈的边界，但似乎也想让更多的人接触舞蹈艺术。这两个使命有很大区别。

如果德拉克鲁瓦希望坚持前一项使命（我认为应当坚持），那就不能询问顾客想看什么。问顾客意见只会阻碍创新。不管是不是创意公司，都要具备明确的蓝图、独到的价值观以及不受顾客洞察影响的文化，才能获得成功。如果德拉克鲁瓦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那么应当以使命为中心增加一些要素，而不是改变核心使命。

比如说，假如有人要求德国著名的现代舞者皮纳·鲍施（Pina Bausch）修改表演中的一些元素，因为会吓到小孩子，她肯定会拒绝。她遵循自己的理念创作，不会听从大众意见。诺基亚曾经尝试过一些众包活动，被媒体大肆宣传，最终也没能阻止公司的衰败。与之相比，苹果始终保持着封闭式的创新风格，而且大获成功——“我们比顾客自己更了解顾客”。

依靠消费者意见，只会让德拉克鲁瓦的作品变得千篇一律。顾客只会要求德拉克鲁瓦提供与其他流行舞团相似的东西，无法使其获得竞争优势。纳塔利娅应当向创作团队征求意见，尤其是要问问亨利，该如何继续前进。如果团队缺乏创意，纳塔利娅应当聘请新的人才。

纳塔利娅和伊丽莎白一定要记住，先锋艺术是没有问题的。创作出的作品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或理解，这不是什么坏事。路威酩轩集团旗下有一些公司专门服务于小众市场，运营得十分成功。当然，小众市场要足够大，不过德拉克鲁瓦好像已经找到了这样的市场。

纳塔利娅可以让伊丽莎白做一些调查，了解观众没有坏处，但调查范围要有限度。可以问问顾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折扣，或者是否希望演出中提供饮食，但这样的调查必须有目的地进行。




我们的创作团队拥有巨大的沙盒可以尽情发挥才能，但沙盒有边界，就是我们的品牌承诺。

如果德拉克鲁瓦希望坚持前一项使命，那就不能询问顾客想看什么。





要听顾客的建议还是员工建议，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任何公司都必须平衡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德拉克鲁瓦可以就特定话题听听顾客的建议，而且应当这样做。但这样做的目的是规划愿景并付诸实行。如果让顾客影响创意方面的决定，德拉克鲁瓦的创作和经济两方面都无法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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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德拉克鲁瓦的表演者，就像伟大的作曲家一样，创作依靠的是自己内在的创造力，不是顾客调研数据。要进入新的市场，伊丽莎白应当利用公司善于创新的名声，并且寻求与其他先锋公司合作。


杰夫·芬肯

北卡罗莱纳州信用联合联盟项目、员工支持专员





德拉克鲁瓦可以兼顾艺术创作和观众参与两个方面。我曾任职于某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选了六支序曲，让听众通过网络投票选择当季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希望听到哪一首。




蒂姆·彭内尔

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MBA学员



不要问顾客想看什么，问他们被哪些地方触动，哪些地方看不懂，哪场演出让他们觉得想带朋友来一起看。设计一些收集顾客人口统计信息的问题。这不是限制艺术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真正的粉丝，然后纳塔利娅就可以对照这些信息，在国际市场寻找相似的受众群体。


贝丝·鲁滨逊

Ahlstrom Corp技术客服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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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华裔设计师王薇薇：


我反对只做设计的设计师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贾慧娟 |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 编辑







王薇薇（Vera Wang）
 在《Vogue》做过编辑，还在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担任过饰品设计师，之后在纽约开了一家婚纱店，40岁这年推出自己品牌的婚纱。30年后，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成为一个集时装、美容产品、珠宝和家居用品的跨国企业。







HBR：
 你为什么决定人到中年时创业成为时装设计师？



王薇薇：
 我或许会更希望20岁或30岁就开始吧，但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年龄还没有准备充分。即使40岁时，我都不完全确定自己应该这么做。我总是感觉我应该边挣钱边学习，我已经有了两份很棒的职业经历——在康德纳斯特（Condé Nast）和拉夫劳伦。但我仍觉得自己资格不够，没有安全感。我父亲是我决定创业的原因。我在39岁时订婚，比大部分新娘的岁数都大一些，我渴望拥有一件婚纱。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是个商人，他认为婚纱行业风险较低：库存需求较低，当时需要的布料不多，况且人们总是要结婚，所以顾客来源稳定，虽然通常没有回头客。我对婚纱设计一无所知。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但我的DNA就是想找到我真正热爱、能够有影响力的东西，然后努力工作，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时尚就是新的东西。但你在自己的空间内必须时刻前进，这就是挑战所在。”






你跟拉尔夫·劳伦学到了哪些经验？


拉尔夫（拉尔夫·劳伦是拉夫劳伦品牌创始人——编者注）对他的品牌主张确信无疑。他不会为流行趋势所左右。有时在开会，他就会说，“不要告诉我别人都在做什么，我不想知道。”拉尔夫将他对美国的理解卖给全世界，他的团队相信他。如果任何人不相信他，大门随时敞开。跟有这样愿景的人一起工作时，肯定会学到一些东西。




你有什么建议给年轻设计师？


有梦想很美好。但事业起步时为你尊重的某个人工作——或者任何人都行——别人付钱让你学习。埋头工作，不要参与办公室斗争，尊重别人，干好你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随时准备干活。我在《Vogue》或拉夫劳伦时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周日晚上加班？没问题。我周六下午陪家人朋友时，如果你有事要跟我谈，我也可以说走就走，因为我很感激你想听我的意见，我可以从聪明的成功人士那里学习。我就是那种员工。我的目标就是证明我能够成为的最好的人。




你既是公司的创意总监又是运营负责人。你是如何平衡两者的？


优先排序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会说，“这件事第一重要，所有人都别挡我的道，然后是这件事，再然后是这件。”我反对只做设计的设计师。他们的工作不涉及公司利润、租金、保险和账单。你是老板时，就永远不会忘，人们的生计取决于你。所以我做的每个决定时都会考虑这是为了我的自尊，还是公司需要。这是我脑子里的内战。虽然如此，我认为，如果只当创意总监，但对公司运营没有发言权，也同样困难。这个行业不容易，竞争激烈，而且变化迅速。我父亲曾经告诉我，“我知道你想做设计，但经商同样是创意。”他说得没错。要经营得好，必须创造性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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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ody really recommends command-and-control leadership anymore. But no fully formed alternative has emerged. So mature companies often struggle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innovation with the need for discipline.

The authors studied two exceptions: the new-product-development stars PARC and W.L. Gore. Both companies, they learned, have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leaders.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found at lower levels, create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move their firms into unexplored territory. Enabling leaders, in the middle, make sure the entrepreneurs have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And architecting leaders, near the top, monitor culture, high-level strategy, and structure.

This system allows both companies to be self-managing to a surprising degree. Employees choose their work assignments and dream up new projects, whose success rests on colleagues’ volunteering to join in—making the companies collective prediction markets. And the mechanisms that enable self-management also balance freedom and control: The companies function efficiently and exploit new opportunities even as they minimiz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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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n essential, intangible something in start-ups—an energy, a soul. It inspires enthusiasm and fosters a sense of deep connection and mutual purpose. While this spirit persists, engagement is high and businesses keep their edge.

But all too often, companies lose their souls as they mature. Firms add new systems and structures and bring in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and in the process somehow crush their original energizing spirit. In research into more than a dozen fast-growth ventures and 200-plus interviews with founders and executives,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how firms can overcome this problem. His work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crucial dimensions to a start-up’s soul: business intent, or a loftier reason for being; unusually close customer connections; and an employee experience characterized by autonomy and creativity—by “voice” and “choice.” All three provide meaning to stakeholder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Netflix, Warby Parker, Study Sapuri, and other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sizable companies can still protect and nurture

the three elements. Doing that is the secret to staying great as you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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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secret about strategy that no one tells you: Every function has one, whether or not it is written down and whether or not it is the product of an official strategic-planning process. If functions do not adopt a strategy consciously, they almost inevitably end up defaulting to one of two unconscious models, both of which are likely to result in their becoming a drag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a driver of it.

Most leaders acknowledge that companies and business units need strategies. But for corporate functions—shared services such as IT, HR, R&D, finance, and so on—the need for strategy is less widely understood. In many firms, functions just exist, serving the company in whatever manner and at whatever scale the business units deman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describe the problems of the unconscious strategies and outline a strategy-making framework to help functions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ies that set their company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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